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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吗？
本土化是相对于全球化的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媒介全球化是指一种对媒介经营活
动应该是全球性的而非只局限于本地范围内的认识及其活动过程，具体表现为媒介生产、销售
和传播的全球化，以及媒介管理、法规和影响的全球化。传播学全球化认为世界范围内应该有
一种共同的理论体系、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并得到各国学者公认的处于主流地位的传播理论
和研究范式，但这往往是由西方文化、思维和话语主导的。因此，如果全球化对中国经济来说
是一次历史性机遇，那么对中国媒介特别是传播学本土化来说，则不是机遇而是挑战。面对传
播学全球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播学界虽然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劣势也十分明
显，并且大多数传播学者对将要遇到的挑战，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准备不足。
毫无疑问，传播学最先出现在美国，对于引进这门学科的其他国家来说，传播学是舶来品。
但是，精神产品的引进不是照搬，不是移栽，而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一种文化策略，其最根
本的是要通过引进达到“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为我所用”的目的。
如果传播学不同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吻合，不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上生长
出来，不与所在国家传播实践相结合并为其服务，而只是简单地贩卖和照搬，那必然会遭到人
们的拒绝，甚至反对。本土传播学既不是一概排斥西方传播学，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传播学，
它实际上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即所谓迎新不迎旧，排污不排外，努力把内面和外面两个
世界的优点和精华都收归已用。
重视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还要注意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亦即研究现实，不要割断历史，
研究历史，也要联系现实，使开放的传播学有着深厚的本土根基。因此，中国传播学只有针对
中国国情，联系传播实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中吸取营养，适应中国的社会特征、文化
积淀和受众的心理态势、意识取向等条件，才能真正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组成
部分。
传播学本土化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原义”———“文法层面的本土化”，是指将别
国的语言、符号转换改制为本土的语言、符号，而基本内容和思想观点不变，追求“忠实、通顺
和美”；二是“格义”———“语义层面的本土化”，是指将西方的文本用中国文化精粹加以重新阐
释、解读、转化和升华，形成不同于原有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本，曾成功地用儒道文化将印度佛
教格义为中国佛教；三是“创义”———“思想层面的本土化”，就是依据西方传播学的精神，在中
国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运用科学方法直接提炼、生成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本土
传播学，并与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传播学界展开平等对话。在传播学本土化建设中，这三个方
面呈现出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层级特点。
传播学本土化建设，的确可以增强其学科个性和民族特点，体现中国特色，为我所用，用来
指导中国传播实践和媒介活动。但是，传播学本土化并非“越本越好、越土越洋”，“越是本土
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需要重新阐释和解读。因为，在传播学研究中，过度的本土化会造成
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不思进取，会引发民族主义的情绪，也会让外界产生学术民族主义的疑
虑。本土传播学要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必须尺度适中、张力合理、
富有弹性；必须在坚持学术主体性的同时，适当关注和适应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和需求，适当
关注和适应当代传播学和媒体的脉动和特点，积极投身火热的信息社会和媒介社会的传播活
动之中，关注本土的现实问题，探寻历史珍藏，汲取源头活水，拥有自己的研究范式，从而使得
本土传播学不仅为中国学界也为世界学界所接受，成为充实和丰富世界传播学的重要资源。
本土传播学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在中国，现在的情形
就像恩格斯当年在谈论一门学科的建设时所说的那样：“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
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
无限宽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虽然中国的本土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摸索、探路
的阶段，但我们相信在这个学术领域中，一定会充满更积极、更活跃、更大胆的探索和研究，一
定会有不少专家学者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邵培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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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Ｒｕｎ（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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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方舟　译
　　［摘　要］当前媒体可及性的设计模型（比如电视和网络媒体）通常只关注盲聋者群体，尚未将更
广泛的残障者纳入考量范围。本文则试图从更广义的范围内来考虑媒体可及性的问题。文章首先探讨
了“残疾人”以及媒体目标用户（以电视为例）的含义———媒体可及性的对象是否可以扩展到更广的残
障者范围？而后，本文考察了媒体内容传播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并试图运用“包容性”金字塔模型来对
此加以说明，在这一模型中，“可用性”、“可及性”、“易用性”、“数字素养”等概念被纳入不同层级的考
量范围。第三部分讨论现有的设计模型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人们设计无障碍的媒体，并以电视媒体
为例做了详细说明。最后，本文将根据中国当前的信息无障碍建设状况，对其电视媒体及网络媒体中的
视听媒体内容的可及性实现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媒体可及性；媒体无障碍；视听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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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残疾人与媒体包容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息和传播技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ＣＴｓ）已经是
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前，电视和互联网逐步替代了２０世纪的电影院、广播和报纸，成
为最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从全球范围来说，如何使媒体变得人人“可用”（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是媒体“可及
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或“包容性”（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将要回答的问题。媒体形态的转变以及人们对媒体可及性
的需求将对传媒技术的设计提出新的要求。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主任布哈伊马獉萨努先生（Ｂｒａｈｉｍａ獉Ｓａｎｏｕ）在阐释电视媒体对残障者的
重要性时指出：“电视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感，帮助公众获取新闻和信息（尤其是在危急情况发生
时）。对于许多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来说，电视节目同样是他们了解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而
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残疾人。”［１］４３如果从覆盖率上来说，电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可
用性，电视信号早已覆盖整个地球，全球拥有电视的家庭也已超过１４亿，这其中包括９８％的发达
国家家庭和近７３％的发展中国家家庭。如今电视媒体可用性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一广泛
使用的媒体能够被残疾人更好地使用。
对于残疾人，不同的人（或组织）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所以在实践当中究竟如何将“残疾人”
这一特殊群体纳入考量，还没有达成共识。学者 Ｋｅａｔｅｓ和 Ｃｌａｒｋｓｏｎ指出“残疾人这一概念并没有
一个‘科学的’或者说公认的定义，使得这一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２］６９－７６Ｄｅｗｓｂｕｒｙ等人在一篇有
关残疾人媒体设计模型的文章中指出，“媒体可及性设计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从理论上应该如
何界定残疾人，更在于在实践上如何使残疾人获得切实的信息权益”。［３］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
约》（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ＵＮＣＲＰＤ）中明确使用的是
“残疾”（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一词，并避免使用“障碍”（ｈａｎｄｉｃａｐ）一词，以便使这一概念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指
向。全球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为残疾人提供清晰概念框架的是 １９８０年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发布的《损伤、残疾和障碍的国际分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ｓ，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ａｎｄｉｃａｐｓ，ＩＣＩＤＨ），对损伤、残疾和障碍三个概念在与“健康”相对的
语境中的区别进行了阐述：［４］
损伤（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在健康语境中，损伤是指一种心理上、生理上或解剖结构（或功能）上的缺
失或不正常。
残疾（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在健康语境中，残疾是指任何（由损伤导致的）完成某种在健全人行为范围
内能够完成的行为能力的缺失。
障碍（Ｈａｎｄｉｃａｐ）：在健康语境中，障碍是指对于一个特定的个体来说，由于某种损伤或残疾所
导致的不利因素，这一不利因素形成一种障碍，限制或阻止此人正常履行某种角色（比如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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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或社会文化角色等。）
“生理损伤者对抗隔离联盟”（Ｕｎ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ｙ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ＵＰＩＡＳ）（１９７２
年成立）也于１９７６年提出的有关损伤（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和残疾（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新定义。ＵＰＩＡＳ（及其他一
些组织）都拒绝接受“残疾”这一概念中隐含的医学框架或个人框架，因为其预设前提是残疾是身
体上出了问题，那么医生就可以治疗这些问题或者给残疾人的生活开处方。学者 Ｏｌｉｖｅｒ和其他一
些从业者都非常担心将残疾人“医学化”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比如试图治愈“残疾”。
随后，有关“残疾”这一概念的新的界定视角陆续出现：弱势群体模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平等
权利的缺失，正是这一缺失阻碍了身体健全人士和残疾人之间平等关系的达成）；社会结构模式
（关注造成残疾的环境）；以及，结合了以上两个模式元素的社会模式，这一模式将残疾人视作是社
会造成而非他们个人造成的问题。在这一模式中，残疾人所诉求的是一种政治回应，即“残疾”并
非个人原因而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社会环境的“不宽容”使得残疾人生活遭遇诸多障
碍，而他们希望平等的生存权得到保障，应该让社会环境来包容他们。
正是以上这些针对“残疾”这一概念的广泛讨论，促成了ＩＣＩＤＨ的一次重大修改，产生了２０１１年
新的《功能、残疾和健康的国际分类标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ＩＣＦ）。［５］世界卫生组织在介绍这一分类标准时指出，“虽然个体模式或社会模式都能够在某个
层面来解释‘残疾’，但这些解释是不足够的”。［６］Ｃｈｅｎｇ回顾了将ＩＣＩＤＨ转为ＩＣＦ的更多细节。ＩＣＦ
综合了“残疾”这一概念中的个体模式和社会模式，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融合产物称为生物心理社会
模式（ｂｉｏ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ｄｅｌ）。在起草和商议ＩＣＦ时，他们刻意避免使用一些具有负面含义的词汇，从
强调“残疾”转为强调能力（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或“人类功能”（ｈｕｍ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因而，“残疾”一词中的个
人“能力丧失”的含义也逐渐被社会的“活动限制”（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所取代。［７］这一概念内涵的变
化直接影响到社会文化中对于“残疾人”的态度，残疾人从个人对社会的适应，转变为社会对残疾人的
包容。由于当前的社会环境对于残疾人的活动存在诸多“限制”，那么就应该通过种种方法来打破这
些“限制”。这一概念的变迁对于媒体可及性理念的确立极为重要。
“残疾人”这一概念的多元解释还表现在统计数据的多样性上。根据 Ｋｏｕｔｓａｂａｓｉｓ等人引用的
联合国“功能和残疾”统计数据（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在大
部分西方国家，残疾人占全部人口比例的８％－２０％之间。［８］Ａｓａｋａｗａ在讨论媒体可及性的必要性
时指出：“地球上有超过７０亿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残疾人、老人或文盲”［９］。她还区分了不同年
龄致残所导致的受教育水平及所受到的社会活动限制的不同。媒体可及性的适用范围当然包括残
疾人，但也有必要将传统上不属于残疾人的个体纳入到合理的讨论范围中来。即使仅仅只关注残
疾人，他们的个体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学者Ｍｅｌｏｒｓ在一篇有关残疾人统计的文章中指出，国与国
之间统计数据的不同很大程度上由于各国对“残疾”的认定标准不同。［１０］联合国也曾指出，“鉴于
各国在认定残疾人时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都有所不同，不宜在各国之间比较残疾人的比例。”［１１］
在残疾人比例较低的地区，残疾人仍然仅仅指向那些患有某种身体损伤（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的人，在认定
是否属于“损伤”时所设的标准也比较高。而残疾人比例较高的地区则设置了较低的门槛来认定
是否属于某种知觉上的损伤，并将心理障碍者以及特殊年龄段的特殊人群考虑在内，或者在调查中
使用了自我能力评估的方法，即个人是否感觉到某方面的能力的丧失，有时候也会被作为认定残疾
的标准，比如老年人。对残疾人范围的界定直接影响着媒体可及性的目标群体，也意味着媒体可及
性建设所面临对象的不同规模和挑战。
二、媒体包容性的层次及关系
　　媒体“可及性”（“可及性”一词由英文的 Ｂａｒｉｅｒ－ｆｒｅｅ或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翻译而来，也译为“无障
６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１３卷
碍”或“亲和力”）作为一种理念产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用来倡导身心残障者应享有平等、便捷的生
活权益。这一理念最早由丹麦人卞麦克逊 （Ｎ．Ｅ．Ｂａｎｋ－Ｍｉｋｋｅｌｓｅｎ）提出的正常化原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发展而来，即指每一个身心障碍者都应该尽可能地与所属文化中的正常人一起受
教育和生活，将正常化原则运用于实践当中便是主张人类生活环境的建设应对身心残障者“无障
碍”。这里的生活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信息环境、文化环境。在实践领域，“可及性”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最初只是用于物质环境建设当中，后来被引入信息科学，有了信息无障碍、传播无障
碍或媒体可及性等类似提法。
“可及性”（ａｃｃｅｓｉｂｉｌｉｔｙ）是用以描述产品、装置、服务或环境对尽可能多的用户包容程度的一个
总括性词汇。我们可以将可及性视作是对某个系统或实体的“使用的能力”，［１２］７９与此相关的概念
还包括“可用性”（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易用性”（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及“数字素养”（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等。实际上，媒
介包容性是一个具有程度差异的层级概念，而在不同的层级中，上述各概念也被包罗在内。根据现
有的研究，以包容性为目的，按程度不同可将包容性的实现层级用一个金字塔模型表示，见图１：
图１　媒体包容性金字塔模型
接下来，我们将以电视媒体为例说明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可用性”是包容性金字塔模型的基础。它包括实现媒体包容性所需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
在中国，城乡之间、东部城市和西部地区之间，在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硬件的供给上还存在差别，人
们用以消费这些信息技术的经济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别。因此，硬件覆盖率不足和收入的“负担能
力”是造成可用性障碍的因素之一。这一层级的障碍与数字鸿沟问题研究中的“接入沟”的概念
类似。［１３］
“可及性”是包容性模型的第二个层级。它主要是指在硬件设备供给及支付能力可及的情况
下，媒介技术和信息能够被用户使用的程度。在这一层次主要是指那些接触和使用媒介技术或信
息存在障碍的人群，比如感官功能缺失的视听障碍者、肢残者、语言能力障碍者等等。要帮助这类
观众获取电视内容，就需要为他们提供可及性服务（与电视内容同步播出的字幕、手语视频或口述
影像）以及助听器和屏幕阅读器等辅助技术。从残疾人的社会包容性角度来看，电视媒体对这部
分人所造成的收视障碍并非因为这些人丧失了某种接收媒体信息的能力，而是因为媒体缺少适用
于相应人群的可及性服务和辅助技术。比如，在很多情况下，可及性服务不仅服务于“残疾人”，同
样也能服务于不具备某种信息接收能力的弱势群体：年龄造成的感官损伤（孩子和老年观众）人
士、移居国外者、新移民和难民等。
对于这一层次的可及性设计，需要进一步了解观众的能力，了解他们是否具备与电视收视行为
相关的其他能力，比如：
观众是否能够独立安装电视接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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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是否清晰了解到如何找到和使用想看节目的可及性服务？
观众是否不仅能够收看节目，还能收看插播广告、预告片及电视节目指南等？
电视媒体在决定提供何种可及性服务时，应着重考虑观众的特点和能力，我们将在本文
的第三部分重点讨论“目标受众”的问题。比如，对于听力障碍者来说，清晰明了的声音效果
不仅与音频从音源传输到电视机的方式有关，也与观众的收视环境（包括房间的布局和音响
效果）有关。Ｖｌａｍｉｎｇ指出，听力障碍者时常缺乏从背景噪音和其他音源中分辨出电视声音的
能力。无线连接的助听器可以保证音频信息从音源直接传输到耳朵（语音、音乐、警报等），
这就减少了来自烦人的背景噪音和其他音源的影响，确保听力障碍者更好地理解电视中的声
音信息。［１４］１
“易用性”是媒体包容性模型的第三个层级。根据ＩＳＯ９２４１标准的界定，易用性指的是“特定
用户在特定情境中使用某种产品达到某种目标的有效程度及满意程度”。Ｂｅｖａｎ在文章批判性地
概述了ＩＳＯ９２４１标准，他认为易用性除了指“使用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ｕｓｅ）”（在特定情境中产品的易用
性）外，还应包括“产品质量（ｐｒｏｄｕｃｔｑｕａｌｉｔｙ）”（界面和交互性），“过程质量（ｐｒｏｃｅｓｓｑｕａｌｉｔｙ）”（以用
户使用为中心的产品开发过程），“机构能力（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在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的
研发中始终贯穿易用性的理念）等概念。［１５］
图２　易用性概念的构成图
具体来看，电视的“易用性”常常与电视内容的属性相关：音频的易懂程度，标题、屏幕文本、字
幕的易读性等。英国的ＢＢＣ通常会要求其内容制作团队思考内容的“易用性”问题，并向他们推荐
Ｃｏｈｅｎ等提出的优秀实践案例和指南等。［１６］
如果运用Ｂｅｖａｎ的界定，电视媒体的“易用性”除了内容指向外，还包括电视媒体的使用界面
及与使用者的交互性上———即观众如何有效、高效、满意地执行各项收视任务。从观众行为的有效
性和高效性角度，可以改造之前的问题来评估电视界面的易用性问题：
观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轻易、快速地独立安装电视接收器？
观众是否能够轻易、快速地找到自己想看节目及相应的可及性服务？
观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轻易、快速地选择和收看喜欢的节目，以及节目以外插播广告、预告片
及电视节目指南？
有些时候，可及性和易用性之间的区别并不明显，甚至联系紧密、互相影响。比如电视节目
中的字幕服务，虽然提供字幕是可及性的要求，但不同的字幕配备方案则决定着“易用性”。比
如是使用强制观看的开放式字幕，还是使用可以选择的隐藏式字幕；是使用一般的语言转录型
字幕，还是使用需要更多处理的听障者字幕；是使用观众可以进行个性化设置的字幕，还是使用
固定的非个性化字幕等等，这些不同的字幕配备方式直接决定着用户对电视媒体的易用性评
价。而不同的字幕配备方案不仅对电视服务需求和观众产生影响，也对电视节目生产环节的各
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
“数字素养”处于包容性金字塔模型的顶端。读写能力和数字计算能力是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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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能力，到了２１世纪则加入了数字素养（也常被称为“信息素养”或“媒介素养”，但三者略有
不同）。数字素养更强调人们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检索、生产、传输及评价信息的能力。Ｍｏｅｌｅｒ等人
给数字素养的定义更加广泛，是指“处理事务、沟通合作的知识———这些知识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
最珍贵的‘财富’”。［１７］数字素养贯穿于上述媒体包容性的各个层级，但同时又处于最顶端，它主要
是指在媒体技术和内容可用（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可及（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及易用（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等包容性因素都达到
的条件下，用户个体所应具备的媒体硬件使用及信息处理的需求和能力。
在笔者对中国浙江省盲聋者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约八成左右）的盲聋者用户对电视媒体持
有较高的满意度评价，①而实际上，中国电视媒体中根本没有提供针对视障者的影像描述服务；电
视字幕的配备也是为了推广普通话及方便普通观众观看的开放式字幕而非专供听障者使用的隐藏
式字幕；②电视节目中的手语翻译（节目）比例低、制作粗糙，收视状况不佳等。③也就是说，中国电
视媒体针对视听障碍者的可及性服务供给还是比较落后的，但为什么视听障碍用户的满意度评价
尚可，主要原因在于视听障碍用户本身对电视媒体没有太多的期待和要求，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根本
没有听说过“影像描述”、“手语节目”等可及性服务，更不要说提出相应的收视需求了。由此可见，
媒体包容性的四个层次中，“可用性”是信息到达受众的基础和前提，“可及性”是针对特殊人群实
现包容性的条件，“易用性”是将用户体验包含在内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在这三个层次
中始终贯穿的是用户的“数字素养”，可以说，如果缺乏用户的需求及相应的使用能力，所有的包容
性服务都是形同虚设的。
换个角度来讲，用户的“数字素养”是一个包含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社会阶层地位等诸
多要素共同作用的指标，而“可用性”则更多指向硬件设备的覆盖及可支付能力等方面，这两
个指标多于媒体自身建设关联较远，只有“可及性”和“易用性”是与媒体联系紧密的包容性
指标，而“易用性”又更多地指向用户的体验和感受，因此，从媒体角度探讨包容性问题，关切
最密的当属“可及性”。下面我们将从媒体角度，探讨可及性服务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推进包
容性。
三、媒体可及性的设计模型———以电视媒体为例
　　“可及性”是一个包含硬件技术和内容信息的包容性指标，即硬件应该提供能够播出、显示和
易于操作可及性内容的条件，内容信息也应该配备可及性传播方式。以电视及视听障碍者为例来
具体剖析媒体可及性的设计构想。见表１：
表１：电视媒体的可及性设计模型
电视可
及性服
务内容
电视（媒体）服务 ：
运营商／电视台品牌
电视频道：
电视台／频道品牌
电视节目：
连续剧、节目或主播品牌
电视广告等其他内容：
广告、公益内容等
核心
相关者
高级管理层 频道总监 节目制作人 节目串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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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结论来自于笔者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１年２月间在浙江省所作的针对盲聋者大众媒介接触和使用状况的调查。
有关开放式字幕和隐藏式字幕（或听障者字幕）的区别，参见：李东晓：《听见 看见———影视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浙
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１９页。
有关我国电视媒体可及性服务供给状况的调查结论参阅：李东晓：《听见 看见———影视媒体的无障碍传播研究》，浙江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３－１２２页。
可及性
设计包
含的具
体内容
Ａ．电视（媒体）服务
设计
１．屏幕外观和对服务
的整体感受
２．频道节目指南、节目
和可及性服务（电视节
目指南等）
３．节目播出的网络体
系（从电视台播出到观
众观看）
４．不同屏幕类型的服
务需求（电视机、计算
机、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
５．观众服务（订阅支
付，更改订阅频道和订
阅数量的服务，呼叫服
务中心／网站等）
６．在同一个平台或次
屏幕上的点播和屏幕
捕捉服务
７．遵守国际及国内的
法律、法规和标准，以
确保互通性、协作性
Ｂ．频道设计
１．屏幕外观和频道
感受
２．节目信息和可及性
服务（插播广告、预告
片、主屏幕或次屏幕上
的图文或数字文本的
电视节目指南）
３．公共服务公告（如紧
急情况和灾难警告，更
正编辑缺漏和错误的
“回应权”）
４．观众服务（电视执
照，呼叫服务中心／客
服网站等）
５．在同一个平台、互联
网或手机平台上的点
播或屏幕捕捉服务
６．遵守国际和国家相
关法律、规定和标准，
以确保互通 性 和 协
作性
Ｃ．节目设计
１．主屏幕外观和节目
感受（节目介绍，有关
内容和可及性服务的
信息，标题，制作人员
名单）
２．次级屏幕外观和感
受（与节目的互动或与
其他使用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
观众的互动）
３．观众服务（处理节目
播出前、播出中和播出
后的观众指令输入）
４．遵守国家针对节目
内容的法律和规定
Ｄ．插播广告设计
主屏幕外观和对节目
间插播内容的感受（尤
其是节目、广告和赞助
内容之间的过渡转换）
主屏幕外观和对节目
内插播内容的感受（在
直播新闻节目和电视
杂志类节目插播预先
录制的背景资料等内
容）
遵守国家针对节目内
容的法律和规定
电视可及性的设计涉及到一系列不同层面的问题：电视（媒体）服务本身（即免费电视还是基
于某个电视网或互联网的付费电视服务），电视频道和节目，以及（将电视频道填充起来的）电视节
目内容及插入内容。
根据上图，电视媒体本身的设计要比节目内容的设计复杂得多。一个电视媒体的可及性设计
可能对外观、电视整体服务感受、电视频道、节目等一系列环节产生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插播的内
容，包括广告以及节目内容中的插入部分。
这四类设计所涉及的核心相关者各有不同：电视媒体服务涉及的是媒体的高层领导者，频道设
计的责任则属于频道总监、部门编辑以及频道设计团队。节目设计涉及到的主要相关者是特定节
目的编辑团队和制作团队。插播内容包括节目预告、预告片和广告等，是由节目串联人员、播控台、
广告和赞助部门负责的。
因为电视服务同样需要利用电视屏幕和其他次级屏幕上（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台式机
等）的节目指南等信息服务，所以其设计过程不仅要考虑作为主屏幕的电视屏幕的外观设计及其
使用感受，也要考虑混合传输时各类次级屏幕（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外观设计和使
用感受。
另一个角度则是受众———电视服务的所有终端用户。电视媒体无不从节目的“到达率”、“收
视率”和“满意度”等指标来分析受众行为。一部电视连续剧或一个节目的策划过程是从频道需求
开始的。这就指向了目标受众的一些使用指标，如到达率、收视率和质量。这并不是说每个节目的
目标受众都是所有人群，但是任何一个节目从应然角度上讲都应该做到“人人可及”。不过，虽然
从理论上讲媒介内容及使用应该做到“人人可及”，可在实际操作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任何一
个节目内容的可及性发挥作用的范围都是在其目标受众的范围内实现的。当然，对于传输和接收
内容的硬件及软件支持来说，“可及性”设计是基本要求，即能够传播任何负载有可及性服务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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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并在能够做到对任何人的操作可及性（虽然这一点还很难实现）。
让我们用同语种字幕的电视新闻作为例子来探讨这一点。对电视可及性服务需求情况的把握
常常不太容易。Ｌｏｏｍｓ提到了英国通信管理局的一份综述，其中指出人们对字幕等可及性服务的
需求是相当显著的，有 １２．３％的人群表示曾经使用隐藏式字幕来观看电视，其中约有 ６００万
（１０％）并不是公认的听力损伤者。［１８］更新的一些研究指出，同语种字幕不仅可以服务于盲人或具
有严重听力障碍的人群，同样也可以服务于那些缺少字幕就很难理解电视内容的老人，以及正在学
习阅读的人群、新移民和难民等。同语种字幕还能够服务于那些在公共场所需要在静音环境或嘈
杂环境中收看电视节目的听力健全者。
还有研究发现抱有不同期待的不同观众群体之间可能是难以调和的。阅读能力出色但听力有损
伤的观众期望字幕能够完全翻录、逐字呈现，而如此一来也将导致屏幕上的文字过多，从而滚动速度
就会比较快。阅读能力不佳的观众则会感觉很难跟上字幕停留的时间，即使字幕显示的速度保持在
每分钟１５０字甚至以下的水平上，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则希望字幕经过重新编辑，不需要逐字翻录。
Ｏｒｅｒｏ一项有关ＤＴＶ４ＡＬＬ的眼部跟踪研究证明，聋者因为阅读能力有限，所以会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
阅读字幕，而只有很少的时间或完全没有时间来观看节目本身。［１９］对新闻节目来说这或许是可以接
受的，但对电影和电视剧来说就会造成因画面信息的缺失而导致的不能很好地理解节目内容。
除了听障者和视障者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感知功能出现问题的人群，他们也要求电视节目能够
在可及性设计方面考虑到他们的需求，而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以及为他们利益维权的第三方机构
非常有限。Ｓｌｙｎｇｅ和Ｏｌｅｓｅｎ的硕士论文研究了为处在恢复期的失语症病人设计的软件，他们提到
每位不同的失语症病人的行为和症状存在很大的区别，那么针对这类人群的可及性设计要复杂
的多。［２０］７
在任何时候，对受众需求的研究对于可及性设计是十分有益的。比如中国大陆近期 Ｌｉ和 Ｐａｎ
有关视听障碍受众媒体接触和使用的调查为中国大陆媒体可及性设计提供了第一手的受众媒体需
求和使用的经验性材料。［２１］
总之，媒体的包容性设计是一个包罗电视媒体整体服务（包含硬件建设和设计）、电视频道、电
视节目内容和插播内容在内的各个环节的可及性设计问题。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掌握不同利益相关
者的兴趣和期待。设计包容性时还需要了解不同的人群，以及他们失去的是何种活动能力，同时也
要接受这一事实，那就是有些需求和期待需要互相妥协以达成共识，促使可以使用的资源达到最大
化的效果。
四、媒体可及性设计模型的实现策略
　　包容性设计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步，特别是采用了更为系统的方法来促进互动
性设计，Ｃｏｏｐｅｒ等人将此称为“设计互动数字产品、环境、系统和服务的实践”。［２２］本文前三部分想
要呈现的是设计媒体可及性———尤其是电视媒体（包括数字电视）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但包含有诸
多因素的设计模型如何推动实践是一个现实层面的难题。Ｌｏｏｍｓ在过去六年里一直从事媒体可及
性方面的研究，并为丹麦、欧盟和其他国家的媒体可及性建设机构提供咨询服务，观察并总结出以
下有关媒体可及性模型的实践策略：
第一点：有必要达成对“可及性”和“包容性”等概念的共识，促进媒体可及性建设各方之间的
沟通，这是媒体可及性实践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关键。
第二点：包容性金字塔模型展示了包容性的层次，厘清概念为实践操作提供界定，可以依据金
字塔的层级设计包容性将要达成的目标（可用性、可及性、易用性和数字素养），避免各方因概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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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不一致造成的意见分歧。
第三点：媒体可及性设计需要转移重点。电视可及性的设计过程需要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思考
各类终端的电视服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关心为残疾人设计的普通用户界面———即电视机和遥
控器。盲人摸象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如果我们用大象比喻电视服务，那么
盲人僧侣就是设计服务的各方利益相关者，每一个单独的利益相关者都只能对电视服务产生片面
的理解（就像只能摸到象腿、象尾或象牙）。如果能够让他们交流彼此的观点和期待，那么电视可
及性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就能够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在彼此之间达成共识，并能够辨识出那些继续
存在合理意见争议的领域。
第四点：要设计数字电视这样的媒体，需要媒体技术和内容生产领域的专业人士以更为系统和
宏观的方式思考，对易用性和可及性概念理解上的小小改变，都有可能带来电视服务各组成部分包
容性的大大增强。
第五点：是某些数字电视标准，如ＤＶＢ，已经提供了一些有助于促进终端对终端可及性服务传
输的机制。设计电视服务时首先需要考虑利用现有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其发展。如果
现有标准不提供可及性服务（如隐藏式字幕／手语或口述影像），那么就需要考虑开放式字幕，亦或
使用混合电视或宽带电视，这样可及性服务就可以通过多渠道的传输来实现。
第六点：隐藏式字幕等可及性服务被认为是当前最为有效的影视媒体可及性的实践方式，如果
想要以最优的服务、较少的资源消耗达到较好的可及性服务效果，那么就应该在建设初期将可及性
方案考虑在内，这样可以省去改造或重建时更多资源的投入，比如数字化改造被认为是电视媒体推
动可及性建设的比较好的契机。
五、媒体可及性设计模型的运用———对中国视听媒体的设想
　　Ｌｉ的媒体可及性研究提供了有关中国媒体可及性现状的丰富资料。除了新闻等直播内容以
外，中国的听力损伤人士通过开放式字幕得到了较好的可及性服务；但手语翻译或手语节目的提供
则较为有限，大多数的节目类型单一（仅限于新闻节目）、制作也比较粗糙，多由地市电视台提供；
电视媒体中尚未有口述影像的服务。［２３］
十年前，当数字电视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可用性和负担能力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尤其是
针对中国的乡村人群而言。为了降低数字机顶盒的价格，所以在设计中去掉了隐藏式字幕速记／字
幕、口述影像等技术模块，从而也使得数字机顶盒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不少。然而，这样的技术设计
为媒体的可及性建设埋下了隐患。现在面临的挑战问题是如何使用原本不具有隐藏式字幕和口述
影像功能的设备提供更好的可及性服务。当然，设备升级是有可能的，这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但要
在已经定型的数字电视生产和传播技术中推广这一设备，并且修改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的行业标
准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
如今，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中国的传媒产业也在发生着巨大转型，传统媒体日渐衰落，互联网也
有替代电视媒体的趋势。Ｙｏｎｇ指出，“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正在发生，那就是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在互联
网上花费的时间超过了收看电视的时间。”［２４］根据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研究报告称，有效的互联网消费中
收看多媒体内容（音视频）大概占据三分之一的份额，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２５］互联网成为传
播音视频节目内容的新平台，这一平台具有较强的开放性、自主性、可选择性、互动性及丰富性等特
点。网络不仅成为视听媒体可及性建设的契机，也为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新的媒体环境
下，作为音视频信息内容传播的无障碍需要同时考虑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使得原本的问题更加复
杂了。当然，网络媒体本身的数字化特性，以及与数字电视逐渐融合的趋势，也会为视听媒体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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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推进提供契机。比如，在网络平台的音视频节目中配备隐藏式字幕，播出配有口述影像的视频
节目在技术上更容易实现，而且可以以节目或网站为单位或逐步推进可及性，而不需要大面积修改
硬件设备、播出制式等行业标准。同时，随着互联网与数字电视的连通和逐步融合，可以通过电视
接收器收看网络无障碍视频节目，其效果与传统的电视节目等同，如此，则绕过了电视节目传输和
播出平台也可以观赏到配有可及性服务的视听节目。
当然，想要从总体上推进中国视听媒体（包括数字电视和互联网络）的可及性发展，则需要分
阶段指定可及性发展的目标，分阶段实施的方案在欧洲许多国家都非常流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
验，笔者提出一个实际的建议方案如下：
短期
１．借助电视数字化的契机，组建传媒产业论坛以改进中国数字电视标准，允许隐藏式字幕和口
述影像的传输。这一改变是根本性及一劳永逸的，也是较难推进和实施的；
２．为可及性发展制定国家层面的目标及考核指标；
３．对不同类型的网络音视频内容（视频网站）提出不同的可及性标准，逐步推进网络音视频节
目的可及性发展；
４．组建类似于欧洲ＨＢＢＴＶ论坛和日本电视和宽带系统论坛那样的传媒产业论坛，以就整合
电视／宽带传输视听内容和可及性服务的标准达成共识。
中长期
５．开展数字地面电视的地区性试点项目，在互联网覆盖不好的地区，使用增强版电视标准以引
入隐藏式字幕和口述影像服务；
６．利用地区性试点项目的成果提升全中国数字地面电视的可及性，不断扩大可及性服务的目
标受众并在五到十年的时间里达到最终目标；
７．在一线城市的混合式宽带电视平台上全面铺开隐藏式字幕、口述影像和隐藏式手语翻译服务，
通过五到十年的时间允许电视台和网络视频公司投入足够的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达成这一目标。
在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日益受到重视，包括平等的信息权益。从信息无障碍议题在国家
层面出现至今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如今的媒体环境大有变化，网络媒体（包括移动互联网）改
变了整体上的媒介生态，既是契机也是挑战。对于中国视听媒体的可及性建设来说，网络媒体
与电视媒体融合趋势中搭建的新平台对彻底改变中国视听媒体的可及性服务水平来说是个极
好的机会。当然，新平台出现也会使单一平台中的可及性问题变得复杂，这些问题包括不同平
台之间的兼容性、互通性问题；节目流通分配的问题；受众的收视习惯问题；可及性卷入各方的
利益分配及责任承担问题等等。如今的规划和设想既希望能够抓住契机，也希望能够预见问
题，提供应对之策。从根本上还是为了推动中国视听媒体可及性服务的发展，使这一服务惠及
更多的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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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失独现象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本研究旨在探讨大
众媒介对“失独者”的再现形象及再现方式，主要围绕三方面展开：失独者如何建构自我身份，社会如何
建构失独者身份，媒介是否建构了失独者的刻板印象。论文运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在对报道
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媒介报道的现实语境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失独者；身份建构；制度归因；媒介镜像；计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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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ｒｐｈａｎｐａｒ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ｉｒｏｒｏｆ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ｏｎｅ－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一、研究背景及核心概念
　　（一）计生政策与失独群体
　
庞大的失独群体，与中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存在前后因果关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以文
件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①。同年，“国家提倡和推
行计划生育”写入《宪法》（７８版，第５３条），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独生子女时代由此开启。有
研究数据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已使我国人口规模缩减了４亿②，大大降低了人口剧增对资
源、环境、就业等带来的压力，然而，却将国家发展的风险转嫁到独生子女家庭上。据《２０１０中国卫
生统计年鉴》公布的信息，“中国现有独生子女２．１８亿，由于１５—３０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４０
人／１０万人，每年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有７．６万人，由此带来的是每年增加７．６万个失独家
庭。”另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３）》显示，“２０１２年，中国至少有１００万个失独家庭，且每年
以约７．６万个的数量持续增加”，这是个十分庞大且日益庞大的群体。
（二）媒介报道与“失独者”概念
如此庞大的群体却长期被忽视。汶川地震（２００８．５．１２）中，失独家庭第一次以规模的形式出现，
敲打着国人心扉。２０１２年，汶川地震四周年前夕，媒体第一次以较为集中的方式报道失独现象。最早
切入这一话题的是纸媒及其网络版，《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２．３．２２）以《北京成立互助平台帮助失去独生
子女家庭》为题首开失独家庭报道先声；继而，《广州日报》（２０１２．５．９）推出《暮年丧独子，他们的余生
该何去何从？》，引发报道热潮；翌日（５．１０），超过３８家报刊发出相关报道、评论。此后，失独现象作为
社会问题新闻，成为媒体持续报道的话题。就在媒体集中报道之际，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通过网络商议，
来自各省市１００多个失去家中唯一孩子的父母，以上访人员的身份向计生委递呈了《关于要求给予失
独父母国家补偿的申请》。媒体闻讯而动，报纸之外，周刊（如《南都周刊》）、电视（如ＣＣＴＶ１３、凤凰卫
视《冷暖人生》）迅速跟进，不同形态的媒介与失独群体互动，引发诸多关注。
《广州日报》记者武威在报道中提及“他们自称为‘失独者’”，“失独者”作为现实生活中该群体成员
的自我称谓，就此进入媒体及公众视野。考虑到一些失独家庭解体、失独父母不一定已步入老年，本文认
为，以“失独者”界定这一人群要比“失独家庭”、“失独夫妇”、“失独老人”更为确切，其集合则为“失独群
体”。根据２００１出台《中国计划生育条例》第２７条规定，结合相关报道内容，可将“失独者”定义为：独生
子女意外死亡、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父母。失去独生子女后再次生育或领养孩子的不在此列，失独者
概念包含如下特征：（１）失独者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与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相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数
量越来越庞大，且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２）失独者与终生未婚或已婚未育者不同，丧子之痛成为无法
抹去的记忆，情感、心理及精神方面的创伤是他／她们最难跨越的困境；（３）失独者与空巢老人不同，伴随
着“父亲”或“母亲”角色的骤然遏止，还有养老经济来源的骤然丧失［１］７５－７８。可见，失独者是精神层面
及物质（经济）层面的双层缺失。对于失独者来说，身份的转变（从父亲／母亲角色到这一角度的骤然
遏止）及其重建是其最本质的特征，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媒体对失独者的身份建构。
（三）何谓媒介镜像
“镜像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ｉｒｏｒＩｍａｇｅ）是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提出的有关人格的自我觉醒以
及确立的过程，是人类进行的自我建构。新闻生产是一种再现的文本，媒介经由新闻报道营造的
“拟态环境”［２］１１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当媒介对某类社会群体进行再现时，呈现的就是该群体的
“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Ｍｅｄｉａｉｍａｇｅ”在中文语境中多书写为“媒介形象”，有学者将媒介形象系统划分为
“传播者媒介形象”和“被传播者媒介形象”［３］７５，前者指媒介自身品牌研究，后者指媒介呈现的各
６１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１３卷
①
②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１９７８］６９号文件，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的报告》。
翟振武：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缩减４亿 大规模流动加剧分布不均，新华网．ｈ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１－１２／２５／ｃ＿
１２２４７９０１３＿２．ｈｔｍ，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５日。
类形象诸如国家形象、政府形象、企业形象、群体形象等。如此，“媒介形象”指称的范围过于宽泛
有混淆之虞，且多数囿于静止形态。本文以“媒介镜像”概念代替“媒介形象”，不仅将传播者品牌
研究排除出去，更重要的是强调动态研究，也即说，媒介镜像研究不仅关注被传播者的媒介形象，更
注重媒介呈现报道对象的方式与策略，换句话说，媒介镜像研究的是报道对象的形象系统及其呈现
方式。落实到本文，失独者的媒介镜像指大众媒介呈现的失独者形象及其呈现方式与策略。
二、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一）关于身份的言说
“身份／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意为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述和建构，它包
含“我们如何被构成主体（生理的和文化的）以及我们如何体验自己（包括难以描述的内容）”［４］，
是一系列自我定义和对自我建构不断修正的过程。个体身份的获得，通常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性，
即“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我们”。身份由我们自己和他人来识别，这意味着，身
份是完全的社会结构，它不能“存在”于文化表述之外，需要通过各种表现形式来表示。
既然身份／认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一种思考，而我们对自身的思考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变
化而变化［５］，因而，认同就被描述为一个方案，它是我们的创造，是始终处于过程中的事物。一个
认同方案的基础是：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是根据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我们想象我们将会成为
什么样的人，构成了我们期盼中的未来的发展轨迹。不仅如此，身份还是一个可以通过喜好、信仰、
态度和生活方式来象征的本质，它标志着我们与他人的相同和差异。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社会关
系中，身份“不仅是自身的描述，而且是社会的归属”［４］。“归属”意味着群体身份的存在，它是以
经历相似性为基础而建构的身份特征，是通过符合象征表示的“一个整体”。某人所属的社会群体
的成员身份，对于该成员来说在情感上和价值观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身份不仅是由历史建构的，也是由语言及意义建构的。福柯（Ｆｏｕｃａｕｌｔ）认为，话语建立了说话
者的主体位置，由此“使”发言者讲话的同时赋予世界意义［６］２８。克里斯·巴克（ＣｈｒｉｓＢａｒｋｅｒ）也认
为，一个人是通过作为一系列论述的语言构成的，语言和思维构成了“我”，它们通过意义的进程使
之形成。语言之外没有“我”，“我”是语言中的一个位置。从话语、意义与身份意识的关系看，人们
通过对具体语境的描述或解释而产生的意义来建构、维系、增强或保护其身份意识。大众媒介作为
生产并大规模传播话语的机构，意义持续不断地在文化参与者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相互作用中产
生，尤其是通过现在大众媒介这种全球通讯手段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生产［７］。这是一个意义
争霸的场域，社会内外的角色、人物都在这一场域中被定义、被塑造、被生产、被改写甚至被发
明［８］１３１－１６２，身份就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地建构、再现。
（二）研究问题
失独者在失去孩子前后，自我身份的确认是相当不同的。随着独生子女的突然去世，他／她们
同时丧失的是父亲／母亲的身份特征。“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一行为方式，不仅成为今日与昔日、也
成为“我们”（夫妻）与他人的分界线。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老年丧子”是人生之大不幸，文化语
境先于具体的报道而存在并影响报道的形式和内容。失独者在失去独生子女之后是如何看待自己
的，媒介又是如何看待他／她们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二个问题：
研究问题１：媒介镜像中，失独者如何建构自我身份？
研究问题２：媒介镜像中，社会如何建构失独者身份？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事物意义的探寻，受到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等方面的限制，个
人无法全面认识纷繁复杂的世界，“没有人具备这样的力量”。在媒介再现报道对象的过程中，同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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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人类“培养简明理解的习惯”，多数情况下是“先定义后
理解”；在汇集公众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挑选样板，把它们看做典型”［２］１１０，因而极易形成固定、概
括、笼统的看法。基于李普曼的论述，我们希望探究媒介对失独者的报道是否也存在这一倾向：
研究问题３：媒介对失独者身份的建构是否存在刻板印象？
在具体分析中，还将关注媒介是将失独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呈现，还是存在不同的子群体，也即
说，其刻板印象是否存在等级分类？以求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此外，还将对失独者媒介镜像与
现实语境之关系进行简要的梳理。
（三）研究方法及取样方式
为避免研究者个人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性经验，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用以系统分析媒介文
本对失独者身份的建构。失独现象并非突然发生的焦点事件，而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对非事件
性的新闻报道，通常呈现出报道媒体众多、报道持续时间较长、报道内容较为分散的情况。基于这
一报道态势，本文分析样本的选择，以汇集１５００余家中文媒体资讯全文电子数据库的慧科新闻数
据库为样本挑选范围，以“失独者”为关键词（含同义词）检索标题及内文，以《广州日报》２０１２年５
月９日的报道为起点，检索时段设定为１年（２０１２．５．９～２０１３．５．９），获得６４２条结果，并以系统取
样（等距抽样）方法获取２１４个样本作为分析对象。
类目设计依据身份建构的研究需要而设定，主要有：报道的基本信息类目、议题类目、主角类
目、失独者自我评价类目、失独群体认同类目、社会对失独者评价类目、失独现象归因类目。同时，
借鉴语意区别（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ｄｉ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方法设计失独者形象量表，用以测量大众媒介所建构的失独群
体的语言标签，以判断媒介是否建构了失独者的刻板印象。
（四）编码过程与相互同意度
本研究在编码初期，先根据文献以及相关报道进行类目的设计，并由研究者对目标文本进行前
测，根据前测结果扩充与修正编码表。并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至１１月４日由研究者对所抽取的
２１４篇样本进行正式编码。依据里夫和弗雷德里克对内容分析法相互同意度的说明［９］１４３，研究者
与志愿编码员从２１４份研究样本中随机抽取２４篇报道，进行编码以计算编码员的相互信度（ｉｎｔｅｒ
－ｃｏｄｅｒ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测量结果为０．９６，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三、研究内容
　　（一）新闻报道走势及其他
在新闻媒介对失独者投以关注的第一年，新闻报道走势如下图：
图１　 失独者２０１２．５．９．－２０１３．５．９．新闻报道走势（关注度走势）
上图显示，取样第１个月（２０１２．５．９－２０１２．６．９）报道量达到峰值，７７篇，占总样本３６％。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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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５月１２日是汶川地震周年纪念日。汶川地震，让国人第一次直面失独现象的严酷程度，而４年
的时间距离，亦让媒体乃至社会对这一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知。《广州日报》对
失独现象的报道及其后续各报的跟进，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与反思。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通
过网络商议，来自各省市的１００多位失独父母向计生委（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递交了《关于
要求给予失去独生子女父母国家赔偿的申请》，引发媒体深度关注，遂在７月９日至９月９日之间
形成第二个报道峰值，分别为２７篇和３４篇，占总样本１２．６％和１５．９％。上述三个月报道篇数１３８
篇，占全年报道量的６４．５％，再一次表明媒介报道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
报道中有两类体裁占据较长篇幅：一是新闻评论，代表了媒体或写作者的观点及价值判断，目
的是就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和社会现象发表意见以指导实践，其中，《政府不能让“失独者”老无所
依》、《“失独者”的痛楚需要制度的温暖》、《不能让 “失独者”再失去社会关爱》等文集中讨论如何
抚平“失独者”心灵创伤、完善养老制度、改革医疗制度、建立一系列社会救助机制等，甚至倡议国
家对失独者做出补偿。二是深度报道，记者通过零距离接触，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失独者艰难的生存
状态，题为《暮年丧独子，他们的余生该何去何从？》、《失独父亲用墨镜藏起哭红的眼睛》、《失独者：
给我们个节日怀念孩子》等报道集中描述失独者缺乏社会福利保障、人生无望、晚景凄凉的境遇。
新闻评论和深度报道两类超过样本总量５０％，彰显了媒体对失独现象这一社会问题的深度关注。
“失独者”于媒体报道首月（２０１２．５）即登上“热词榜单”，表明这一群体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研究者还发现，都市报是所有报刊中报道失独者力度最大的媒体类型，占到样本总数的７１％，
说明该类报刊对失独现象的关注与重视。而对象性报刊如《中国妇女报》、《老年报》不仅报道量
少，且报道篇幅较短，实出研究者之意料。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中央社以题为《陆失独家庭年增７．６
万》的报道表达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至于媒体的报道议题，“失独者生存状态”在所有议题中是出
现频次最高的，其次为“失独现象制度归因”，报道特点通常从失独者生存困境入手，进而对这一现
象进行归因，最终落实为对计生政策的考量与反思。
（二）文本内容分析
１．失独者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失独者在失去独生子女之后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其自我身份的建构可从下列３个方面得以体
现：一是失独者对自我的评价，二是失独群体的认同情况评估，三是失独者对失独现象的归因。归
因，即归结某种现象或行为的原因。人是寻求有意义的动物，归因是人类的一种普遍需要，当个人
对涉及自身的某种社会现象进行归因时，不仅体现了个体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认知程度，也反映了自
身心理活动的过程及相应阶段的心理状态，故而作为自我身份建构的一个侧面，实在未尝不可。
图２　失独者自我需求缺失状况
图２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考察失独者对自我的评价，将报道中直接或间接描述五个需求
层面的内容进行编码，统计发现：失独者最为缺失的是“安全需求”，高达６３．１％，主要指医疗、养老
保险、社会福利保障的缺失，失独者最为担忧的莫过于看病及养老问题，对他们来说，“无处安放”
就是不安全，由此多次提出建立“独立养老院”的呼吁。其次是“归属与爱”的缺失，高达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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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独生子女后，他们陷入躲亲避友、恐惧节日、心灵无所慰藉的境地，社交能力随之减弱甚至丧
失，“归属与爱”的缺失是他们陷入精神困境最主要的原因。“生理需求”的缺失居三，达到 ４５．
３％，主要指贫困窘迫、日常生活缺乏照料甚至自理能力丧失，基本的生理需求都难以达成。居于较
高层次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２９％ －３０％之间，在五个需求层次中最低比例。据研
究者观察，步入中老年的失独者最切身的体验是生活、安全保障以及归属与爱的缺失，较高层面的
需求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期望值反而不高。
那么，失独者在失去独生子女之后是否会将自己划入另一个群体呢？在报道样本中，超过百分
之五十的报道明确提及他们深刻感受到失独前后归属的差别。
图３　失独群体认同
本研究将失独群体认同展开成三种类目来分析（图３）：一是“群体心理归属”，高达５０．５％，也
即说报道中超过一半的失独者有意识地将自己划归另一群体，并以“我们、同命人、兄弟姐妹”等相
互称呼，以示与其他人甚至与以前的自己相区隔。寻找同类人并在“同命人”这些称呼中获得群体
归属感，是失独者建构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与途径。二是“群体行动取向”，指抱团取暖、个别帮
扶、集体活动等，比例也相当高，有４１．１％的报道涉及失独群体的集体聚会、结成帮扶对子、倾诉内
心苦闷。三是“群体网络活动”，包括：失独 ＱＱ群、失独网站、失独社区、失独话题讨论、网络昵称
等，占到样本总量２６．６％。报道中提及的失独者网名和 ＱＱ名就有：“同命人”、“倩影”、“往事回
忆”、“小丫留住”、“坎坷”等，线上的单聊或群聊有时延伸至线下的聚会，有的甚至延展成具有实质
性意义的举动，如前述１００多位失独父母的上访行动。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群体认同行为进一步
确认他们作为失独者的身份特征。
图４　失独者对失独现象的归因
在媒体报道中，失独者不管是有意还是不经意，大多会对自己陷入失独境地的原因进行判断，
归因，从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他们的身份特征，成为身份建构的一种补充手段。
图４，高达８９．７％的失独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失独现象发生的原因，并视自己为此
项国策的直接受害者。持续３５年的计生政策在降低国家发展风险的同时，将风险转嫁到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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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身上，而相关的法律法规诸如对失独家庭和失独父母的补偿和扶助却没有及时跟进，这是最受
诟病的，也是失独群体最为愤懑和怨怼的。此外，７６．６％的失独者将独生子女的去世归结为“意
外”，或天灾或人祸夺走了年轻儿女的生命。７％的失独者将独生子女的死亡归咎于自身，后悔当
初未能照顾、呵护孩子；３．７％的失独者相信报应观，将独生子女的死亡归结于宿命，甚至是自己前
生前世造孽的报应。这两类情绪对失独者是最为有害的，当他们将责任归咎于自己而内疚自责时，
无疑更加重了内心深处的痛楚。上述归因中，“意外”涉及外部原因，“计生政策”、“报应观”等则
为内部原因或深层原因。不管何种归因，归因的过程是对失独身份的强化。
２．社会对失独者的身份建构
关于媒介如何建构失独者身份，社会又是如何看待失独者的，可从社会对失独者的评价、对失
独现象的反应以及提出的制度建议三方面得以体现。
社会对失独者的评价，反应在对失独者人格特征的描述上。在总样本中，社会对失独者的人格
特征进行了描述，依次强调如下特征：孤独、空虚，７４．３％；老无所依、晚景凄凉，７３．４％；封闭、自闭，
６０．７％；抑郁、压抑，５９．３％；无助、绝望，５０．９％。这类形容词使用频次相当高，建构了失独者孤独
无助的人格特征和老无所依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社会还是媒体对失独者的建构，与失独者对自我需
求缺失状况的建构基本吻合。
图５　社会对失独者的反应
社会对失独者的反应详见图５：它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首先，是对失独个体及群体的命名，
高达９７．７％。命名表明对该事物的确定与认识，报道初始，各种称呼相应出现，有：失独家庭、失
独老人、失独夫妇、失独父母、失独者、失独群体等，无论如何均带有“失独”二字，“失独者”因其
简明扼要地界定了失去独生子女者的特征，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其次是救助，达到７２．４％，救
助包括民间救助和政府救助，报道侧重于描述救助的需求、方法方式以及救助的缺失等。第三，
社会对失独者的制度归因，相当统一地集中在计划生育政策上，高达６１．７％，制度归因体现了社
会各界对失独群体及失独现象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最后是失独者的数量统计及预测，为
５９．８％，失独群体数量的庞大，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影响程度，也是媒体高度关注的原因
所在。
在集中报道的第一年，媒体对失独现象提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议，详见图６。关注其养老困境
的高达８９．７％，期待失独养老制度的改革。关注医疗保障的高达８０．８％，关注心理干预的６４．５％，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国家赔偿的有１６．８％，既然失独者承担了国家发展转嫁的风险，国家有义务和
责任对他们的牺牲做出赔偿。社会对失独现象的反应借助媒体的报道得以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媒
体在失独者及国家权力的关系中选择站在弱势一方，彰显了关注弱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３．媒介对失独者刻板印象的建构
刻板印象，是指“以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与人群所做的社会分类，或隐或显
地体现着一系列关乎其行为、个性及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假定。”“是有关某一群体成员特征及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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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社会对失独现象的制度建议
因的比较固定的观念或想法”［１０］２７３，是社会上对某一个群体的特征所作的归纳、概括的总和。最早
对刻板印象展开实证研究的是戴维·卡茨和布雷利（ＤａｖｉｄＫａｔｚ＆Ｋ．Ｗ．Ｂｒａｌｙ），［１１］２８０－２９０他们在大
学生群体中测试关于种族与民族的刻板印象，具体方法是给予被试者描述品质的形容词词表，要求
其挑选出符合某一族群的词汇，那些以最高频率被挑选出的形容词的属性，是对该群体刻板印象的
定义集。这一方法被称为“典型特征赋值法”（Ｋａｔ－Ｂｒａｌｙ法），此后成为刻板印象研究的标准
方法。
表１：“社会”对失独者的评价（形容词表）
描述失独者的形容词 频次 比重（％）
孤独、空虚 １５９ ７４．３
老无所依、老无所养、晚景凄凉 １５７ ７３．４
封闭、自闭 １３０ ６０．７
抑郁、压抑 １２７ ５９．３
无助、绝望 １０９ ５０．９
贫困、窘迫 １０２ ４７．７
白发人送黑发人 ９７ ４５．３
敏感、脆弱 ９５ ４４．４
怕老怕病不怕死 ６７ ３１．３
抱团取暖 ６５ ３０．４
逃亲避友 ２４ １１．２
自责、内疚 ２３ １０．７
怨天尤人、怨恨 １２ ５．６
恐惧节日 １０ ４．７
本研究采纳这一方法并做相应变通，研究者在初步阅读的基础上，列出出现频次高的描述失独
者的形容词或特征词，考虑到不同记者及媒体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遂将意思相近者归为一类，形
成失独者心理特征、情绪特征、行为方式、生存状态、人生前景等词语清单计１４类，通过对２１４个样
本逐一编码，测试出媒体报道对该群体的定义集，并按比重高低排列，发现前五类形容词／特征词出
现频率超过５０％，具体如下：“孤独、空虚”是最多被提及的，占７４．３％；“老无所依、老无所养、晚景
凄凉”次之，７３．４％；“封闭、自闭”和“抑郁、压抑”分别为６０．７％和５９．３％；“无助、绝望”为５０．
９％。至于“贫困、窘迫”、“白发人送黑发人”及“敏感、脆弱”三类，均占到４０％以上，“怕老怕病不
怕死”和“抱团取暖”两类则超过３０％。表７显示，在对失独者集中报道的第一年，媒体呈现了失独
群体最具典型特征的品质属性集合，社会对这一群体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看法和判断，很显然，媒
体已然建构了失独群体的“刻板印象”。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社会”，是经由媒介建构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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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媒介镜像中的“社会”。
社会认知理论主张，“刻板印象是一种等级分类系统中的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知觉者不仅对大
的社会种族群体产生心理表征，而且在某个较为明确的属性所定性的概括性分类当中还会产生子
群体之心理表征”，比如黑人族群中区分出黑人运动员、黑人妇女、贫民窟黑人等。［１２］３４２－３４５这一情
形在失独群体中同样出现，“失独”父亲与“失独”母亲作为两个子群体，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媒介镜
像：失独母亲由于个人命运已无从改变，她们通常借助倾诉来纾解压力，她们比男方更多地接受媒
体的采访，高出近１０个百分点。失独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无一例外地采用化名或网名，如“笛
妈”、“叶儿黄了”、“世态淡凉”等；她们更多地参与群体活动，在这类家园中“女性占多数”。而父
亲一方，则呈现更多的层次感，有的出走，远离伤心地以减轻心理压力；有的谋求与原配离婚，与较
年轻女性结婚、生子，以求得某种补偿；有的因传宗接代观念浓厚而比女方承受更多的痛苦与压力。
总的说来，他们因面子问题而比女方更少与外界联系，更少接受媒体采访，也更难走出困境。
四、结论及讨论
　　如前所述，媒介对失独者的身份建构具有主、客观两重性，其中既包含失独者如何看待他们自
己，也包含社会／他人如何看待他们，媒介镜像中，无论主观客观均将失独者作为个人幸福的弱势群
体来建构，并将计生政策作为失独现象的制度归因来清算。媒介通过对具体语境的描述或解释而
产生的意义，进一步维系、增强并不断地再现了失独者作为弱者的身份特征，借此表达对计生政策
的反思，某种程度上显示了站在弱者一边的新闻专业主义立场。
然而将其回归到现实语境进行考察，则可发现这一所谓的专业主义立场何其薄弱。稍微比较
即可发现媒介对失独者的报道相当滞后，自２００５年始每年均有两会代表向中央政府递交调整计生
政策适时推行二胎制的提案，２００７年计生委出台《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
救助失独家庭，２００９年底莫言反思计生政策的著名小说《蛙》问世并于２０１１年荣获第八届茅盾文
学奖，随着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蛙》作为其代表作之一获得高度关注，可见，现实语境的逐步松
动在前，媒介对失独者的大规模报道在后。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容置喙，
众多主流媒体谨言慎行长期置庞大的失独群体于熟视无睹独境地，再一次显示了媒体行走在服膺
于权利与为弱势群体站台之间独微妙与艰辛。
至于失独者刻板印象的形成，亦与媒体的操作策略不无关联。如前所述，《广州日报》报道翌
日众多媒体跟风报道，转载抑或简单改写是其中二种主要的方式。此后，作为社会问题新闻，众多
媒体的报道议题、报道倾向基本持同，报道过程则习惯于精炼化、简约化处理，并以二元对立（失独
父母／非失独父母）的方式刻画之，类型化、定型化的出现是其必然结果。说到底，刻板印象的出现
与人类认识对象世界的方法方式相关，媒介的操作只不过更加强化之而已。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释自慧科新闻数据库，因而，研究对象局限于平面媒体的新闻报道。其实，
电视媒体对失独者的报道有较大的投入且报道形式更为丰富，此外，各类期刊也多次推出失独者长
篇报道，由于取样的限制未能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是为不足。就在本文完成之际，国家卫生计生委、
民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２０１３．１２．
２７），较大幅度提高失独者扶助金，并对６０岁以上特别困难者优先安排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
构。国家政策造成的困境，终须由国家予以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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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场与“第四议程”：
现代公共决策与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
陈　刚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6$%%7"
）
　　［摘　要］现代公共决策中，知识是考察和审视社会现实的基本方式和视角。按照知识社会学及社会
建构论的观点，公共决策从来都不是脱离社会的，是在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情境下运行的，大众媒介、公
众及社会组织等作为“社会存在”而在场。大众媒介与涵盖公众的知识群体的自主联盟建构“第四议程”
即知识联盟的议程，透过具有社会意义的、跨学科的、融合的知识再生产，培养握有权力（知识）的公共参与
者，突破和改变公共决策中公共参与的边缘化和形式化的现实困境，共同优化公共决策议题的编码与解码
的过程，建构社会现实，维护公共利益。
［关键词］公共决策；大众媒介；社会在场；知识联盟
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Ａｇｅｎｄａ”：
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
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ａ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ｙ，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ｓｎｅｖｅｒ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ｆａｃｔ，ｉｔｗａｓｍａｄｅ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
ａｇｅｎｄ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ｈｏｌｄｐｏｗｅ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ｌｊｏｉｎｔｌ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ｃｏｄ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ｌｉａｎｃｅｃｏｕｌ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ｌｉａｎｃｅ
　
引　言
　　作为公共管理的方式，现代公共决策是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表现形
式，被认为是从社会规范意义上对国家、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利益进行配置与制衡的权威抉择。作为
现代公共决策中重要的程序与环节，无论是决策的制定者、执行者还是公众都认同这样一个共识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键连接，大众媒介强烈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在公共问题及
其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１０２有研究者透过对国内外一系列案例中公共政策与大众媒介
关系的考察，将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的角色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镜子（ｍｉｒｏｒ）；二是守门人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三是社会现实的建构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ｏｒ）。［２］１５７在现代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镜
子和决策守门的把关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沟通者的大众媒介透过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实现对社会
现实的界定、解释和重构，而这种社会建构主要依赖于大众媒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其影响是透过
大众媒介、公众、知识群体与政策决策者之间的张力互动与博弈来实现的。
一、参与与影响之间：
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的象征性议程（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ｇｅｎｄａ）
　　西方一些公共决策的研究者在强调如何理解公共决策时，认为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现代公共决
策不仅是一种公共管理方式，也是追求公共利益，强调公共参与的新公共服务，现代公共决策的范
围几乎扩展到了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３］４在中国，在社会变迁与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教
育、环境保护、医疗卫生、食品安全、住房、社会福利、自然资源以及国防、外交等都是政府等相关决
策机构规划政策，进行公共决策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公共决策的实践显示，我国公共决策的内在和外在环境都产生了新的值得注意的变
革，主要表现在：一是决策的程序上，由“自上而下”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二是公众
的参与，由对抗到对话的转变；三是大众媒介层面，由参与到影响即从参与决策信息的发布、传播到
影响公共决策的议题生成、决策走向等。这些新变化中，作为沟通者的大众媒介，在政府与社会
（公众）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政治学的研究者将公共决策看作一个系统，考察了公共决
策中作为环节的大众媒介的主要作用，将大众媒介的影响归纳四个功能：１、可以提高政策问题的认
知度；２、扩大政策诉求的群体；３、形成强烈的政策舆论；４、扩大公众对决策的参与。［２］１５８美国著名
公共政策研究学者托马斯·Ｒ．戴伊则进一步将大众媒体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为
政策制定者确定问题并设定议程；二是影响公众对政策问题的态度及价值观；三是改变投票人和决
策者的行为。［３］３６由此可见，大众媒介在现代公共决策中的功能主要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的影
响是生成、设置并扩大议程的传播、透过舆论改变决策方向等行为方面，隐性功用则更多地体现在
知识的输出，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影响公众的价值观以及提高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能力等潜意的认
知层面。相对于显性的直接影响而言，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的隐性影响通常是长期的、间接的。但
这种隐性的影响往往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尤其是对宏观的整体社会而言。加拿大公共政策研究
和评估专家弗雷德．卡登认为媒体所发挥的这种影响“追求的不仅仅是改变某一具体的政策。因
为最有意义和最持久的影响不在于具体政策改变，而是增强研究者（知识群体）和政策制定者的能
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创造和应用知识，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但其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５］２４
通常，如果按议程来分类，公共决策的议程有政策议程（ｐｏｌｉｃｙａｇｅｎｄａ）、媒体议程（ｍｅｄｉａ
ａｇｅｎｄａ）和公众议程（ｐｕｂｌｉｃａｇｅｎｄａ）主要三个议程。媒体议程是政策议程到公众议程或公众议程
到政策议程的沟通中介与渠道，政策议程则是政府认为至关重要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也是社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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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过程，政策议程按内容指向与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象征性议程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ａｇｅｎｄａ）和实质性议程（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ｄａ），实质性议程指的是实质性具体的政策问题，
议程涵盖经济、政治、民族、教育、环境、人口以及卫生问题等等社会问题。象征性议程则是指在公
共决策中与实质性议程相对应与互补的，包括政治仪式、知识的创新与普及以及价值观培养等。与
实质性议程相比，象征性议程注重的是价值而不是资源，关注的是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意识，而非个
人和个别群体的利益。［６］如果说在公共决策中实质性议程是资源与利益的分配，象征性议程则是
资源、利益配置与制衡中的价值诉求与取向。总体而言，公共决策中象征性议程的特点和意义：１、
象征性议程意味着重要的不是政策是什么，而是其有什么价值和意义；２、价值、信仰和信念是象征
性议程所关注和强调的核心；３、作为象征性议程的知识与信息是正确决策必不可缺少的条件，也是
价值判断的基础和必需的能力。象征性议程日益为决策者和社会所重视，在公共决策的系统中不
仅仅是“象征”（ｓｙｍｂｏｌｉｃ），作为实质性议程的重要互补，其发挥的作用渗透至公共决策的每一个程
序和环节之中。美国政治学教授拉雷·Ｎ·格斯顿强调在公共决策中没有人愿意与科学背道而
驰，科学、有效的知识不仅能补偏救弊，更重要地是知识是隐性的权力，能影响公众的价值观和培养
握有权力的参与者，从而对公共政策产生深远影响。［３］１９长期从事知识与政策关系研究的英国学者
哈瑞．琼斯透过对公共决策实践的研究与考察，认为知识在公共决策中的具体角色主要体现在：一
是决策中的知识生产是一种无价的政策资源；二是能够为政策提供有用的决策投入，特别是当政策
有明确、具体的问题时；三是为决策提供多学科的视野和多维度的信息；四是决策中知识即权力
（ｐｏｗｅｒ）、即声音（Ｖｏｉｃｅ）、即参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即公民意识（ｃｉｔｉｚｅ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７］因此，在现
代公共决策中，知识既是决策的政策资源与资本，更是隐性的权力，尤其对公众而言。
与之相应，对大众媒介而言，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如何在参与与影响之间，透过知识的再生产
去影响公众和决策者；公众如何透过知识去判断和理解公共决策价值观，进而提升自身的参与能
力；决策者如何利用知识理性化决策，增强决策的科学性。这三个议题与问题是公共决策中象征性
议程发挥作用与影响的体现，其中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以及作为现代知识生产重要方式与渠道的大众
媒介被认为是影响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的关键因素。英国学者尼古拉．琼斯将公共决策中大众媒
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作用和影响归纳为五个方面：１、解释、传播观念和价值观；２、知识交换和互
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３、社会影响和说服；４、协商和增加可信性（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５、满足社会需求，增加政策
的透明度。［８］可见，琼斯将大众媒介理解为公共决策中知识与应用的生产者和传播、扩散的平台，
其知识的生产不仅扩大政策的影响，促进政策的透明和可信，更重要的是作为交换、互动工具和象
征性权力的知识能够促进公众的理解和参与，进而培养公众及决策者长期的决策观念和价值观。
二、社会意义上的新知识：
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
　　现代公共决策中，从知识社会学的框架分析和理解大众媒介透过知识的再生产实现对社会现
实的解释和重构，需要理解知识以及如何理解现代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知识生产出现的新变化及
这种新的变化对公众及决策者的意义？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认为知识是人类理解与学习的结果，也
是人类生存和理解社会的重要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ＰｅｔｅｒＢｅｒｇｅｒ）将知识定义为一种真
实的、拥有特定特质的现象。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知识的再生产是社会互动和建构的结果，知识的
分配则是社会性的，是透过社会来储存、共享和增值。［９］社会学家舒茨（ＡｌｆｒｅｄＳｃｈｕｔｚ）则将知识理
解为具体的社会、文化及历史生活总体的整合因素。日本知识创造与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认为知
识创造和生产过程为当讯息（ｍｅｓｓａｇｅ）被赋予意义后，就成为信息（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而信息再经过整理
传播之后，转化为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其强调的是知识创造与再生产过程中的传播以及对知识的管
７２第２期 陈　刚：社会在场与＂第四议程＂：现代公共决策与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
理。知识的初级形态是经验的固化即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高级形态是系统的科学理论，知
识具备三个特征：被证实的（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真实的（ｔｒｕｅ）和被相信的（ｂｅｌｉｅｖｅｄ）。知识有三种代表性的
分类：一是知识社会学的分类。马克斯．舍勒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书中将知识分为：工具性知
识、理智型知识和心灵性知识三类。工具性知识是用于行动和控制的知识，理智型知识是用于非物
质的文化的知识，心灵性知识则是用于灵魂获救的知识；［１０］二是经济学实用主义的分类。研究知
识生产与分配的美国学者弗里茨．马克卢普将知识分为：实用知识、理智性知识、闲谈和消遣性知
识、心灵知识和非必要知识五类。其中实用知识即是对决策者在工作、决策和行动中有用的知
识。［１１］１８三是心理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分类。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能直接陈
述的知识是关于“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程序性知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关于“怎么办”
的知识；显性知识（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能明确表达的知识；隐性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是知道但难
以言述的知识。［１２］４８７－５１３
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认为作为人类社会化生存方式的知识的生产、储存、传播和应用，当代大规
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形成了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现代社会知识社会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
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知识或思想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中的一系列问题。知识
社会学的研究主张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知识与社会生活之间有两个相互联结的方式：一是人类对
某些社会系统的参与和人类在社会系统界限内的行为，通常依赖于他们对一个特定知识系统的参
与；二是人类参与一定的社会系统通常取决于其将参与什么样的知识系统以及如何参与。［１３］６换句
话说，知识是人类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工具和必要条件，一个社会的知识系统决定公众的参与以及参
与的方式与程度，公众知识的获取则取决于社会系统中知识的生产与分配。弗里茨．马克卢普认为
在社会系统中，知识的生产与分配，除教育、研究和开发之外，大众媒介是生产与传播知识的核心产
业之一，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知识或向公众传播知识。一个国家的大众媒介系统是知识生产的重
要工具。［１１］１７１在此基础上，马克卢普进一步分析了大众媒介再知识生产的方式与意义，“大众媒介
的新闻报道是知识生产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包含社会意义上的新知识的新闻报道的大部分成本发
生于其传播阶段，而非其生产阶段。因此，大众媒介完成的工作，基本上是知识的再生产。”［１１］２３由
此可见，其一作为知识生产的大众媒介，生产的是具有社会意义即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意义上的新知
识；其二作为知识传播的大众媒介，从事的是知识的再生产，换言之，大众媒介对新知识的传播过程
是社会化的过程，透过选择、整合来自于社会意义上的知识，再传播于社会及公众，实现知识的再生
产。因此，生产知识的大众媒介不仅扮演决策扩音器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决策的应用与
分配中使这些知识转化为具有社会意义的新知识，为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正当性和理性主义提供价
值导向的社会力量，透过此作为社会知识的新闻和作为知识再生产的大众媒介，进一步实现对社会
现实的建构作用。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ｉｂｂｏｎｓ）等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透过与
传统知识生产的比较，归纳了现代知识生产新模式的特征：１、应用情境中的知识生产；２、跨学科；３、
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４、注重社会问责和反思性以及效果评估。［１４］４在此基础上，吉本斯进一步特
别强调现代知识生产出现的新变化即：一是生产主体的电子化和组织化，并呈多样性；二是生产结
构的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社会化知识生产成为趋势；三是与传统知识生产相比，现代知识生产更注
重多学科、多面向的融合，并在实际应用情境中检验和强化新知识。现代公共策中，由于新技术、新
媒体的影响以及社会的变迁等复杂因素的合力，以大众媒介为平台和载体的知识再生产的新趋势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知识再生产中科学知识与常识性知识的融合生产
美国公共决策研究的巨擘约翰．托马斯在《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强调，公共决策中知识
的运动不应仅仅是单向的，同时媒体需要让科学知识“现身”：作用在于把难以解读的数据、图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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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业分析等透过再生产转化成大众能理解的知识形式，克服公众参与的障碍。［１５］７２显然，托马斯
认为在公共决策的应用情境中公众一样需要知识尤其新知识，大众媒介需要将实验观察、假设和理
论等科学专业知识再次生产为公众信赖，能够理解并接受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事实性知识和常识性
知识（ｃｏｍｍ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这种事实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的生产，不是单向
的以大众媒介为载体从决策到公众之间的信息传播，更为之重要的是实现知识运动与传播的多向
性。对公众而言，接受和掌握“已经知道的知识”、“认知状态的知识”，进而内化为马克斯．舍勒所
言的工具性知识、理智型知识和心灵性知识。在此基础上，培养公众理解并能够“基于对形势和事
实的直觉作出明智和稳妥的判断”，理性地参与公共决策，重回公共决策的视野。
这方面，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电子民主实验可以说是典范。明尼苏达州电子民主实验始于１９９４
年，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围绕基于网络新媒体的“明尼苏达政治论坛”和“明尼苏达国家政治论坛”
展开，主要讨论对本州有影响的议题以及国家、国际层面的问题。该组织在培养公众使用新媒体和
提升对民主知识资源掌握的基础上，参与选举、治理以及公共决策，从而帮助公众适应公共挑战。
其宗旨是：通过有效的与有意义的在线讨论和对公共议题的双向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来强化、扩大
和多样化公民参与；建立并保持独特的以公民为基础的“电子民主”模式，以使活跃的公民在任何
地方都能够参加和参与，从而在社区和国家的治理与公共生活方面，改善公民参与的效果。［１６］１２９明
尼苏达州电子民主模式中，利用网络新媒体弱专业化，不仅普及了公众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工具性知
识，同时更有意义的是透过网络新媒体的讨论、参与培养了公众理智型、实用性知识以及隐性知识
和素养，在应用情境中将新知识常识化和社会化，提高了治理和决策的效果。至今该模式被推广至
芝加哥地区以及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二）知识再生产主体的社会化趋势
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里，从议题与问题的生成到问题动员再到问题合法性的论证，这一系列
的决策议程中，政策议程基本都是科学性、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决策报告和可行性计划，体现的是知
识精英决策的取向。而如何在决策中吸纳社会知识，让公众重回决策的视野以及如何向大众媒介
和公众进行议题与问题的展示，则需要政策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积极互动，尤其是大众媒
介对决策知识的再生产至关重要。现代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知识再生产的内容与形式常识化趋势
外，知识再生产的主体也成社会化趋势。通常，公共决策中知识生产者包括学者、研究人员和咨询
人员等知识精英。但随着决策理念、公众参与意识的改变以及新传播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知识生产
的主体出现相对弱精英化趋势，呈群体化和异质性。“网络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不熟悉’事
物的方式，熟悉和不熟悉的界限被淡化，普通人也可以获得相对专业的知识和信息，专家系统的专
业权威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１７］２３２知识运用理论（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的研究提出
在公共决策中知识并不是只源于专家，政策过程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为决策者贡献着知识。根据政
策参与者的阶层身份，将公共决策议程设置过程中流动着的知识资源分解为“政府内部的知识”、
“专家的知识”、“公众的知识”和“媒体的知识”。［１８］
现代公共决策中知识生产的主体是群体化和异质性的，不仅只有大学和学院，还有非大学的机
构、研究中心、政府的专业部门、企业的实验室、智囊团、咨询机构、以及公益组织和具备知识的公众
共同参与，是一种社会化的知识生产。与之相适应，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也日益社会
化。这种社会化的知识再生产是对公共政策中精英理论的一种冲击和颠覆，决策及知识从精英向
非精英融合，这一点体现在环保、医疗、食品以及房地产、税收等经济等领域的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新
闻生产中。加拿大学者约翰．汉尼根指出在环境问题制定政策时，虽然环境问题常常发端于科学领
域，大众媒体在报道时引用科学家、专业人士等观点和意见之外，还经常引用普通公众的实际经验
知识即“日常知识”，而这些知识更多的是依靠公众对日常生活敏锐的体验、观察和常识，而不是专
９２第２期 陈　刚：社会在场与＂第四议程＂：现代公共决策与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
业知识和技术。［１９］７２往往，公众的这种“日常知识”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
的知识再生产所依赖的知识群体不仅是知识精英，而是社会化的群体，形成“知识整合”，透过大众
媒介将新知识渗透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去。
（三）知识再生产跨学科的知识融合
近年来，涉及环保的决策，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敏感议题。举例来说，从“厦门 ＰＸ事
件”、“大连ＰＸ事件”再到“宁波ＰＸ事件”，“ＰＸ”成为全社会的敏感词。《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
刊》等以深度报道见长的纸质媒体都对这系列的事件作为深入的报道和分析。《南方周末》在《谁
制造了ＰＸ全民敏感词？》一文中认为ＰＸ成为敏感词背后折射的是信任之外知识的缺乏。［２０］这一
点来源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４日南方周末联合腾讯、新浪、搜狐发起的万人ＰＸ认知的网络调研活动，调
研截至１１月９日，短短六天，参与者逾两万。其中，逾四成网民认为ＰＸ是“剧毒、高致癌物”，认为
ＰＸ是“低毒，与汽油同一级别”的比例不足一成。由此造成的困境是，在决策和群体性事件中，一
方面是政府以及专业人士极力强调Ｐ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但公众至今仍未理性接受，对其的认识
是“ＰＸ是城市公敌，其形象依然是：有毒，致癌，还可能产生爆炸．．．．．．”另一方面，《三联生活周
刊》在“宁波ＰＸ事件”后推出《宁波人的抗议：以 ＰＸ的名义》的报道中，透过对公众的采访和调查
发现“市民们对ＰＸ的反感和抵制，不完全因为化学知识上的‘危险’，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邻避
效应’（ｎｏｔｉｎｍｙｂａｃｋｙａｒｄ）”，一位宁波人说：“大连、厦门都弄过了（指反对 ＰＸ），我们不弄没面
子。”“政府没有意识到公众的心态变化了，还限于技术细节，在民意沸腾时反复强调ＰＸ无毒，这是
不想理解公众的表现。”［２１］这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反映了在现代公共决策中单一应用情境和单
一学科知识模式的失效与衰竭。
值得强调的是大众媒介在决策和环保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开始尝试多元化的知识生产和内
容叙事方式。《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的报道和调查分析，都使用了多样化的叙事视角，在
知识精英外突出了公众的自主性叙事。《南方周末》在另一篇深度报道《“开窗”：求解环境群体性
事件》中，从一个硕士生的视角切入叙事，将决策者、公众、专家学者等的观点、思想在逻辑上串联
起来，同时介绍了台湾相关的知识和经验。［２２］在此基础上，除化工专业知识、技术外，还从社会心
理学以及文化等知识维度进行分析和探讨环境决策问题，在知识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具有社会意义
新知识。大众媒介这种跨学科的知识再生产与融合是广泛的社会和认知压力的结果。在现代公共
决策中，大众媒介知识再生产日益由传统的单一学科的主导性知识活动转移到新的社会情境之中，
在一个更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境中和更多类型的社会机构中被创造和生产出来。
三、社会在场：大众媒介知识再生产的知识博弈、社会问责与行动人
　　公共决策中，政策及决策者从来都不是脱离社会的，是在复杂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情境下运行
的，大众媒介、公众及社会组织等作为“社会存在”（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而在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
为他人在场会对个体产生重要影响，人们的表现会因他人在场而得到提升。社会在场能够产生社
会促进效应和社会影响。［２３］１４５公共决策因“社会在场”而产生社会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帕克
（Ｐａｒｋ）将新闻作为社会知识，新闻生产是形成社会知识的过程，最终生产的是作为公共知识的新
闻。另一位社会学家塔奇曼在《做新闻》（“Ｍ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中进一步认为，新闻是社会建构的现实，
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资源的建构方式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
性理解。［２４］１９９在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是社会知识的交流、互动与博弈的过程，作为
“社会在场”一种形式的知识成为“社会武器”，是公众及社会组织考察和审视社会现实的基本方式
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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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传播学者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ｏｃｋｉｎｇ在对环境决策中新闻媒体与科学知识传播的研究中，发现公
共政策中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其社会效果是：１、影响了甚至决定一个政策议题的定性；２、告诉
公众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３、谁应该为此负责；４、为此应该做些什么等关键议题。［２５］这些关键议
题的生成与传递，透过知识的互动、交流与博弈，一方面使决策者和公众获得新知识以及培养对决
策的认知。尤其是一旦决策产生争议时，实用性（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和可信性（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的科学知识的生
产与传播，在影响决策者和公众理解、接受的同时，对决策的改变、实施等的作用是不可忽视
的。［２５］在公共决策的知识博弈中“大众媒介是一个竞技场，在这种竞技场中媒介在对事件的看法
和阐释上互相竞争，争夺主导权和争相对事件及问题进行界定和描述。”［２６］２７因此，公共决策面临
不确定或争议时，尤其是涉及知识之争，大众媒介就成了决策的公共解释者和传播者。举例来说，
在转基因食品产业化的决策论争中，大众媒介设置的核心知识议题主要有：转基因技术到底转了什
么？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安全吗？食物基因是否会与人体基因结合，导致遗传变异？围绕这几个
核心议题，以院士为代表的科学立场，以技术专家和批判者为代表的精英思想，以政府决策者为代
表的官方观点，以为普通市民代表的公众的认识与理解等，在大众媒介这个沟通与传播平台上，展
开了议题竞争和知识的交涉与博弈。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介就扮演了公共解释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使相关决策者和公众都获得了关于转基因产品的具有公共性的新知识，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决策更
加谨慎和科学。大众媒介知识再生产中知识的交互与博弈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种社会知识
始终面临不断的谈判、协商，直到决策相关参与者的权益都被兼顾为止。另一方面，在环境决策中，
Ｂｏｃｋｉｎｇ透过对一些案例的考察和研究，进一步发现大众媒介的报道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呈现和输
送，更重要的是在科学知识传播的基础上，政策观念、意识的一种价值观的传递。［２５］美国政治学家
公共政策研究学者托马斯．Ｒ．戴伊也提出在公共决策中“媒体经常建议我们该如何看待新的事件
和问题－－－我们没有预先感受和经历的事情和问题，媒体还能强化我们的价值观和态度。”［３］３６
可见，大众媒介知识再生产中知识的交互与博弈，使决策者和公众在知识应用与内化的隐性层面能
够培养一种长期的基于社会知识的决策新思维和价值观。
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知识再生产社会意义的第二层次体现在，为公共决策的社会问责提供知
识的基础与素养。社会问责（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是现代公共决策中的重要环节，是相对于以政府
为主体的行政问责（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而言的，主要是透过公众、社会组织或利益团体直
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一种问责方式，是同政府自上而下的问责相结合的自下而上的问
责。［２７］社会问责被认为是联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社会问责强调公共参与的重要角色，这种公共
参与（ｃｉｖｉｃ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不仅仅意味着传统的“公民参与”（ｃｉｔｉｚ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方式，还包括了赋权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以及伙伴关系，强调的不是指公众消极和被动地进行政治参与，而是积极和主动地
卷入到公共事务过程之中，以有效地表达他们的利益、切实地影响公共决策。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
社会问责，与事后问责的其他政治问责形式不同，是积极主动的事前或事中的参与、对话和评估，通
过推动制度化的公共参与，旨在提升公众自身的能力，特别是培养社会弱势群体的参与能力，达致
赋权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效和目标。［２８］
在公共决策中，社会问责的对象是政府等决策组织，公众及社会组织等是问责的主体，大众媒
介则是问责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在社会问责中，公众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能否有效地利用媒体，从
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政策倡导作用，对于社会问责的成效具有关键的作用 。”［２８］大众
媒介对社会问责的积极成效，一方面依赖于信息的公开与保障，公众能够获得相关的决策信息是公
共参与的基础和前提。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ＡｎｔｈｏｎｙＭ．Ｏｒｕｍ）指出：“政治参与要
求接受广泛的、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取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有可能
参与政治。反之，那些没有得到这种信息的人，则无动于衷，缺乏心理上的投入，因此，也就很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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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参与政治生活。”［２９］２８１另一方面，在公众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大众媒介透过知识再生产为公共
决策的社会问责提供知识的基础与素养，使“握有权力（知识）”并具备决策新思维和价值观的公
众，能够参与决策的“评审团”、“公共听证”、“质询”以及“参与式监督”等公共活动，而政府及决策
机构则直接面对公众的疑问并做出解释，承担责任，改进政府的行政决策、执行方式，优化决策效
果，使决策失误的可能降到最低程度，在决策中“民主和媒体是最基本的自我纠正错误的方法。”南
京２００５年“禁瓜令”以及江西九江、安徽蚌埠机场修建决策等，都体现了大众媒介对决策社会问责
产生的影响和效果。
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知识再生产社会意义的第三个逻辑层次为塑造行动人（ａｃｔｏｒ）。如果说，
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培养的具备决策思维和价值观的公众以及社会问责是对公共决策的社会
性反思和社会化建构，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行动本身。“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
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３０］８知识即行动力，知识具有行动导向的特
征即知识能够直接推动人的决策和行为，进而加速行动的过程。大众媒介透过知识再生产等方式
培养和塑造行动人，赋予公众力量，进而推动个体行为转变成群体的公共参与行动，用行动去突破
和改变公共决策中公共参与的边缘化和形式化的现实困境。公共决策中，知识人成为行动人的公
共参与主要分为两类：认知实践和社会实践。一方面，大众媒介知识的再生产能提供新的概念、观
点和新的视角来看待政策问题，而且知识的传播可以激发讨论和反思，能给决策者一个契机和渠
道，让其能够重新审视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因此，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公众及社会组织透过大众
媒介将包含公众常识性知识的社会意义上的新知识呈现和传输给决策者，能够拓展决策能力、拓宽
决策视野，进而影响决策的整个系统。“基因专利权”（ｇｅｎｅｐａｔｅｎｔｓ）的决策，一度成为美国极富争
议的公共决策。２００７年，美国学者 Ｃａｕｌｆｉｅｌｄ的研究发现，社会组织透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等国媒体报道的调查与统计，收集社会各方的知识和意见尤其是公众的认知等，供公共讨论
与协商，有力地推动了政策的议程［３１］。同时，作为知识人的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咨询委员会、听证
会等进行社会问责，也是公众参与决策的认知实践。另一方面，公众及社会组织透过实际行动参与
决策的社会实践。约翰·Ｃ·托马斯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途径分为四类，其中新的形式包括申
诉专员和行动中心、共同生产、志愿主义、决策中制度化的公众角色等。［１５］９８就是将公众及社会组
织视为处理和应对决策问题的伙伴，提供决策公共服务的社会实践。通常这种社会实践具体包括
公众及社会组织依据自身的知识与判断，生成决策议题，围绕议题展开调研，利用大众媒介动员议
题进入决策程序，解决社会问题以及作为志愿者协助政府决策等。另外，还包括成立 ＮＧＯ参与决
策的社会实践，例如，近年的环境决策中，环保决策部门内部都已经意识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鼓励
环保ＮＧＯ发展，并承担部分决策功能。台湾地区的环保 ＮＧＯ参与环保决策则已成为一种
常态。［２２］
四、知识联盟：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与知识群体的自主联盟
　　从美国政治学家、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ＨａｒｏｌｄＤｗｉｇｈｔＬａｓｓｗｅｌ）确定政策科学的知识传
统至今，知识一直都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核心话语和关键因素存在于公共决策的社会系统中。哲学
家米歇尔．福柯则将知识视作权力生产出的新话语，知识就是权力，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
的提取、占有、分配与储存。［３２］２０２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公共决策就是一个运用多重事实与价值知
识而进行交涉与选择的过程。在现代公共决策中，由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的复杂性
等因素，造成政策议题的多重复杂性。如何面对和处置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要求决策者和参与者，
在行使权力话语时必需具备相当的知识储备与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融合知识”的生产即建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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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公众在内的知识群体与大众媒介的自主联盟———知识联盟，将建构于社会的知识，透过大众媒介
的再生产重新社会化，作为“社会存在”为公共决策社会效果的优化提供知识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知识联盟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ｌｉａｎｃｅ）被认为是现代知识生产与创新的新范式，是由相关知识领域相
互联系的行为体组成，在某种意义上，知识联盟界定了其的成员，并建构了特定的社会现实。知识
联盟具有自身的属性与要求：一是知识平等，承认主体与学科差异的基础上，保持各自领域知识的
独立性；二是遵循共识基础的原则；三是现实关怀与批判精神是其精神基础。事实上，与知识共同
体强调成员的专业与权威不同，知识联盟则强调成员的多样性与差异化，消解知识生产主体层面的
科层和鸿沟。浙江温州市推行知识联盟（民间智库）参与公共决策则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温州
民间智库是温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吸纳温州各界热心公益的人士建立的民间公共政策咨询和讨论
平台。其成员来自温州各县市区以及在外和海外温州人，联盟中成员的身份涵盖公务员、企业家、
教师、律师、建筑师、新闻记者、学生、自由职业者以及外来务工人员等，主要透过１、“民智调研”；２、
“视频专访”；３、“民间智库网站”等方式和途径贡献知识，参与公共决策的实践。在现代公共决策
中，知识联盟的议程日益成为公众议程、媒体议程和政策议程之外的“第四议程”。在知识联盟的
议程中，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改变某一具体的政策，因为最有意义和最持久的影响不在于具体政策改
变，而是增强知识生产者和决策制定者的能力，透过大众媒介和组织管理渠道让其能够更好地创造
和应用知识，成为赋有权力的决策者的伙伴。大众媒介在知识联盟中充当沟通者和知识再生产的
角色，大众媒介与知识群体的联盟形成公共决策中的知识联盟极具现实意义。
首先，积极倡议建构知识联盟的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保罗．Ａ．萨巴蒂尔认为，“正是从知识
联盟中各项研究和常识中得出的研究成果的积累效应对政策有着最为强大的影响力。”［３３］１６公共
决策中知识联盟的联结，重点是主张知识生产的多样性和异质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平等，其核
心意义为吸纳精英外的涵盖公众及社会组织的公共参与，消解公共决策过程中由于知识的不对等
所致的“话语霸权”，在理念上承认公众作为具有同样“政治德性”的主体地位，透过知识赋权公众。
美国公共政策研究学者Ｗａｇｌｅ指出，“无论公民在这些特殊领域中如何无知，但他们有能力去权衡
相关技术上的决策对于社会意味着什么，他们至少拥有关于社会以及自身生活环境的知识，这些知
识对于决策经常是关键的，许多政策的失败仅仅是由于参与决策的专家缺乏这些知识。”［３４］另一
位美国政治学家和环保科学教授萨巴蒂尔则强调政府机构必须去中心化，变得更具渗透性，政府应
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将决策传统的铁三角：行政机构、立法委员会和利益集团，扩展到包括来自各
个政府层级的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参与者，以及在政策理念的形成、传播和评估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新闻记者、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者等。［３３］７因此，弗雷德·卡登呼吁在公共决策中给公众更
多的知识，让他们理解并决定自己的未来，通过这样来赋权于公众。［５］７８公共决策中知识联盟主体
间的互动与融合，培养公众搜索信息、读取和学习信息以及判断决策的知识能力与应用意识，将知
识赋予公众平等地参与决策的协商与讨论，然后透过大众媒介等渠道将新知识渗透并影响公共决
策。在一定意义上，公共决策中大众媒介与知识群体间知识联盟的建构，也是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现
代社会，决策者在传统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之外，需要承认多元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的社会
现实。
第二，大众媒介作为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在社会系统中对于达成共识，弥合分歧具有重要作
用。在知识联盟框架内，透过作为沟通者的大众媒介调适精英政治与公共参与的冲突，在一定意义
上，透过知识的博弈与协商缓解认知上“强调公共参与就意味着限制精英、专家理性；强调精英、专
家理性就意味着限制公共参与”以及实践中“知识精英说行，而公众不同意；公众同意，而知识精英
则说不行”的冲突，增加对公共决策问题达成社会共识的可能性。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决策者应当
吸收“参与式知识管理”的理念，对科学知识、公众常识等知识类型进行有效的调和，以满足风险社
３３第２期 陈　刚：社会在场与＂第四议程＂：现代公共决策与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
会下日益复杂的政策议题所需。
在知识联盟中大众媒介不仅是决策的公共解释者和传播者，更是决策问题形成共识的积极推
动者。作为沟通者和知识生产者的大众媒介将包括公众在内的知识群体塑造成决策潜在的行动
者，打破决策与公共参与的隔离，甚至可能改变公共决策的规则。社会建构论者主张社会问题并非
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社会关系、权力、意识形态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想揭示社会
问题的本质，只能从该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结构以及主体间关系中入手。它必然涉及所有相关主体、
各种类型知识间相互沟通、对话的过程，最后的结论或政策主张可能更多体现为一种妥协性的“共
识”。［３５］公共决策中，共识的形成过程是决策相关利益者以及各种类型知识间的交涉与博弈，正如
鲍曼（Ｂａｕｍａｎ）指出的，“共识是指思想见解根本不同的人们达成的一致，它是艰难的谈判和妥协的
产物，是经历多次争吵、许多反对和偶尔的对抗后的结果。”［３６］５因此，在公共决策的传播中，法国科
学知识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ＢｒｕｎｏＬａｔｏｕｒ）主张话语民主化，把话语权交给各方，每个人都放
弃真理在手的想法，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每次讨论中都会出现新的行动者、新的实践者和
新的结果，滋养着讨论，增加“共识”达成的可能。［３７］１９０
第三，知识联盟的框架内，知识群体和大众媒介一起扮演决策“守门人”和“公共利益代理人”
的角色。弗雷德·卡登在《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中主张知识联盟建构的重点是影响决策的参
与者之间的互动，其互动的逻辑和关系为，研究者应该怎样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研究成果，才能最大
限度地影响政策；如何利用大众媒介等渠道推动知识群体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政策制定者怎
样才能最好地利用研究和知识，基于事实依据来制定政策。［５］４８显然，互动最终的价值走向是知识
联盟与决策者之间的交互与沟通，消除知识间的差异和不对等，知识联盟需要了解决策者对政策的
认识和所掌握的数据等，决策者则需要关于政策的知识作为决策的参考和依据。也就是说，知识联
盟透过与决策者间的互动影响决策，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公共决策的“守门人”和“公共利益代理
人”。
大众媒介和知识群体参与和影响公共决策，其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不是运用科学知识来为
决策预定的立场辩护，知识联盟适当的角色是客观的知识分析者和社会化新知识的生产者，价值中
立秉承非效率基础的价值观。近年来涉及气候变化的环保决策中，有研究者发现存在一些认知的
误区，“多数人都认为所谓的气候变暖就是单纯的气温升高”，如果决策者按此逻辑和认知制定和
实施相关决策，就会发生决策与科学和事实相背的现象，需要让决策者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复杂
性。［２５］因此，公共决策者中，一方面，知识联盟不仅需要运用知识拓展决策者的视野，为决策的制
定、实施进行把关和纠偏，防止决策走偏和被误读，进而影响决策效果。另一方面，知识联盟“作为
决策者的伙伴，围绕决策问题运用适当的知识和分析技术，对决策者所设计的问题进行分类，以及
明确表达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可能还包括最佳方案的推荐等。”［３８］２３总之，作为公共决策“守门
人”和“公共利益代理人”的知识联盟在增进公共参与的基础上，共同优化政策议题的编码与解码
的过程，建构社会现实，维护公共利益。
［参 考 文 献］
［１］［美］迈克尔·豪利特：《公共政策研究》，庞诗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ｏｗｌｅｔ，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Ｐａｎｇｓｈ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ａｎｌｉ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２］胡宁生：《现代公共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ＨｕＮ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３］［美］托马斯．Ｒ．戴伊：《理解公共政策》，谢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Ｔｈｏｍａｓ．Ｒ．Ｄｙ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Ｘｉｅｍ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４３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１３卷
［４］［美］拉雷·Ｎ·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朱子文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ＬａｒｙＮ．
Ｇｅｓｔ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ｂｙＺｈｕＺｉｗｅ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５］［加］弗雷德·卡登，《让知识推动政策的改变》，徐秀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Ｆｒｅｄ
Ｃａｒｄ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Ｐｏｌｉｃ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ＸｕＸｉｕｌｉ，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６］ＷｉｔｒｏｃｋＢｊｒｎ，“Ｓｏｃｉ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ＷａｇｎｅｒＷｅｉｓｓＣ＆ＰｅｔｅｒＷｉｔｒｏｃｋＢ＆ＷｏｌｍａｎｎＨ．
（ｅ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Ｓｔａｔ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ｒｏｓｒｏａｄ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７］ＨａｒｙＪｏｎ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ａ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ｐｏｌｉｃ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ＪｏｉｎｔＩＫＭ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
ＯＤＩ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５，Ｇｅｒｍａｎｙ：ＩＫ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０９．
［８］ＮｉｃｏｌａＪｏｎｅｓ，ＡｊｏｙＤａｔａ＆ＨａｒｙＪｏｎｅ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Ｓｉｘ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９．
［９］［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汪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ＰｅｔｅｒＢｅｒｇｅｒ
＆ ＴｈｏｍａｓＬｕｃｋｍａｎ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０］［德］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Ｅｉｎｅｒ
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ｌｅＤｅｓＷｉｓｅｎ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Ａｉｙａｎ，Ｎａｎｊｉｎｇ：Ｙｉｌｉ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１］［美］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孙耀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Ｆｒｉｔｚ
Ｍａｃｈｌｕｐ，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ＳｕｎＹａｏｊｕ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１２］Ａ．Ｌａｍ，“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１，Ｎｏ．３（２０００），ｐｐ．４８７－５１３．
［１３］［美］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ＪｉａＢ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Ｙｉｌｉ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１４］［英］迈克尔．吉本斯：《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ｉｂｂｏｎｓ，Ｔｈｅ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ｊｉ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１５］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孙柏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Ｊｏｈｎ
ＣｌａｙｔｏｎＴｈｏｍ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ＳｕｎＢｏｙ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１６］ＡｎｄｒｅｗＣｈａｄｗｉｃ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ｅｓ，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ｎｄＮｅｗ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７］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ＹａｎｇＸｕｅｄｏｎｇ，Ｒｉｓｋ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８］朱旭峰、田君：《知识与中国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一个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８年第６期。［Ｚｈｕ
Ｘｕｆｅｎｇ＆Ｔｉａｎｊｕ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ｇｅｎｄａＳｅ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６（２００８）．］
［１９］［美］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洪大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ＪｏｈｎＨａｎｎｉｇａ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ＨｏｎｇＤａｙｏ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２０］彭利国：《谁制造了 ＰＸ全民敏感词？》，《南方周末》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 １０日。［ＰｅｎｇＬｉｇｕｏ，“ＷｈｏＭａｄｅｔｈｅＰＸ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Ｗｅｅｋｅｎｄ，２０１１－１１－１０．］
［２１］陈晓：《宁波人的抗议：以 ＰＸ的名义》，《三联生活周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日。［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ｂｏ’Ｐｒｏｔｅ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Ｘ，”ＬｉｆｅＷｅｅｋ，２０１２－１１－０９．］
［２２］冯洁、汪韬：《“开窗”：求解环境群体性事件》，《南方周末》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２９日。［Ｆｅｎｇｊｉｅ＆Ｗａｎｇｔａｏ，
“‘Ｗｉｎｄｏｗ’：Ｓｏｌｖ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Ｅｖｅｎｔ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Ｗｅｅｋｅｎｄ，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２３］［澳］迈克尔．Ａ．豪格：《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Ｈｏｇｇ，
５３第２期 陈　刚：社会在场与＂第四议程＂：现代公共决策与大众媒介的知识再生产
Ｓｏ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ＧａｏＭｉｎｇｈｕ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２４］［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Ｇａｙｅ·Ｔｕｃｈｍａｎ，ＭａｋｉｎｇＮｅｗｓ，
ｔｒａｎｓ．ｂｙＭａＺｈｅｎｇｑｉ，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ｕａｘ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２５］ＳｔｅｐｈｅｎＢｏｃｋ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Ｐｕｂｌｉｃ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２１，Ｎｏ．６（２０１２），７０５
!
７２３．
［２６］［美］塞伦·麦克莱：《传媒社会学》，曾静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ＣｉａｒａｎＭｃＣｕｌａｇｈ，Ｍｅｄｉａ
Ｐｏｗｅｒ：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ｂｙＺｅｎｇＪｉｎｇｐ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２７］ＪｕｎＭａ，“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１，Ｎｏ．２
（２０１２），ｐｐ．２３２－２４２．
［２８］黄冬娅：《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政治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６期。［Ｈｕａｎｇ
Ｄｏｎｇｙａ，“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６（２０１２）．］
［２９］［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ＡｎｔｈｏｎｙＭ．Ｏｒｕ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ｂｙ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Ｒｅｎｍ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３０］［美］约翰·Ｈ·麦克马那斯：《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张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ＭｃＭａｎｕｓ
Ｊｏｈｎ· Ｈ，Ｍａｒｋｅｔ－ｄｒｉｖｅ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Ｌｅｔｔｈ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Ｂｅｗ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Ｂｅｉｊｉｎｇ：Ｘｉｎｈｕ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３１］ＣａｕｌｆｉｅｌｄＴ，ＢｕｂｅｌａＴ，ＭｕｒｄｏｃｈＣＪ，“Ｍｙｒｉ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ｏｆａＣｅｎｅＰａｔ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９，Ｎｏ．１２（２００７），ｐｐ．８５０－８５５．
［３２］［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Ｘｉｅｑ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ａｎｌｉａ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３３］［美］保罗·Ａ．萨巴蒂尔：《政策变迁与学习：一种倡议联盟途径》，邓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ＰａｕｌＡ．Ｓａｂａｔｉ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ｒａｎｓ．ｂｙＤ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３４］ＵｄａｙａＷａｇｌ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３，Ｎｏ．２（２０００），ｐ．２１５．
［３５］张海柱：《知识与政治：公共决策中的专家政治与公众参与》，《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ｚｈｕ，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ｘｐｅｒｔ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４（２０１３）．］
［３６］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ＺｙｇｍｕｎｔＢａｕｍ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ｂｙＯｕｙａｎｇＪｉｎｇｇｅ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ｓｈｕＰｅｏｐｌ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３７］［法］埃里克·麦格雷：《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刘芳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Ｍａｉｇｒｅｒ，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Ｍｅｄｉａ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Ｌｉｕｆａ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３８］ＲｏｕｍｅｅｎＩｓｌａｍ，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ＦｒｏｍＭｅｄｉａ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ｏ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８．
［责任编辑　王誉俊］
６３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１３卷
第１３卷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中国传媒报告
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ＡＲＥＰＯＲＴ
Ｖｏｌ．１３，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２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ｈｔｐ：／／ｗｗｗ．ｃｈｎ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基金项目］本课题系２０１０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环境保护传播研究》阶段性成果（２０１０ＣＸＷ０１４）。
［作者简介］贾广惠，男，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新闻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环保传播与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研究。
中国雾霾议题传播的公共性辨析
贾广惠
（江苏师范大学 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
""!%%8
）
　　［摘　要］２０１１年以来，雾霾成为中国重要的公共议题，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晨报等媒体集体
性报道引发了一系列舆论关注。但许多媒体并没有就此公共性话题进一步跟进，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也
未形成话题焦点。本研究选择在京三家媒体，通过对媒体报道内容和数量的分析，探讨中国媒体如何有效
地进行议题建构，并尝试揭示公共性话题常常被热点话题遮蔽的原因。提出为了更好地传达公共议题，文
章提出公共性议题传播必须处理好具体与抽象、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三个维度的关系，同时把握好媒
体报道的广延性与历时性。
［关键词］雾霾议题；公共性；传播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ｚｅＩｓｓｕｅｓ
Ｊｉａ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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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９年，美国驻华使馆通过 Ｔｗｉｔｅｒ网站公布的北京 ＰＭ２．５监测数据受到中国媒体关注。
２０１１年，灰霾（即雾霾）天气中官方发布的空气质量数据与外国使馆、环保组织自测的监测数据大
相径庭，引发公众对空气真相的质疑。在舆论压力下，环保部推出了空气质量新标准，２０１２年北京
　
和一些城市开始ＰＭ２．５试验性监测，到２０１３年初，北京和多个城市开始全面监测、发布 ＰＭ２．５信
息。但雾霾被大规模关注，特别是被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则发生在当年１月、２月的多次空气重
度污染之后。雾霾造成了持续的社会冲击。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年初以来持续雾霾天受影响
人口约６亿人”［１］，更为严重的是雾霾在十一期间再度笼罩了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随着时间推
移，雾霾危害还在持续。在舆论强烈关注和整个社会为之忧虑的背景下，雾霾无可争议地成为典型
的公共性议题，媒体介入其中，努力凸显这种公共性议题以影响政府议程。而怎样促进公共性认
同，从而更好地应对这一议题的挑战，则是令人关心和解决问题的关键。
雾霾议题凸显了典型的公共性。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一个核心———“公共性”，并非媒体本身的公
共性，而是雾霾议题的公共性。在汉娜·阿伦特的公共性概念中，公共性意味着公开、可见和开放。
然而阿伦特只是在哲学话语中侧重分析公共性的空间特征，以及政治参与。而在中国对应的现实语
境中，这种公共性，其本质则是公众的、公益的、全局的，触及到几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不仅具有空
间的广延性，而且还应该具有一种历时性———经得起时间检验，符合法学视阈中的代际公平。在分析
中国现实的问题、特别是公共事务所包含的公共利益的维护时，就涉及到公共议题、公共利益的概念。
简言之，公共议题是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讨论话题，公共利益则是大多数人应该享有的正当利益，两
者都具有公共性。正是在讨论、参与和推进公共议题的过程中，公共利益得以维护，公共性得以体现。
因此可以这样描述：雾霾属于公共议题、体现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雾霾本身不
能自我主张这种公共性，它必须经由一定的表达主体来替代它发言，呈现出这种公共性，在唤起社会
关注和理解的同时，促使责任主体去维护公共利益，解决公共议题。显然，这一表达主体的代表者就
是媒体。基于此，本文的讨论将针对媒体在具体的新闻生产和事实陈述中，是怎样体现公共性议题
的？又是怎样彰显出公共性的？是否还存在着不足？以及下一步可能的对策。
一、样本分析：如何呈现公共性议题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制度框架会有不同公共性的解读，以及对待公共事务不同的解决方
式。在当前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过程中，旧的传统特别是制度因素会形成较为稳固的制约。宣传体
制仍在有力地操控着媒体的事实选择，特别是面对敏感话题的时候。即使市场化的推动让管制有
所放松，但是在典型的事实再现中，能否触及体制、权力、利益等背后的深层结构，对媒体而言仍是
持久的考验，这与媒体对公共性彰显的能力紧密相关。在沿袭“就事论事”的报道模式中，介入公
共议题的大众媒体未必意识到雾霾议题是一个公共性挑战，它们往往是按照报道惯性，沿着一般人
的认识，提出问题，追究责任（原因），讨论对策，呈现出要求政府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意图。但是，媒
体能否把握的是：“公共议题对所有个体或团体产生的影响都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个体或团体可以
置身于这些问题之外，它超越了人为的地理界限。”［２］４３因此，媒体在对雾霾进行报道中，是否有效
地体现了公共性？也就是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利益？基于此，本文将对包括框架选择、信源使
用、媒体发布、时间跨度等具体指标作出考察。
雾霾频繁来袭，它作为一个急迫的公共议题需要跟进研究，而目前从新闻传播角度涉及的还不
多。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两篇直接的研究论文：《我国新闻媒体雾霾天气报道的经验及启
示》［３］４－６、《从雾霾报道看气象新闻的拓展》［４］１５－１６。前一篇总结了媒体如何报道雾霾问题，如及
时跟进、服务公众等，以及媒体采用的有效方法等等，从纯业务角度分析总结了媒体报道的成果；后
者主要分析了媒体面对雾霾如何增加实用性预报内容等，最后提出改进对策。从主题和分析内容
看，两篇论文都是针对报道业务的探索，还没有将雾霾传播置于一定的理论视野中考察，特别是这
一公共议题的建构方式、手段与不足，还有待深入分析。这也是本文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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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雾霾的传播，本文粗略统计了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从《人民日报》、央视、中新社、《财
经》杂志、《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经济参考报》（新华社主办）、《北京晨报》等１０
多家知名媒体中，选择《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晨报》三家不同类型的报纸在２０１３年上
半年关于雾霾的文字报道，三家报纸分别代表党报、专业报与都市报，都具有相当广泛的舆论影响，
在雾霾报道中的表现具有典型性。选取三报的新闻体裁有消息、通讯、评论三类，主要分析它们在
雾霾议题中所使用的框架与信息来源等。经过对报纸库的检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７月《人民日报》有
报道５３篇、《经济参考报》９篇、《北京晨报》２４篇，此后还有一些涉及雾霾的新闻，如十一期间的报
道，没有统计在内。
表１：主要报纸的雾霾报道指标
媒体内容 报道框架 主要信源 报道月份 涉及区域 体　裁
《人民日报》 依靠政府 政府、专家 １、２、３、７ 北京、天津 消息、评论
《经济参考报》 经济问题 政府、专家 １、２、３、７ 北京、华北 通讯、消息
《北京晨报》 地方服务 政府、民间 １、２、３ 北京 消息、评论
（一）框架选择
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
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加姆桑（Ｇａｍｍｓｏｎ）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
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的视角。［５］４３框架理论
有助于说明媒体反映事实的意图和倾向，在中国的语境中，众多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一般都有
着一定的框架使用即主观设定，也希望借助于这种预设反映事实，使事实隐含一定的倾向性。事实
是新的，但是观点可能“换汤不换药”。也许媒体都会对事实做出有利于自身观点的取舍，但这也
成为体现公共性强弱的考察依据。《人民日报》选择了“依靠政府”和“寻求出路”的框架，例如《雾
霾还需“超常”手段》、《环保部回应雾霾防治》等，在《防治雾霾，走出“靠天呼吸”困局》（３月１６
日）里主要部分这样写道：
“今年中东部地区频繁遭遇雾霾天气，这和不利气象条件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 ＰＭ２．５、
氮氧化物、臭氧等污染物排放超过了环境容量，大气已不堪重负。”四川环保厅副厅长钟勤建
代表说，按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达标城市比例会明显下降。
面前的压力依然不小。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代表说，北京人口目前达２０６０万，且每年增长
６０万左右；全市汽车保有量已达５２０万辆，再有５年将达到６４０万辆，这将加大空气污染防治
成本。
报道承认雾霾是污染物过度排放造成的结果，这是依靠政府获得的认识，但不涉及政绩考核的
制度追问；对于北京市汽车增长的压力，媒体也没有问责。很多媒体就是被动跟随政府官员话语，
通过官员的表达来反映事实，能够相对呈现出存在的问题（这与往昔的单一传声筒角色相比有了
很大进步，也引导了公众去认识问题），但是质疑地方执政的失误是非常稀少的，基本就在现有的
制度框架内选择问题。
《经济参考报》使用了经济问题、专业问责框架，如《机动车年检“走过场”》、《“环首都雾霾圈”
谁之责》等，从多个角度找到问题的直接根源，以专业视角深入剖析，往往抓住问题要害。在《“治
霾窘途”尾气污染背后的雾霾之责》（７月１５日）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国家发改委上周表示，今年初以来，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受此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
积的１／４，受影响人口约６亿人。环保部原副部长张力军日前直言：“尾气排放是造成灰霾、光
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机动车大多行驶在人口密集区域，尾气排放直接威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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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康。”
受访专家介绍说，尾气排放无法尽如人意，既有车的问题，又有油的问题，“车油不同步”
一直困扰我国尾气防治。
在引用国家发改委的数据之后，该报以环保部官员的坦陈引出报道主题———汽车尾气这一主
要因素。随后的报道内容都是试图从车辆、油质两方面揭示雾霾的源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个人与
行业、企业与买主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博弈。
《北京晨报》使用地方服务框架，如《解霾还需种霾人》、《专家与市民探讨雾霾治理》、《抗雾霾
口罩市场异常火爆》等等，自觉服务于市民百姓，告诉市民注意什么，有着特殊的贴近性。可见，不
同的框架所隐含的意图都有媒体希望呈现的观点，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倾向性，倾向性也会涉及公
共性。
综合三家报纸的框架来看，基本都是围绕雾霾后果追问原因、寻求对策，包括公众自保措施。
但雾霾是空气污染多年发展的结果，其背后又触及过时的发展观、ＧＤＰ考核等体制问题，因自知议
题敏感，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做了自我审查，回避对体制的质疑，只采取了温和批评、就事论事等政治
上保险的框架策略。例如在追问造成雾霾严重的原因方面，三家媒体分析最多的是：机动车尾气、
燃煤、工业生产、工地扬尘。此外，就是对烧烤、烟花爆竹、油品等加剧雾霾因素的挖掘。体制问题
是一个核心问题，媒体框架得以表达和形塑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公共商议得以发生的过程，这是一
个传媒中介的（ｍｅｄｉａｔｅｄ）商议过程，媒体关注具体细节放过了体制追问，使得公共性无形中被
削弱。
（二）信源使用
信源是反映议题公共性的重要指标，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质性代表公共利益确实需要存疑，
也就是说需要区分不同的信源。只有比较超脱既得利益的组织或团体，才会彰显较为可信的公共
性代表身份。在此次雾霾事件中，在京媒体使用的信源比较趋同。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成为最主要
的两个信源，而民间组织被冷落一旁。环保部、北京市政府、北京市环保局、中国气象局、国家发改
委等成为雾霾信源的集中发布机构，而中科院、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以及一些专业科研机构则成
为记者采访重点。２０１３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央视专访时说，雾霾比非典还
厉害，被媒体广泛报道。每每遇到公共事件，官员与专家的声音都会通过媒体表达出来，这种信源
有增多的趋势，还强化了他们的影响力。
与以上两类所占比例较大的信源形成反差的是：环保ＮＧＯ、网友在媒体的信源稀少。《每日财
经》（１月１７日）的题目是：《环保组织称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处罚力度偏弱》，是非常
少见的引自民间环保组织的信源。网友也在成为信源，虽不具名，但被采用的多是“戏仿语言”：厚
德载“雾”，自强不“吸”、“霾头苦干、再创灰黄”。但从整体看，由于依赖政府，媒体对雾霾事件的
报道容易站在政府角度，只谈成绩，不说责任，缺乏自主性。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３年雾霾报道中
３２％的新闻只对政府召开的会议进行了简单转述，６１％的新闻是政府或部门发布的官方信息，４６％
的新闻有政府官员的直接引语，而有普通民众直接引语的新闻只有２５％。
（三）媒体分布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２日，当新年第一场雾霾天气发生时，第二天几乎所有的在京主要媒体都作出反
映。《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全部突出报道。《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文章《雾霾笼罩
中东部》，《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北京 ＰＭ２．５指数濒临“爆表”》，《经济日报》二版刊登《雾霾
天气仍将持续数天》、《雾霾的“偶然”与“必然”》。在媒体市场化特征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虽然
媒体及时反映，但是报道的趋同性更加明显。检索关于１月份三次比较严重的雾霾天气报道，在京
报纸于１月１３日、１４日几乎都把它作为头版和头条予以突出；而到了第二次１８日、１９日雾霾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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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袭时，雾霾新闻基本退居二版、三版，到了１月２６日雾霾又一次严重时，报纸的揭示已经不再突
出，有些就干脆不报，而在十一期间雾霾再发，媒体的关注淹没于节日议题中，这呈现出“前多后
少”的特点：整个１月份，第一次雾霾报道占到８２，第二次１３，第三次５。到了全国两会期
间，涉及雾霾的话题又多了起来，雾霾来袭是主要因素，此间原杭州市长在北京病逝，更引发了社会
各界对空气质量的忧虑，“雾霾”此时成为全国与地方媒体曝光最多的词汇。
（四）时间跨度
北京空气污染加重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专家命名的专业词汇迅速进入媒体，对此揭示有三个关
键词：治堵、ＰＭ２．５、雾霾。起点是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ＰＭ２．５经过媒体传播很快广为人
知，到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之后转入雾霾报道。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２日是本年度雾霾报道的起点，央视《新闻联
播》当晚用了８分钟播出雾霾新闻；１３日到１６日是一个高峰期，１３日几乎在京各大报纸都关注了
雾霾；之后１８日到２０日、２６日到３０日因雾霾再度严重形成报道相对集中期。２月之后，虽然雾霾
屡次发作，但报道数量骤然下降，直到６月２９日一条消息引发争议：《研究显示华北雾霾平均令人
减寿５．５年》，７月１１日一篇引自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编发的新闻《发改委：年初以来持续雾霾
天受影响人口约６亿人》被众多报纸、网站转载，但此时已经不能引起如前番之热烈争论了。在十
一期间，雾霾又被关注，但吸引力明显低于对各种不文明行为的报道批评。
表２：三年来北京空气污染主要议题的变迁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治堵 ＰＭ２．５　灰霾 雾霾
由上可知，框架、信源使用反映出媒体的一种局限性，就是其价值倾向不仅自我设限，而且还有
深刻的制度背景没有挖掘；信源只是集中于政府和专家，弱化了民间团体、环保ＮＧＯ和公众代表的
公共利益，公权力与知识权威中隐藏着损害公共性的因素，这不利于公共性维护；再回到媒体自身，
公共性的历时性与传媒报道暂时性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统一的矛盾。报纸新闻只有一天的生命，
而雾霾造成的影响还在延续，制造雾霾的源头还在。随着雾霾的散去，舆论注意力的转移，新的热
点、问题又接踵而至，使人应接不暇，究竟哪一个议题更重要？媒体反映的议题都重要，但越具有公
共性的议题越容易被拖延，媒体的报道很难超越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
二、公共性议题的建构要素
　　 在论及公共性时，很多研究者总是把媒体的公共性拉进来，不断重复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
论。媒体具有公共性，这已是常识。但是媒体面对公共性议题如何认识特别是如何操作，却还很少
有人深入探讨。显然，雾霾属于公共性议题，而且它不是一般的局部污染事件，它波及面广、历时性
长，既具体又抽象。因此这一议题与以往有所区别：“这次雾霾天气属于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突发
性危机事件，它具有影响区域广、作用周期长、辐射范围未知、作用人群普遍的特征。”
３〗５这是就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而言，具有相似之处，但是就雾霾报道而言，又不止于此，结合公共
性议题考察，我认为需要考虑到公共性本身的三个要素。
表３：公共性的三类对应属性
三类 具体与抽象 眼前与长远 局部与整体
公共性 雾霾 小悦悦事件 拥堵 圆明园风波 厦门ＰＸ中东部雾霾
（一）抽象的公共性与具体的公共性
公共性有抽象与具体之分。“公共性”这个词义是抽象的，同时它通过媒体所传播的具体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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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的意义和价值是抽象的。媒体反映的以下客观对象：河流污染、野生动物灭绝、土地沙化、粮食
短缺等属于具体公共事务，此类公共事务有可观可感的外在形象，它们触及到大多数人的利益，这
体现着具体的公共性；而抽象公共性则体现在伦理道德、精神信念、传统文化等不可观的方面，它当
然也是通过个案表达。三岁女童小悦悦被车碾压路人见死不救，老人倒地讹诈等具体事件反映出
伦理道德这一公共性资源的稀缺；《评说罢跪，沉重命题》反映出民族尊严的公共性这一被拷问议
题。以上所列举的新闻事件都是引起巨大轰动的公共性议题，具体与抽象相反相成。
由此可见，公共性借助于新闻报道在明确的对象中则是可见的、具体的，但背后又有抽象的主
题。再看雾霾，它所蕴含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但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则是具体的。北京市民遭受
浓雾侵袭、呼吸困难，带来身心痛苦，体验到的是具体的问题，而雾霾议题又反映着公共利益，不过
人们往往关心个人感受，而忽视公共利益，可能表现出一种认识与心态的狭隘性。媒体如果只是就
事论事，就难以启发人们看得更深更广。值得指出的是，公共意识的培育既有赖于传媒表达环境蕴
含的抽象公共利益，也得益于具体利益的相关性促进，像厦门事件迫使地方迁建 ＰＸ化工项目即是
如此。有些环境问题危及切身利益，这会激起受害认知，会出于直接自我保护意识而行动，这可以
看做是基于地方公共利益的公共参与，也会在媒体反映中借助具体事实暗示出公共性。
（二）眼前的公共性与长远的公共性
如果把公共性切分为眼前与将来两部分，会发现两者在公共利益体现的层面存在冲突对立，主
要是应该代表当前公共性的行为（个人或集体的）却会违背伤害将来的公共性。媒体的公共性议
题可以揭示为满足当前需要的合理性，也更应维护未来的利益。人们活在当下，更为关注眼前，注
重短期利益可以理解，但还要兼顾长远。追求有房有车是人们普遍的生活目标，大多数人为此奋斗
拼搏。房产和汽车产业扩张从集合视角看是基于一种公共需要，因此这种发展具有公共性；但是如
果只是满足于这个目标，对长远的公共性不予考虑就会陷入困境。与耕地减少、资源稀缺、城市交
通拥堵等问题类似，雾霾问题是人们昨日不对今天负责，只关注眼前不顾长远，导致两种公共性的
冲突。空气污染早就不是新闻，“世界１０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７个在中国”［６］这一说法众
所周知。长远的公共性需要维护。政府为迎奥运，在准备阶段，对北京与河北、山东采取了最为严
格的控制污染措施，保证了奥运期间的优良天气，也维护了眼前的公共性，可是奥运之后，空气污染
又趋于严重，直到雾霾议题的刺激，才显示出长远公共性的重要。媒体反映揭示的都是眼前的问
题，长远的后果其实需要以负面事实加以警示，而针对环境的警示明显不足。
（三）局部的公共性与整体的公共性
媒体传播的事实往往是社会的局部，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也是局部的反映，由此可以
说两者密切相关，但不能相互代替。进一步说，媒体揭示的局部公共性也许是合理的，但是于大局
却不一定合理。被媒体作为公共参与成功的案例———厦门 ＰＸ化工事件即是局部抗争有效的例
证。该项目前期投资数十亿并未告知公众，市民的抵制使得工程停工迁建于漳州。对于本地市民
这是维护了公共性，但是“避邻效应”本身就有一个漏洞：赶走了污染项目，却放任它危害别的地
方。真正为大局维护的是祛除有害项目，使其无处安身。雾霾报道也很典型反映出这一问题。
《经济参考报》记者暗访发现：北京周边河北的污染企业排污严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小标题
《联防联控纸上谈兵》里这样写道：“记者调研发现，北京周边部分地区部分官员对企业违规排污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他们对北京存在着某种怨气有关。少数地方干部甚至认为周边地区为确
保北京发展绿色科技产业，自己只能‘留着’污染企业，甚至产生了‘我就是要直排，不想帮北京治
污’的极端心理”。［７］局部采取的措施不是消除污染企业，而是让它们迁于别处，整体公共性还是受
到伤害。媒体反映不应再局限于北京一地，而应该走出去，整体观察，反映和维护广大区域内的公
共性，这已然十分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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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性议题建构中的缺陷
　　对照前文所述，结合媒体具体传播，可以看出三家报纸在雾霾报道中公共性维护的缺陷：
一是在框架选择上，质疑、挑战既有的秩序与体制者很少，大都纠缠于细节的反映中。雾霾肆
虐的背后暴露出更为普遍、也更深层的体制问题：目前中国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
一种中央集权、地方逐利的扭曲市场经济；普遍追逐“政绩”往往导致浮夸，在部分政府机关塑造出
一种集体性的、职业性“说谎机制”，这是三年或五年为期的“成就竞赛”———只有能拼会抢，多占用
当地或国家资源并且迅速将其转化为自己政绩的人才是胜者……，追求表面政绩使得每个单位、每
个任期的经济效益背后的社会代价能够不断隐蔽和转移，得过且过，积累矛盾。［８］２７２这就导致政府
垄断资源逐利的扭曲行为。雾霾造成危害，媒体反映危害：空气能见度不足、病人增多、航班延误、
交通拥堵等基本是就事论事。这样的背景难以忽视，可是媒体所反映的框架很少基于这样的背景
去报道，去揭露。当然，也有来自市场化媒体较为独特的报道，重点追问雾霾背后的体制、发展观、
管理等等问题。如《南方周末》的《雾霾健康研究里的“雾霾”三十“难”立》，是从科研管理角度揭
示雾霾研究滞后的问题，角度独特，立意新颖，富有启发。
二是信源选择偏好带来的不全面。我们知道：公共问题之所以增多而且愈加恶化，很大程度上
是由公共利益的管理者造成的。在社会转型期，缺少法律约束和舆论监督制约的地方政府会放纵
逐利的欲望，产生市场中的寻租行为。新闻报道需要正确的信源，依靠政府官员个体提供信息，他
会不会有意回避责任或者夸大事实？甚至不提供真相？有意的错误得不到追究，歪曲的报道更会
误导公众的认知；至于专家、学者，他们作为专业、权威性较高的群体，一般抱有严谨、科学的态度，
会正确地解释疑惑并引导公众的行为。但是，近年来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涉、拉拢，专家话语也
出现了违背专业性、公平性甚至违背常识的错误，受到质疑批判。这反映出，专家也难免为利益集
团代言，偏离公共利益，破坏公共性。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两种信源都存在着公信力危机，值得警
惕。正常的信源仍需要多方求证，既有高层的、中层的，也有底层的，这样就不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
谬误中。
基于框架、信源的分析，在公共性的三个维度中对照，会发现媒体公共性议题建构的不足。媒
体、舆论能够促使政府在解决公共性议题方面缓慢前行，这充分显示了新闻实践与民意参与促进社
会意见的商议、凝聚与共鸣“景观”的建构。但是媒体公共性的建构需要更深刻的认识。一阵风、
零散性报道，缺失了基本空间的广延性和纵向的历时性，不利于公共议题的解决，还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有始无终的“烂尾新闻”。［９］具体问题如下：
一是对于具体的公共性与抽象的公共性处理，常常顾此失彼，偏于一端。就北京雾霾传播而
言，有两个问题：一是报道雾霾，局限于可见的具体的公共性议题，而对其背后的制度因素、观念因
素、管理因素，即公有制的低效、增长及发展扭曲、条块分割、过度工业化、城市化等等触及不多，这
些恰恰是对应抽象公共性的悖谬。在京媒体大多数紧跟时效，传达动态，制造关注，然后匆匆转向
下一个热点。二是偏于话语传输，鲜见具体事实描写。也就是过度阐释抽象的公共性，包括宏观原
因、对策的表达，而对制造雾霾、应承担公共性责任的主体：政府、企业、大众，缺少深入的追问，对雾
霾带来的实际和后续影响缺乏鲜活事实体现。
二是眼前的公共性与长远的公共性处理只是随热点而转移。在京媒体报道不断重复着“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事后应急模式，当北京堵车严重、市政府准备２０１１年出台限号行驶等措施时，媒
体于２０１０年底持续半个月报道、讨论治堵方案；治堵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媒体又快速转向其他，这
一议题就弃之不顾。到了２０１３年雾霾严重，就集体报道雾霾，哪些天严重就出现大量报道，雾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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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就不再关注。这种固化的四季歌报道模式，不断轮回，问题还在搁置，尽管有些触动，但没有根本
解决。只有眼前的措施落实才能保障长远的福利，换句话说，眼前的公共性议题解决好了，长远的
公共性解决才有了保障。但是表面的顾及、蜻蜓点水式地虚置了议题，显然不能有效促进长远议题
的完善。当然，媒体不是问题的承担者，提出问题就是尽到责任，但是督促落实是媒体的义务之一，
议题转换太快无助于解决。公共议题需要多次和长期的展现，持续提示和促动，才有维护公共性，
促进公共利益的效果。
三是局部的公共性与整体的公共性之间顾此失彼。雾霾在北京多次发作，引发了多家媒
体的关注。这是一种公共性议题，需要加大反映力度，破解公共伤害的难题。但是高端媒体
对雾霾的报道仅仅局限于北京一地，显然制造了一种局部的公共性议题，虽然北京位置特殊，
但是严重雾霾覆盖面积达到１４３万平方公里，笼罩了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可见公共性议题不
再是北京独有的。媒体应将报道面扩大，探访东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反映广袤国
土的雾霾危害。很少有媒体这样“以点带面”、“以小见大”。报道中熟练操作的“以个别代表
一般”，这种所反映个别事实与所代表的普遍事实之间存在区别：个别应该是典型中的个别，
是能够代表或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典型所具有的品质的那些方面，它应该可以代表一般。媒
体报道的只是“这一个”，也往往只能是“这一个”，但所选择的事实应该尽可能多一些，覆盖
面大一些，确实能够代表整体或一般。北京遭受的雾霾具有典型性，达到重度污染，传达这一
事实能够说明雾霾及其危害。但是北京还仅仅是一个地方，雾霾这一公共性议题还需要其他
地方不同侧面的事实支撑，以更好地体现整体的公共性。在这方面，在京媒体很少如此主动
反映，以至于局部反映过多，整体顾及过少。
四、把握广延性与历时性
　　由上可知，媒体建构公共性议题不是一时一地的结果，而是需要联合、持久地拓展。建构公
共性议题不是政府主动引导的结果，也不是商业逻辑所乐见的局面，而主要是媒体自身根据社
会现实变动而主动选择的一个举措。在国家职责与社会职责分离的转型期，公共问题空前增
多，这需要有很多主动维护、建构的力量参与其中。媒体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媒体是最有活
力、最有创造性的公共平台，它本身也属于公共领域，当然与公共议题有着不解之缘。媒体的基
本功能是传递信息、公共参与，特别是后者体现了媒体能够借助于自身中介、桥梁的优势把公共
议题展示出来，凝聚社会力量关注公共议题、参与讨论进而推动议题解决，由此发挥其警示功
能。公共性议题需要处理好上文论及的三对关系。除此之外，媒体所需要改进的措施可以考虑
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值得强调的是广延性与历时性。一是追求广延性。媒体报道的事实总是“这一个”，
而难以涉及更多，这是媒体的局限，也是真实性和公共性难以保证的一个根本所在。在公共性
议题的建构上，尤其需要广泛事实的采集、典型事实的捕捉，以求多侧面反映事实，达到事实传
达的全面性、公共议题建构的完整性。不论对雾霾还是其他公共议题，都需要把握好局部与整
体的事实，不偏听偏信，不依赖单一信源，而是广闻博采，多方面收集整理事实。二是把握历时
性。公共性议题的建构是一个过程，从来不是一次性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媒体的矛盾就在于它
的报道往往是“一次性”的，符合消费主义时代“一次性消费”的特点，也正是“新闻只有一天的
生命”之体现。公共议题的建构需要长时间的关注和介入，以往有些媒体做到的是“跟踪”或
“回访”，是一种必要的处理方式，为了防止更多的“烂尾新闻”产生，就需要不定期回顾，关注事
态发展，提醒政府、企业与公众的职责，继续解决公共性议题。在一个过度追求“事件”的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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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时代，需要适度关注非“事件”事实。也就是说，既不刻意制造“媒体事件”，又能够关注社会
中被集体忽略的环境生态领域的诸多隐患（如重金属污染、地下水污染、癌症增多等）。平时淡
化对一些热点的追逐，而去寻找那些被人们忽视甚至有意遮蔽的的长期隐患，经过多方调查、深
入挖掘，逐步完成一个公共性议题的建构。
其次，带动公众参与也是公共性得以展现的主要指标。这是公共性能够在主体身份上得以
体现的主要途径，也是维护公共性的最主要动力源。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社会变迁的巨大影
响力已经引起了本体不适的情感，刺激了在地区性和全球性范围内的环境意识和草根抗议的兴
起，而且这无疑会被展示在大众传播的聚光灯下。所有这一切有助于“亚政治”———一种来自下
层政治的成长，它质疑经济增长和国家授权的环境开发的“正当”目标。［１０］２９媒体揭示问题不仅
仅唤起政府将其纳入工作议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带动普通大众的参与。当前突出的参与是网络
语言的虚拟参与———以戏仿、恶搞的娱乐方式完成对环境问题的讽刺与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
对当局形成了压力，但是网络语言的狂欢化又会导致人们沉溺于恶意的快感却远离了严肃的思
考，进而消解了行动参与的动力；也在助长一种逃避现实行动参与的滑头主义倾向：网络时代的
一个文化症候是大多数人躲在网络背后大肆发泄不满情绪，而对走出去的行动参与畏首畏尾，
或者只有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有限抗争。即使厦门 ＰＸ大散步、番禹垃圾处理抗议等非暴
力事件，也都是居民保护自身权益，不是为大局谋长远利益的公共参与。尽管如此，这已经是难
能可贵的突破，还有更多的人抱着“搭便车”心理坐享其成。中国最著名的的民间环保组织“自
然之友”多年来对公众环境意识调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公众在环境问题参与中最突出的
问题是：有意识无行动。而唤起民众的努力，是一个长期的生态文明传播的重大课题，具有历时
性和广延性，需要媒体付出艰巨的投入。
最后，建构公共性议题需要媒体之间的联合。大多数时候媒体会“不约而同”联合报道同一个
事件，对于热点或媒体刻意制造的、网络、微博披露的信源热炒，体现出让局外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媒
体兴奋。（李某某涉嫌强奸案被媒体持续报道９个多月，在百度出现５６８０多万条记录，同样媒体对
雾霾也应该做到持续报道。）这种现象越来越突出，也带来了不良后果，特别是过度关注所谓热点
事件挤掉了太多的公共性议题使它得不到应有的反映，新闻仅仅沦为满足感官刺激的消费品，其中
所应该蕴含的价值越来越低，更是无助于公共性议题的建构。媒体之所以需要联合，是信息传达与
公共参与的需要，媒体普遍不关注缓慢发展的环境隐患，就会贻误问题的解决，也不能有效履行应
有的义务和职责。媒体联合在于抓住主要问题，集体跟踪访问，深入调查。对事件关注是各媒体的
自身需要，而对公共性议题的建构则应成为它们共同的目标：有线索及时共享，采访集体出动，跟踪
回访也可不定期委托共同采访的记者完成，最终形成规模效应，促动环境治理。公共性议题的组织
者应该是环保部，借鉴全国人大主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运作模式，组织在京主要媒体联合采
访，形成一个有效维护公共性的制度保障。
结　语
　　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可谓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增大。雾霾议题就暴露出严重的环境
危机，值得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本文针对雾霾的报道，选择在京典型媒体的有关新闻作出样
本分析，提出公共性议题的三个维度：具体与抽象、眼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指出媒体需要处理
好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以报道的广延性与历时性为准则，在抓住“这一个”事实的同时，不能忽视
更多的事实侧面，力求多方面地揭示事实；对于公共性议题，需要多次地、长期地介入，引出话
题，还要引领这个话题，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推动职能部门的治理。而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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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要避免自己的报道总是沦为一次性消费品，就应该避免对所谓的热点追逐，而更多地关注那
些缓慢发生的环境危害，联合多家媒体，探求真相，揭示问题，通过建构公共性议题，不断提升媒
体的公共服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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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妇女”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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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国妇女》杂志的发展
看新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
徐艳蕊
（浙江大学 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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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中国妇女》杂志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
面，它努力传达一种通过参与社会生产获得社会身份的劳动妇女价值观；另一方面，它涉及了婚恋、母职、
家务、女性生理等多种议题，力图将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的话语体系中
来。这些信念曾经激励几代妇女积极进入到社会基本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各项政治运动中去。但是，
“劳动妇女”这一身份强调妇女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处理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紧张，致
使大部分妇女需要身兼双重重担；同时劳动妇女的正面价值也是在批判“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这就意味着妇女的个人情感和多样化选择很难得到尊重和体现。这些原因致使“劳动妇女”形象在８０年
代后期影响力开始逐渐减弱。就在同一时间段，《中国妇女》杂志也有了明显调整，杂志所塑造女性形象开
始变得更加多样，有关女性的话题也更具灵活性了。
［关键词］劳动妇女；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妇女》杂志；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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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妇女》杂志在建国之初曾经是新中国唯一一本全国性妇女刊物。它的前身是１９３９年
６月创立于延安的《中国妇女》，因战时条件限制，于１９４１年３月停刊。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０日，《中国妇
女》复刊。因为时值新中国诞生前夕，刊物重新定名为《新中国妇女》。１９５６年，恢复旧刊名《中国
妇女》。１９６７年，《中国妇女》遭受文革冲击停刊，①１９７８年复刊延续至今。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妇
女》在宣传妇女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努力传达一种通过参与社会生产
获得社会身份的劳动妇女价值观，另一方面，它涉及了婚恋、母职、家务、女性生理等多种议题，力图
将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妇女运动的话语体系中来。
《中国妇女》所倡导的观念在今天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密歇根大学华裔学者王
政认为，《中国妇女》为往日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劳动妇女开拓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空间，是妇
女干部开创的社会性别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１１－１２蒲子涵在
她的硕士论文中讨论说，尽管５０、６０年代的《中国妇女》杂志塑造的女性形象有着高度模式化的
特征，但它对劳动光荣的宣传仍然为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合法的知识建构。［２］３４然
而，尽管妇女运动所努力塑造的劳动妇女形象，曾经激励几代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基本设施建
设、工农业生产和各项政治运动中去，但是，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评判女性的标准渐渐发生了变
化。劳动妇女的形象渐趋薄弱，电影、杂志、电视上不断涌现的时尚女性，使美貌与性魅力，日益
成为评判女性价值的重要准则。
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时代反差？作为妇女解放标志的劳动妇女形象，曾经提供了一种什么样
的性别政治图景，为妇女的发展提供动力，又为什么影响力逐渐减弱，使得中国社会关于女性形象
的想象发生了重大转变？
本文将以《中国妇女》杂志作为个案，分析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进程，讨论妇女形象转变的历
史动因。
一、劳动妇女的价值观
　　《中国妇女》杂志社直属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成立于
１９４９年３月，原名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１９５７年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
１９７８年又改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１９４９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即明
确规定任务：“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宗旨在于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妇女大众，和全国人民
一起，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摧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统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并努力争取废除对妇女的一切封建传统习俗，保护妇女权益及儿童福利，积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建
设事业，以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３］５
这一宗旨将妇女解放视为包含在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之下的一个从属议题。这不仅是全
国妇联的宗旨，也进而被当作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进行宣传。实际上，对于新中国来说，妇女
不仅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妇女工作也一直被当作中国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新面貌的一个重
要窗口，因此，新中国的妇女运动并不强调性别议题的独立性，而一直是公共政治的隶属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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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王政考据，《中国妇女》杂志在１９６７年初仍然有两期出版，但是她从来没有在图书馆查询到过这两期刊物。目前各地
图书馆收录的６０年代的《中国妇女》杂志一般截止到 １９６６年底。见 Ｗ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ｒｏ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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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时作为妇女解放运动主要宣传阵地的《新中国妇女》杂志，对妇女问题的讨论也是在这种
语境之下展开的。１９４９年７月创刊号发布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包括中国妇女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４］和杂志创办人、妇联党组委员罗琼的《妇
女被压迫的社会根源》，［５］都表达了高度一致的立场，提出妇女解放需要两个前提：坚持正确的革
命路线和参与社会劳动。
尽管后来的学者，对中国５０年代的这种妇女解放纲领，有了更多不同的思考，比如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的学者ＴａｍａｒａＪａｃｋａ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妇女问题的论述，过于强调社会分工和狭义的
物质生产对妇女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和文化习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性别规范
的影响，［６］１０但是在当时，妇女参加革命、参加劳动就可以获得平等社会地位的观念，很快作为一种
社会共识推广到方方面面，基本听不到质疑的声音。
将这种立场与五四时期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思考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时代思潮的改变对妇
女问题的影响。五四前后，致力于改造青年思想的《新青年》（《青年杂志》），也一直致力于推动
女性观念的变革。比如陈独秀刊登于１９１６年《青年杂志》１卷５号上的《一九一六年》，曾将性
别问题与国家、种族问题并列，认为女子对男子的臣服、非白人面对白人的弱势，皆因独立人格
的丧失：“以一物附属一物，或以一物附属一人而为其所有，其物为无意识者也。若有意识之人
间，各有其意识，斯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沦
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虏、家畜之地位。”“不尊重人之独立人格的君纲、父纲、夫纲，都是摧毁
独立人格的奴隶道德。而青年男女如果要摆脱被征服的命运，则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勿为他人之附属品。”［７］
推动女子成为独立的个人，是当时新文化运动拥护者的共识。比如胡适在他的《美国的妇人》
一文中，就毫不吝啬对自己所接触过的几位“新妇女”的赞赏，因为她们将自己当作了一个真正的
独立自主、并承担社会责任的人。［８］
《新青年》的观点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意见。创立于 １９２４年的《京报？妇女周
刊》，主编石评梅和陆晶清也在《发刊词》和《致全国姊妹们的一封信》中表达了相似的立场，①强
调女性地位的改变还要依靠女性自身的努力：“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
‘热’可以焚毁网罟！数千年饮鸩如醴的痛苦，我们去诉述此后永久的新生，我们去创造。”［９］
“不过，我们既然是号称曰‘人’，则不得不做一个名不负实的人！质言之就是要保全我们所谓的
‘人格’！”［１０］
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建国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虽然同样致力与对
妇女被压迫地位的改变，但是其立足点却有显著不同。五四时期的讨论侧重于将妇女变革的启
发点落实于“个人”，变革的方向是使女子都成为人格独立、不依附于人的个人；而建国时期妇女
运动的努力方向则是把妇女的解放视为国家、民族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部分与结果。前者认为女
性的权利来自于“天赋人权”，而后者妇女获得平等地位的前提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社会劳
动的参与。
由天赋人权，进而推导出妇女有参与公众事物的权利和义务，并因实行这权利和义务而获得社
会的尊重，这是一种更为贴近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路。而推动妇女参与社会劳动，进而成为被国
家认可的合格的劳动力，由此获得相应的经济能力，并因而获得和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这种思路
源自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发展观的实践。
而新中国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一种历史观：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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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评梅笔名评梅；陆晶清笔名娜君。
中国。同样的逻辑可以推导：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精神的天赋人权和个人主义，在解放妇女的
道路上也是注定会失败的。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甚至还是阻碍妇女进步的主要
障碍。
因此，在《中国妇女》杂志中，褒扬艰苦朴素的劳动精神与批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同时开展
的工作。比如，１９５０年第７期《新中国妇女》杂志《荣获劳动英雄的林秀兰》一文介绍了如下事迹：
２３岁的林秀兰，是金州纺织厂的一位班长。幼年时期，她曾经做过日本纺织厂的童工，东北解放
后，林秀兰的觉悟不断提高，成了工厂骨干，并且在政治上也不断要求进步，终于在１９５０年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虽然她成为了劳动英雄，但是她却毫不自满：“我当上英雄是党的培养、提拔，是党的
光荣，我丝毫不能骄傲自满，今后更要多想办法把生产工作做好，这是最要紧的。”［１１］４３
《荣获劳动英雄的林秀兰》的叙述模式正是５０年代媒体宣传女劳模、女英雄事迹的标准模式：
幼年贫困饱受压迫，被解放翻身做主人，努力劳动刻苦钻研，做出成绩赢得尊重。而对党的感恩，也
是这类报道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登了另一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改造女同学思想的几点经验》。这篇
文章是对建国前后建立的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教育经验的总结，目的在于改造女性知识
分子的思想，使她们的立场与劳动大众的立场相统一。华大、革大女生“因其成份、职业、经历、年
龄等有差别，故思想情况亦极为复杂，她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观不外乎‘人过一生不过是为吃、为
穿、为享乐，能够找到一个好丈夫，美满地，幸福地度过一生就行了’”，而对这种“依赖、享受、狭隘、
对政治兴趣不高等落后思想”，要“通过各种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及政治课的讲授确立其革命的人
生观。”把“依恋家庭、优裕生活、依靠丈夫的个人主义思想”，改造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
观。”［１２］２５－２６在这里，个人主义被简化为“依恋家庭、优裕生活、依靠丈夫”，同时也成为自私、功利
的代名词。这种庸俗化了的“个人”，与五四时期强调独立、自尊、自治的“个人”，已经有了很大
差异。
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中国妇女》对女劳动英雄、女劳动模范的表彰是一个延续不断的主题；同时，
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评也贯穿始终，并且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后日趋严厉：不仅改造思想不积
极、恋爱态度不严谨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除此之外，凡是稍微偏离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
都可能被挂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比如和异性交往密切、婆媳关系不和谐、索要彩礼、对养育孩子的兴
趣超过公职，甚至是爱美、喜欢吃零食、“过于”爱干净。由此可知，对当时的妇女而言，“正确”行为
的范围其实是相当狭窄的。
这种严厉的态度，在文革前期达到了顶峰。比如刊登于杂志１９６４年第６期的《他上当了》，
讲述了一个失败的爱情故事：一个在大学里当助教的青年，爱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但姑娘
嫌弃他衣服破旧，牙齿难看，最后分手终了。青年痛不欲生，领导发现之后，对他的资产阶级恋
爱观进行批判。接受教育后他终于悔悟了，经常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有同样经历的青年：“警
惕啊！资产阶级恋爱观是毒药，弄不好是会死人的。”对此作者评价说：“资产阶级的恋爱观是多
么污秽和丑恶，是多么庸俗和乏味。资产阶级恋爱观，不但影响了工作、学习和革命意志，而且
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由此，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革命青年，不但在工作、学习、劳动生产
中，要以革命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必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恋爱观做坚决的
斗争。”［１３］２３
但是，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对代表着私欲、无序、邪恶与不道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批判，体
现了人们对崇高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推重。然而这种批判的高密度、高频率，却反过来令人疑惑资
产阶级个人主义诱惑力的强大和持久，同时也说明，即便是在持续不断的革命伦理的教化下，对财
富和爱欲的渴望仍然不断烧灼着人们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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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负面价值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到底意味着什么？朱迪斯
·巴特勒曾经在《身体之重》中论述了主体与构成它的对立面的负面价值的关系问题。建构主体
的强制性命令是通过排除式模型进行运作的，这一生产机制不仅生产出主体领域，同时也生产出外
在于主体领域的一种被弃绝的存在（ａｂｊｅｃｔｂｅｉｎｇｓ）领域。这些被弃绝的存在是不合时宜的，但却是
划分主体领域所必须的。因此可以说，主体是通过排除与驱逐的力量得到建构的，排除与驱逐为主
体生产出了建构性的外在。被弃绝的外在（ｔｈｅａｂｊｅｃｔｏｕｔｓｉｄｅ）说到底是作为主体本身建构性的批
判而“内在于”主体的。［１４］３
这种观念层面的推演恰与历史演进的实际状况相符。从三反、五反、反右到批资、批修，
每一次对正面价值的确立，都伴随对负面价值的驱逐。而这种负面价值，这种阴魂不散的资
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种种恶劣品质，和被贴上这种恶劣标签的个体，也是各种运动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
对劳动者、革命者的定义，从５０年代到６０年代是在不断缩紧的。对劳动妇女、革命妇女的定
义，也相应地不断缩紧。但不管这种大的政治准则怎么调整，在这个时间段，对好的、有价值的妇女
的定义，并不是由妇女本身来讨论、制定和评判的。所以，尽管这一时段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涉及了
各种话题，但这些话题都是在引导妇女进入一个既定的框架，以合乎当时主流价值的要求，而不是
解放妇女自身的力量，释放她们的渴望、欲求，建立她们独立的自我意识。
二、劳动妇女的双重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妇女》杂志在树立正确的劳动妇女价值观的过程中，经常将妇女私
人生活领域中的种种表现：爱美、向往爱情、关注家庭当作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堕落行为，但杂志
本身并没有完全摒弃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相反，从１９４９年复刊开始，到１９６７年停刊前夕，《中国妇
女》杂志通过专门的板块对爱情、婚姻、家庭、亲子关系、女性生理常识，甚至衣着、烹饪等问题进行
讨论，并且一直试图用社会主义道德感贯穿讨论始终，以使讨论能够成为劳动妇女价值体系的有机
组成部分，从而缓解女性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劳动领域之间的紧张。造成这种紧张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家务劳动地位的模糊。
表１：《中国妇女》杂志的主要栏目
栏　目 内　容
时　事 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妇运动态、国外妇女生活斗争情况
历　史 传统社会妇女生活状况
人物介绍 对杰出妇女及其先进事迹的表彰和宣传
通　讯 各地有关妇女生活、劳动情况的报道
婚恋、家庭 有关恋爱、婚姻和家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讨论
妇婴、育儿 母职、育儿经验、幼儿教育、保育体系的建立
文　艺 诗、小说、歌谣、快板、漫画
读者来信 读者对生活、生产经验的交流
常识教育 生理保健、产育、医疗、食品、卫生
封底、封面照片 女工、女干部、农村劳动妇女、女学生、女教师、保育员等
妇运的领导者不止一次指出，妇女获得平等地位的前提是参加劳动，这种劳动在大多数时候指
的是社会劳动。１９５２年罗琼在妇女问题基本知识第一讲《妇女在社会上的被压迫地位是怎样形成
的》中论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问题：私有制社会，家庭成为私有财产的经济单位，男性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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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因而成为家庭的支配者，而妇女掌握的家具，在私有财产中，成了次
要的东西，妇女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就成了次要的劳动。男性家长享用了妇女家庭劳动的成果和服
务，却没有给予妇女相应的回报和肯定，甚至连妇女本身也成为男性家长的私产，成为了从属性的，
没有价值的人。［１５］２８－３０
罗琼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家内劳动不能给妇女增加价值，只有参加社会劳动才
能获得社会认可。但是，这种推论却带来一个疑问：如果说资本主义不承认家庭内劳动的经济
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剥削家庭妇女的劳动力，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应该具备什么样
的价值？这个问题，《中国妇女》杂志没有给出过系统明确的答案。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
矛盾，通常是通过对能够兼顾公职与家务的“超级”劳动妇女的表彰，和对那些因家务影响公职
的落后分子的批评来解决的。也就是说，将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紧张归结为妇女个人的
能力或道德问题。
在有关家务和母职的讨论中，《中国妇女》杂志毫不吝啬对内外兼顾型妇女的赞扬，这些妇女
能够在很好地完成社会劳动的同时，成为出色的妻子、母亲和儿媳。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
１９５０年总第７期刊登的文章《模范家属郭小在》，表彰了郭小在任劳任怨耕种土地、打理家事，用辛
勤劳动支持在部队的丈夫的事迹。［１６］２１－２２１９５６年第５期刊登的《先进生产者怎样处理工作和家务
的》，讲述了５个女劳模协调工作和家务的技巧，其中一位妇女甚至是６个孩子的母亲。１９６４年第
１期刊登的文章《玉华的婆婆不疯了》，讲述了一个疯了多年的婆婆，在儿媳的精心照顾下恢复健康
的故事。文章还特别强调说，这个儿媳本身也是一个有文化有事业心的人，她的职业是小学教师，
曾经被评为“五好”教师，还是一个共青团员。［１７］２７－２８
但是，尽管这些被表彰的妇女用高密度投入和精细的时间安排达到了公共职责和家务劳动的
双赢，但对于大多数普通女性而言，这样的兼顾还是难度太高了。
１９５６年第７期的“问题讨论”专栏中，有一封名为《是我没有上进心吗》的读者来信。来信者
是个会计，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很想做好工作，但是家务和孩子占据了她太多的精力。她
和其他女同志一起向机关要求办托儿所，但都被领导以种种理由推脱，说：“女同志，真麻烦，今天
要求喂奶时间，明天要求托儿所，老也没个完。”对此这位读者感叹说：“孩子不能送托儿所，母亲们
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回家还得料理家务，有的家里有三、四个孩子要照顾，可是又请不起保姆，因
此根本不能参加学习。日子久了，身体都拖坏了，妈妈们普遍感到睡眠不足，头昏，无形中给工作带
来了损失。……我们女同志不仅从事生产、工作，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了祖国，而且教养孩子，为祖
国培育后一代，我们由于这种双重责任产生的某些实际困难，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
照顾呢？”［１８］４
“照顾”这个词在这里是有特定含义的。产假、托儿所、哺乳室的设立，都可以称作是对女
工的“照顾”，因为尽管儿童被视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抚育孩子仍然是家庭，或者说是
妇女个人的职责，所以母婴便利设施的设立，在当时并不被当作社会对儿童应尽的义务，而是
“单位”对女工的额外付出。与“照顾”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相伴生的，是对女工的负面评价：
她们劳动能力比较弱，难以担当大任；她们家庭琐事多，又惦记着孩子，难以把精力全部放在
工作上。根据 ＭａｒｇｅｒｙＷｏｌｆ在北京和绍兴工厂中所做的调查，这种态度相当顽固，直到 ８０年
代初仍非常普遍。［１９］７０－７１
《是我没有上进心吗》刊出之后引发了很大的反响，１９５６年第８期杂志，马上刊登了更多读
者对妇女负担过重的讨论。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发来了一封名为《家务活并不是小事》的来信，
“我们社里托儿组织没有建立起来，……村里经常发生孩子烧伤、摔坏、掉进水里火里粪坑里淹
死等惨痛的事故。……事实上，我们农村妇女家务活和家庭副业是够多的。就以我自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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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二十七岁，一家共六口人，爱人参加工作，家里还有六十七岁的父亲和三个孩子，常年我
家要养三、四口猪，八只鸡，两只鸭，种三分地的菜园，六十多棵瓜果；大人小孩平均每个月穿一
双鞋，每年就得做三十多双鞋，再加上缝缝补补等活。每天我要做三顿饭，一顿猪食、洗衣服、挑
水、找猪菜、推磨、舂稻、筛米、砍柴、照料三个孩子、清洁卫生等事情。此外我还担任很多基层工
作：如乡人民代表、调解委员、妇女主任、妇女大队长……有些妇女条件还远不如我，她们如果不
参加生产，一家的生活完全依靠爱人公分收入是不够的。她们只得不顾孩子，白天下地，晚上回
来做家务，有的做到深更半夜，把黑夜当白天来做家务。有的女社员感慨地说：‘社会主义好是
好，就是把我们妇女累死了。’”［２０］４
从申诉者罗列出的清单可以看出，一个普通农妇要承担的家务劳动究竟有多繁重。但是因为
这些劳动无法换取公分、薪酬、社会的尊重等可以在社会层面流通的东西，因此一直被习惯性地忽
视。加拿大文化人类学者ＥｌｅｎＲ．Ｊｕｄｄ认为中国农村对妇女劳动的评价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一方
面，习俗承认妇女的劳动对日常生活的运转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贬抑她们在政治、经济
和社会关系中的分量。［２１］２５４－２５６这种贬抑使她们的要求和呼声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回应，相应的，
劳动条件的改善十分缓慢。
虽然《中国妇女》一贯以宣扬正面价值为主，但是也会在读者来信和问题讨论栏目对读者反
映的负面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一般比较温和，不会对主流价值观提出尖锐质疑。但是在
１９５６下半年到１９５７上半年，杂志对妇女遭遇的困难和不公平待遇，却有了较为大胆和集中的表
露。例如妇女被虐待、家暴、强暴，在工作场合遭到歧视，升迁困难，实际上的同工不同酬（比如
公社劳动同样工种，男社员公分高于女社员），产假过短，怀孕、生育期间遭解职，工间没有休息
和喂奶的场所。呼声最高的，还是母亲的工作和家务同样繁重，却没有足够的托儿所可用。
但遗憾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杂志的主导方向就很快被 １９５７年的反
右、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牵引。到了１９５８年，大部分的版面被妇女斗志高昂，苦干大干，主动要求延
长公共劳动时长以促进大跃进的报道占据。这种倾向在１９６５年学大寨期间达到巅峰，被全国
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铁姑娘”们，几乎成了超越血肉之躯的 ｓｕｐｅｒｗｏｍｅｎ。
ＫａｙＡｎｎＪｏｈｎｓｏｎ在８０年代曾经对中国劳动妇女的双重重担有过详尽地分析。她认为，这
种“通过劳动解放妇女”以达到性别平等的路径，显而易见是为妇女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因为这
种路径并没有消解以男性为主导、婚后依男方居住，孩子归父姓的传统家庭结构，而只是将社会
劳动叠加在了传统家庭结构为妇女预留的角色上，并且预期这一方案会“自然”地带来妇女境遇
的提高，却没有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服务和育儿机构来减轻妇女因母职而带来的沉重压
力。这种方案的直接结果是为妇女创造了一种带有社会普遍性的双重重担。这种双重重担在
人民公社、大跃进、学大寨等运动中还会额外加重。尤其是在农村，托儿所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
上妇女劳动社会化的速度。在１９５６年，官方统计数字标示有８０％的适龄农村妇女都参加了社
会劳动，而托儿所容纳量只增加了不到５％。到了１９５８年，参与社会劳动的农村适龄妇女增加
到了９０％，有的地区甚至声称达到了１００％。与此同时，家庭劳动的社会化速度却非常缓慢，只
有很少的类似衣服、鞋子、食物之类的商品可以通过交易获得，这意味着，在农村，妇女除了完成
耕种、修筑基础设施等高强度劳动之外，还要完成照顾孩子、做饭、清洁、洗衣、缝纫等工作。在
城市，这种劳动强度有所缓解，但是妇女必须在做好公职的时候兼顾家务也是普遍现象。而男
性则很少会分担这些家务。［２２］１６４
三、劳动妇女婚恋的政治正确性
　　家务劳动的无偿、母职的繁重，让妇女运动许诺的：只要参加社会劳动就可以获得平等的社会
３５第２期 徐艳蕊：“劳动妇女”的意识形态
和家庭地位，可以婚姻恋爱自由的前景变得模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建立并维系婚恋关系，
女性要投入比男性更多的成本，所冒风险也要大很多。
如何选择爱人、如何经营婚姻、如何对待第三者、如何处理好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中国
妇女》杂志从复刊到停刊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读者反馈最多的板块，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远
远超出对女劳动模范和英雄的关心。
杂志上与婚恋问题有关的叙事，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倾向，那就是将这些本来是发生在私人生活
领域的事件，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来讨论。也就是说，即便是私人情感和亲密关系的经营，也要做
到政治正确，符合革命伦理及社会主义道德的规范，否则就会堕落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一种理想的亲密关系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它应该是愉快的，这是因为在破除了封建
包办婚姻制度之后，缔结婚姻的前提是自由恋爱，既然是男女彼此自愿选择的伴侣，那就应该是志
同道合，相处融洽的。其次，它应该是稳固的，从一开始就是要以缔结一种稳定的合法关系———婚
姻为目的，除此之外的亲密关系都可能被贴上玩弄异性的标签。最后，夫妻双方都应彼此忠贞，通
常这种告诫对男性的针对性更强一些；从杂志提供的婚变案例来看，一般要求维护原有婚姻的都是
女性，而男性则希望获得更多机会。
怎样才能获得愉悦的恋情和稳固的婚姻？《中国妇女》杂志针对婚恋的每一个阶段都提出
过具体的指导和建议。１９４９年第６期的《新中国妇女》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小林的恋爱故事》的
文章，讲述一个女大学生小林，聪明活泼，但是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政治水平很低。进大学后，
一个进步青年小杨来帮助她提高，两人逐渐成为恋人。小杨是个个性强烈的人，事事都想要小
林听他的，但是小林也很要强，于是这种感情成了负担，对学习工作也没有帮助，最终宣告结束。
后来小林又和另一个男同学小王负责同一小组的工作。两个人工作上遇到不少困难，却能一起
耐心讨论，一起进步。终于，两人成为一对和谐的恋人。小林于是分析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爱
人的感情应该建立在平等、互助、进步的基础上，通过鼓励、批评、检讨，使感情巩固起来，绝不允
许有虚荣的英雄崇拜心理，彼此隐瞒缺点，互不了解，结果对个人无益，对工作无利，这是一个小
小的教训”。［２３］４１
《小林的恋爱故事》是对两段不同恋情的讨论，但却并没有涉及到细腻的个人感触，而是
一再援引通行的公共政治术语，比如“学习”“进步”、“思想问题”、“思想觉悟”、“批评和互
相批评”，来使个人体验变得社会化、政治化。这种叙事模式可以被看作一个典型的标记———
公共政治对私人领域的渗入和控制。婚恋故事里频繁提到的男女共同“学习”和“进步”，在
当时有着特定内涵，那就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提高政治觉悟的进步。按照杂
志宣传的观念，青年人的婚恋只有通过正确的政治力量的引导，才能获得积极的发展，否则很
有可能步入歧途。
不是以正确的观念作为基础的感情，即便结婚，最后也很可能走向破裂。１９５９年第８期杂
志刊登了一封名为《谁的过错》的读者来信，讲述了一个感情破裂的例子：一个名叫李谷的青年，
热烈追求漂亮姑娘小俞。小俞性情急躁，爱虚荣，好吃好穿。但是李谷喜欢小俞的美丽活泼，所
以尽量满足她的各种要求。小俞看他很体贴，工资不低，就和他结婚了。婚后不久开始产生矛
盾。小俞感觉婚后李谷变得小里小气，李谷却觉得反正已经结婚了，何必继续迁就你。争吵越
演越烈，李谷要离婚，但是小俞怀孕了，李谷哄骗小俞堕胎，之后却马上提出离婚。小俞感觉受
了骗，拖延不肯离婚。这封信的来信者自称是当事人的同事，他想知道在这个婚姻闹剧中谁的
责任更大。［２４］１２
接下来的第９期杂志，刊登出了读者对这个事件的回应。一篇名为《两人都有错》的读者来信
说：“我认为，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把爱情婚姻仅仅看成是自己私人的事情，而要把它和整个革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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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确地结合起来。……革命的夫妇爱情，应从革命利益出发，应建立在革命事业中共同进步的基
础上。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婚姻，是资产阶级的恋爱婚姻观，这种所谓爱情是虚伪的，他们之间根
本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仅仅是一种金钱关系而已。而我们革命者的夫妇，除了夫妇关系，还
有同志关系。”［２５］１６
第１０、１１期的读者来信延续了讨论。编辑在栏目开头订立了讨论的框架，认为读者应该从这
些角度思考问题：“（一）选择对象为什么必须政治挂帅？（二）轻率结婚、离婚有什么害处？（三）
如何理解夫妇之间的相互帮助；妻子的进步主要靠丈夫的帮助吗？（四）夫妇之间应该如何克服生
活中的利己主义，互相体贴、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接下来的读者来信讨论，有丈夫叙述自己怎么帮助觉悟低的妻子提高素质的，有妻子讲述丈夫
怎么帮助曾经任性娇气的自己进步的，有讨论夫妻共同进步之道的，也有人认为妇女觉悟的提高不
能只靠丈夫帮助，自己也要主动要求进步。但所有这些来信，都遵循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政治
挂帅是爱情稳固、婚姻幸福的基础。
上述婚恋故事及相关讨论，在处理择偶、婚姻等两性关系的关键性事件时，所依据的基本准
则具有高度一致性：革命精神、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道德。是这些抽象的信条，而非对当事
人情感与利益纠葛的细节性与技术性权衡，充任了仲裁婚恋家庭问题的通用法则。在这样的氛
围中，个体在婚恋、家庭生活中的意愿、偏好、情感需求，无从获得表达空间，或者只能通过负面
形象表露出蛛丝马迹。不符合准则的行为，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需要批判压制和消灭的
东西；符合这种准则，即可使自己的行为获得社会系统的支持，然而却必须以抹平自我为代价。
抽去了个体偏好，由国家意志控制的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对那些在参与社会工作的同时，依然
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照顾家庭、履行母职的普通女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
的问题。
四、劳动妇女的身体与生育控制
　　从１９４９年复刊到１９６７年停刊之前，《中国妇女》杂志共刊登了约１７２篇与身体相关的话题。
这１７２篇文章中，有３６篇是对女性生理卫生常识的介绍，约占总数的２１％；有３６篇与妇产保健相
关，约占总数的２４％；有９５篇是围绕生育控制展开话题的，约占总数的５５％。
生理卫生常识的介绍性文章大多数出现在１９５８年之前，１９５９年之后很少触及。在这类文章
种，月经生理原理及经期卫生保健是出现最频繁的话题，占这类文章总数的５６％，而其他文章则涉
及到了白带、阴道炎、子宫颈癌、处女膜等问题，另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夫妻生活”，这是杂志停刊之
前唯一一篇直接讨论性行为的文章。
妇产保健类的文章从时间轴上来说分布比较均衡，从１９５２年开始，每隔几期就会有几篇此类
文章出现。话题涉及孕期养护、孕产检查、如何坐月子、如应对难产、产后如何催奶、如何处理产后
疾病等等。
女性生理卫生和妇产保健类的文章是常识普及性文章，但同时也将工作秩序纳入了这一话
语体系中。这些文章在介绍了维护女性身体的基本技术的同时，也努力将女性的身体嵌合入社
会工作场合：许多对于经期保健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如何在工作场合处理这一私密问题的技巧；
而关于孕期和产后保养的问题则是在如下背景下展开的：孕期仍然需要坚持工作和产期过后很
快就要步入工作岗位。１９５０年代初企事业单位的法定产假是５６天，难产７２天。１９５９年开始，
农村开始实行法定产假４２天，补给部分公分。也就是说，对很多妇女而言，产后并没有充分休
息的时间。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杂志曾集中安排了一系列针对子宫脱垂问题的文章。导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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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脱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注重产后休息，过早承担繁重劳动。这从侧面说明了当时劳动妇女
双重职责的沉重。
生育控制话题的展开，则与历史背景有更多的勾连。这个话题最初开始于１９５５年，６０年
代之后逐渐受到更多关注。《新中国妇女》第一篇直接讨论避孕的文章刊登于 １９５５年第一
期，是周萼芬大夫的答读者问《避孕方法》，开篇提到“正确的避孕是保护妇女、儿童健康的方
法之一。很多妇女因生育过密，得不到休息，而损害了健康；同时母奶不足，照顾不周到，也影
响孩子的发育。”［２６］２３同年杂志的第三期介绍了口服避孕药的使用《避孕有内服药吗？》［２７］３０，以
及批评用事后流产来控制生育的不科学：《人工流产行吗？》［２８］３０，也把避孕的目的定位在控制生
育过密。
１９５７年之后，对生育控制的讨论就不再局限于避孕方法的普及，而是扩展到宣传晚婚晚育和
绝育手术。实行生育控制，也不再仅仅是为了防止妇女生育过密损害健康、不能给予孩子高质量的
照顾，而是更强调孩子过多会影响妇女履行社会职责。１９５７年杂志刊登的文章《晚一点结婚会更
好》，这样描述早早结婚生育的妇女：“她们活像年轻的老太婆。生育过早过密和疲劳过度，都严重
影响自己的健康。身体不好，工作效率就不高，生产中容易出差错，大大影响自己的工作和劳动，甚
至因此不能继续工作和劳动。没有时间，身体不好，业余学习就不得不放松下来，集体活动，就不得
不少参加或者请假，于是又影响到自己的进步。”［２９］１４
１９６０年之后，讨论生育控制的文章在杂志上出现得更为频繁。一方面不断有专家讲解避孕的
方法和技巧、消除人们对绝育手术的恐惧，另一方面刊登了更多的读者反馈，自述采取生育控制之
后自己的生活开始向更积极的方面发展。到了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年，介绍生理卫生常识和妇产保健
的文章基本不见踪影，对计划生育的宣传覆盖面更大：不仅对青壮年妇女强调节育，而且开始提倡
对男性和老人宣传计划生育，以期妇女节育能够得到更多家庭支持。
在这所有和性与身体相关的文章中，女性的身体被呈现为“生产者”的身体：社会劳动的
生产者和新一代劳动力的生产者，这两种职责是并行不悖的；女性针对自己身体的养护，都是
为了更好的履行上述两种职责。而有关身体的更为个人化的表述，比如自我认知、欲望、快
感、对身体的支配权，以及与生育无关的自然进程，比如更年期、绝经、衰老，则从来或很少被
提及。
结　语
　　１９７８年，《中国妇女》正式复刊。到了８０年代，杂志的风格逐渐调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再
局限于劳动妇女，变得更具多样性，有关女性的话题也更加灵活。９０年代之后，时尚女性也开始频
繁出现在杂志封面上。
那么，新中国建国之初劳动妇女形象的传播，对于女性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８０年代之后，
美貌、爱情、财富，这些曾经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力批判的元素，却被流行文化塑造成为女性
普遍渴望的东西。这是不是妇女发展的倒退？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从前文对“劳动妇女”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来看，劳动妇女虽然
与流行文化的女性形象不同，却无疑是另一种类型的刻板印象，体现了另一种不同的父权制组
织形式：尽管这种规范，首先要求的不是女性的魅力，而是女性的社会劳动能力，但它们同样要
求女性驯服、恪尽母职，同样试图对女性的身体和生育能力进行控制。它们惯常使用的句式都
是“女性只有……，才能……”———也就是说，要符合特定准则，才能获得承认、享有资格，而不是
“我想……”———由女性自己主导发生，探索适合女性自身发展的道路，体现自身的意志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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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勤劳简朴的劳动妇女，到影视、时尚杂志中丰乳红唇的性感女郎，与其说是倒退，
不如说是从一种性别观念的生产机制向另一种性别观念的生产机制的转换。相比劳动女性
形象的单一和严正，流行文化的女性形象在表现形式上更为丰富多元，意识形态控制也更为
隐秘和灵活。
但是，尽管性别陈规仍然不断被生产和再现，市场的发展，传播技术的进步，仍然为女性提供了
相对宽松的想象和自我表达的空间。而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网络的发展，更为女性议题的深化，提供
了一个有力的平台支持。女性网站、论坛、活动小组的出现，各种带有差异性的女性行动纲领的提
出，无一不昭示了女性因获得表达自由而显现出来的巨大力量。
由劳动妇女，到流行文化中的性感女郎，再到网络上勇于自我表达的女性，这一过程，是女
性个体意识和表达自由不断增强的过程。有了对个人意识的充分尊重，有了充分的表达自由，
女性才能够主导关于自身的讨论：女性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样的生活，对于女性来说，才是“好”
的生活？女性能否按自身意愿掌控自己的身体？能够通过什么途径合法地获取财富和地位？
是否有机会参与公共政治？……这些问题虽然平实，并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如果这些最基
本的问题得不到充分讨论，“解放”、“平等”这些宏大话语就只能停留在语词的层面，而无法成
为有效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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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众筹在中国：发展、问题与对策析
黄　超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
!%%&7"
）
　　［摘　要］新闻众筹是兴起于美国，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在中国刚刚崭露头角的众筹类型。新闻众
筹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价值和问题值得研究。新闻众筹可以帮助开发更多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题，也可以使
普通大众参与其中，促进公民新闻的发展。同时，受自身运作模式和社会环境的限制，新闻众筹在中国的
开展也面临着潜在的运作缺陷和阻挠，如新闻客观性难以保证、缺乏独立平台、新闻产品的审查和自我审
查，等等。为此，自媒体人、立法部门和媒体机构应共同建构新闻众筹在中国发展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中国；众筹；新闻众筹；问题；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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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ａｎｇＣｈａ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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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ｔｉｓｎｏｗｇｒｏｗｉｎｇａ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ｉ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ｓ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ｗａｙｆｏｒｎｅｗｓ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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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ｏｔａｋｅｐａｒ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ｉｓａｌｓｏｆａｃ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ｇｉｖ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ｗａｙｓ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社会化正不断挑战着传统的组织化新闻生产。当下，互联网的传播能力引
发的公民社群“对话”早已无视主流大众传媒的“守门人”和“第四权”。专业记者可以通过互联网
采写发布信息，普通网民亦可进行线上的信息生产和发布。传统的新闻观念正在瓦解，传媒机构生
产新闻的固有形式遭到冲击。在这种新闻生产去组织化的浪潮中，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模式———新
闻众筹应运而生。这使得新闻生产原有的组织化形态发生着结构性变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新闻
的“制片人”。那么，新闻众筹是什么？它产生的原动力和价值有哪些？新闻众筹在中国的发展存
　
在怎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应对？本文试做简要论述。
一、什么是新闻众筹
　　众筹（ｃｒｏｗｄｆｕｎｄｉｎｇ）指的是在互联网上面向大众筹集资金，以帮助筹款人完成某个有特定意义
的项目。这个概念２００６年由美国互联网杂志《连线》率先提出，这些年催生了一批受到投资人和
公众追捧的众筹网站。在这些网站上，用户可以发布自己的众筹项目，并接受公众额度不等的“资
助”，而网站可以从各项目所筹金额中提取管理费作为收入，一般４％ －１０％不等。众筹利用互联
网和ＳＮＳ传播的特性，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目前，国外已经有美国的 Ｓｐｏｔ．ｕｓ、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ｅｒ，澳大利亚的
Ｙｏｕ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ｏｍ，法国的Ｊａｉｍｅｌｉｎｆｏ．以及加拿大的Ｇｏｊｏｕｍａｌｉｓｍ．ｃｏｍ等多个众筹网站，中国国内也
出现了“众筹网”、“点名时间”等类似的网站。［１］１６－１８比如２０１１年７月上线的“点名时间”就是中国
最大的众筹网。众筹的方向包括科技、音乐、食品、出版等方面。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众筹更为
开放，能否获得资金也不再是由项目的商业价值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是网友喜闻乐见的项目，都可
以通过众筹方式获得项目启动的第一笔资金，小本经营者和创作者在其中获得了无限的可能。
而第一次将“众筹”概念用于新闻，便是美国 ２００８年上线的新闻众筹网站 Ｓｐｏｔ．ｕｓ。此后，
Ｋｉｃｋｓｔａｒｔｅｒ等各国的众筹网站也出现不少新闻众筹项目。媒体记者或是自媒体人可以在众筹网发
起新闻报道计划，并筹集资金。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资助款达到预期数额，这笔钱将用于资助媒
体人开展报道或是调查。在众筹平台上，新闻业者传统的说书人角色没有变，改变的是公众不仅阅
读了新闻报道的内容，也参与了文本生产的过程［２］４２９－４４５。根据学者栾轶玫的观点，调查性报道、
新闻摄影、关于小众的深度报道和科技医疗报道最适合采取众筹的方式获取资金［１］１６－１８。在新闻
和各种分析文章泛滥的现状下，真正优质的内容资源仍然是稀缺的。在传统媒体上，由于种种原因
某些报道文章不能刊出或者播出，而在自媒体未能找到变现渠道的时候又不能总靠自己掏腰
包———深度调查报道往往需要耗费不少财力，最基本的也有差旅费和请采访对象和线人吃饭喝咖
啡等。先前的媒体人要靠其服务机构的平台、背书来获得“声望”，而众筹新闻改变了这一路径，使
媒体人直接与市场对接。在中国，媒体环境堪称复杂，比之更复杂的还有媒体风向和社会风气，不
得不说官媒的歌功颂德、网媒的哗众取宠让很多资讯失去了味道，所以部分人群对特定新闻产品的
需求其实并不弱，靠众筹模式做优质新闻报道理论上颇有市场。目前，国内的新闻众筹仍旧处于一
个尴尬的地位。众筹网上“新闻”这个类目，首先改为了“资讯”，随后又被归入“其他”栏目。
但毋庸置疑，在新闻众筹这一新闻生产模式里，社群主义的种子已经崭露头角。诸如罗伯特·尼
斯比特这样的社群主义者一直强调，应当建立一个超越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社会责任而非
对个人自由的痴迷。传播理论家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也主张在新闻生产与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吸纳
社群主义，即公民对新闻生产更为广泛的参与。而新闻众筹的运行模式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理念。
二、新闻众筹的三维影响
　　（一）对于自媒体人的影响
新闻众筹项目适合拥有一定创造能力，有追求有想法而缺乏资金的自媒体人。在传统媒体时
代，一些新闻选题由于政策、媒体立场、资金的限制而未能进行研究和发表，但是现在由来自四面八
方的资助人出资，意味着媒体人新闻选题中原有的多方面的利益控制取消了，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如
此。选题可以进入到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设置一些需要长时间追踪报道的专题，以第三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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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一些关于社会事件，做几期需要进行各方面资料搜集、采访更多的专家学者或是当事人的深度
报道。在中国，众筹网很快就将“新闻众筹”付诸实践，网站邀请了一些过去在科技和时尚领域相
熟的媒体人前来发起新闻众筹项目，目前已上线１３个。［３］除了巫倩姿和月之海的《揭秘金钱左右
下的时尚圈》的新闻众筹项目，已经筹款成功的还有《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侯继勇发起的《成都
创业者生存环境调查》、《２１世纪商业评论》记者罗东发起的《杭州：动漫之都的升级与转型调查》
以及科技博主信海光发起的《中国手游圈访谈》等项目，这三个项目的筹款金额分别是３４００元、
６０００元和３０００元。此外，新闻众筹项目的发起人逐渐草根化、大众化。“麦克风”转移到普通大众
受众，他们的话语权得到了保障，让这些得不到官方支持的声音有了传递的平台。新闻报道的门槛
降低，使得公民新闻的地位得到提升。
（二）对于资助人的影响
１．增加社会归属感和社群“对话”
新闻众筹可以看做个人主义、政治活动、技术和消费主义交织的十字路口。资助一篇报道的动
机源于个人的价值观和经济状况。然而，虽然众筹过程中有很大的公众参与成分，资助行为并不会
使资助人对报道生产过程产生强烈的参与感。事实上，它产生的是对社会的归属感。资助是一种
产生社会接入感（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ｔｏ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行为。然而，得益于新的技术，这一行为不需要身体力
行和深入参与，只要付钱就可以了。［２］４２９－４４５此外，新闻众筹可以建立一个理性、意在达成共识的公
民讨论的论坛。正如社群主义者罗伯特·尼斯比特所说的那样，新闻众筹可以重构社群、重塑价值
观念，建立一个超越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社会责任而非对个人自由的痴迷。
２．对资助人的生活学习带来积极影响
资助人通常是普通的草根民众，而非公司、企业或是风险投资人。依靠大众力量研究新闻选题
能够显示有多少人对这个选题怀有学习和了解的兴趣，而且这些选题或多或少与他们息息相关。
同时，回报他们的“产品”一定是有新闻价值的，报道无论是揭示了一定的社会现象还是说明未来
某些领域的发展趋势，都会对资助人产生积极影响。首先带来的影响就是对以前不曾见诸报端的
消息有了更深的了解，拓宽了知识面。这些来自公民记者、自由撰稿人、小型网络媒体的报道在一
定程度上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在项目筹资成功并完成后，支资助人也会收到一定的回报，如“一
起打篮球”、“获邀参加时尚派对”、“获赠诗集”等。
（三）对传统媒体（及社会）的影响
事实上，传统的编辑势力依旧影响着新闻众筹的模式，在众筹平台上发表的报道可能被购买并
在已有的新闻出版机构发表。这一条件下，传统媒体有权决定是否接收这些稿件。然而却不能决
定稿件最初发表平台。反而是公众可以通过资助记者调查和写作决定了稿件的最初发表平
台。［２］４２９－４４５新闻众筹的过程对记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成功地筹措资金，记者们必须更加深入
社会，其中一种途径便是他们的社交网络。这颠覆了新闻记者自我审查和自我认同的传统，使新闻
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创造性工作，新闻话题首先要争取的是公众的认同，而不再是新闻机构中的同事
的肯定。公民新闻的崛起让摇摇欲坠的传统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更加危险，在尊重新闻传播规律
的同时，投入市场化的传统媒体在接受新媒体的挑战中必定要改进传播技术，努力维护其官方媒体
的地位，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而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而言，新闻众筹项目的报道可以推动新闻政策的完善，进而推动新闻业的
革新。目前，众筹网上关于创业者生存调查和中国比特币调查等方面的项目已经筹资完成。而这
些有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等话题的研究恰恰深刻反映了这些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领域内没有被发
现的问题，推动着政策体制的调整修改，新闻业的改革紧随这些政策不断发展。
１６第２期 黄　超：新闻众筹在中国：发展、问题与对策
三、新闻众筹的发展瓶颈
　　（一）“有偿新闻”威胁新闻客观原则
从专业新闻产品的角度说，新闻绝不是一篇稿子或一个栏目，实际上是一个观察、调查、记录、分
析乃至预测的一整套流程。其中要遵守客观、公正、平衡、力求完整、社会责任等专业原则。而要确保
最终的新闻产品具备这些属性，需要一整套流程来保障，比如编辑审稿、三审三校、事后评议等。而新
闻工作人员以前在写报道的时候有着新闻价值、新闻传播要求、新闻选择标准和新闻职业道德等因素
的制约，在报道不符合这些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时会受到相关部门惩戒和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而
目前新闻众筹的生产过程完全没有流程制度性的保障，如何保证新闻客观？如何防止新闻资料搜集
期间有相关人员为自身利益而贿赂媒体人从而产生有偿新闻的情况？如何确保新闻真实性原则，防
止新闻失实，避免欺骗、虚假报道充斥网络？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在实践中考证，因为个体视角总是
有他的局限性的。特别是新闻众筹过程本身就有可能影响他人看法，甚至观点导致偏颇。
（二）价值与意识形态可能会剑走偏锋
众筹网上任何职业、年龄、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发布筹集信息，新闻门槛的降低极易触及政治
红线。一位资深媒体人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还是远离政治，侧重专题和历史沉淀，规避意识形态、
政治性以及攻击性的题材，以免造成法律和政策的冲突。一开始不能选择尖锐的社会调查或激进
题材进行新闻众筹，这样的报道更适合由媒体组织来操作，而不是媒体个人众筹。此外，违背新闻
价值和职业道德的新闻无论在传统媒体上还是在新媒体上都不应该被提倡。好在现今大多数新闻
众筹网站实行邀请制，选择的作者都在专业素养和判断能力上值得信赖，这些作者具备风险把握能
力，知道自己的题材尺度。
（三）新闻产品的审查与自我审查
在新闻生产出来之前，大部分都是自媒体人或其组织的团体在进行资料搜集，对于这些产品生
产几乎很少有政策和利益限制。至于资助人方面的对产品的要求是很微弱的，而互联网信任机制
缺乏的情况下，如果一味靠新闻自律实现对这种网络监管“无监护人”状态，那么最终的成品就会
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问题，道德问题。所以新闻产品发布前的审查很重要，自媒体人不能擅自利用
手中的“社会公器”发表不负责任的看法，一些专门的新闻机构，专业媒体人和社会公众应该对新
闻产品的监管逐步到位。
（四）对资助人的承诺带来生产压力
伊桑·莫里克（ＥｔｈａｎＭｏｌｉｃｋ）对筹集超过２．３７亿美金的４８５００个项目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
现，广大发起者完成了他们对资助人的承诺，但是有７５％的项目完成的时间比预计要晚。［４］１－１６研
究结论显示，新闻众筹中资助的方式使得记者和资助人间建立起强烈的联系，这给记者制造了新的
责任心。报道者将资助人看做投资人，认为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２］４２９－４４５根据新闻众筹平台的普
遍规则，如果子媒体人的项目集资成功，那么就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产品的开发与制造，实现
对资助人的承诺。所以，众筹平台在让自媒体人筹到钱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订单的压力。因为这
些钱是来自资助人（即所谓的“消费者”）一端，相当于直接的“私人订制”。
（五）资助人回报设置和方式不合理
对资助人的回报应当尽可能的价值最大化，并与项目成品或者衍生品相配，而且应该有３－５
项不同的回报形式供资助人选择。而如今对于报道资助人的回报仅仅是一些小礼品，并没有实质
性的回报。比如赵楠在众筹网上发起的《资讯众筹：中国比特币市场调查》中，给资助人的回报是
一同咖啡馆聊天和一起吃饭闲聊采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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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资助大众化无法确保资金链完整
新闻众筹平台能帮助自媒体人快速筹集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的资金，但不能保证今后的资金
链的完整。虽然有一部分资助人的确想要看到相关议题的报道，但不排除一部分资助人只是出于
好奇心或者某些回报而捐助。而报道资料的搜集是一项范围广、耗时耗力的工作，新闻众筹只是初
步估算了需要的资金。如果后续资金链短缺情况出现，那么就需要再次发起项目；而如果筹资不
够，那么可能会影响新闻报道的质量。
（七）运作模式和合法性边界并不清晰
众筹网上的用户调查可以显示出到底是哪些类型的社会大众支持了自媒体人的新闻项目。在
邀请制下，自媒体人所选择的议题可能会出现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向资助人进行求助就要迎合他
们的兴趣，可能会出现一些与议题相关度不大但是符合大众文化消费水平的报道。现今都是一些
专业的媒体人在研究这些项目，他们对新闻法律法规的了解尚不全面有漏洞，更别说普通公民。如
果新闻发布门槛降低导致新闻报道内容出现不合法的内容，那么基本的底线就会被打破。
（八）公众新闻消费习惯尚待改变
在中国，众筹网所开发的运作模式不过几年，而新闻众筹平台的出现也是近几个月的事，除了
资深的媒体人和新闻工作人员、研究人员了解到这种新闻报道新模式外，很少有普通大众知道。这
种支持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得知消息、专业型知识的渠道还不为大众所了解。因此，新闻众筹模式
下的新闻消费习惯尚待形成。此外，由于国内对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保护过于薄弱，很多真正好
的新闻项目不敢在众筹平台上募资，因为非常容易被抄袭。
四、新闻众筹的持续性问题
　　（一）自媒体人：众筹标准化，推广专业化
没有门槛、没有要求的新闻众筹，最后很可能因为吸纳了不符主流价值的“乌合之众”，把新闻
报道搅得乌烟瘴气。众筹模式并不是资助人越多越好，而是合适的资助人越多越好。正是因为有
了标准，才会形成过滤效应，产生稀缺价值，才会有更多志趣相投的人加入进来。自媒体人通过不
提前暴露报道选题，以及“不情绪化做事”、“专业性叙述”、“不对个人有攻击性”等方式，来降低风
险。强大的新闻众筹市场，不仅能够帮助新闻媒体人获得更多的收入，还能够改善千篇一律的新闻
内容环境，为读者们提供更加独特而具价值的新闻内容出来。
包装与推广是关键点。在普罗大众对新闻众筹不甚了解的时候，媒体从业者应该采取科学的
方式对其加以适度的推广。例如，研究发现有视频的项目比没有视频的项目多筹得１１４％的资
金。［１］１６－１８约瑟夫·霍尔姆（ＪｏｓｅｆＨｏｌｍ）是专门针对 ＹｏｕＴｕｂｅ的众筹平台 ＴｕｂｅＳｔａｒｔ的创始人和首
席执行官。他认为，随着新闻众筹变得越来越流行，拥有精彩视频的多媒体活动更有可能吸引更多
的关注，甚至资助人。为此，他提供了６个利用视频社交网站推广新闻众筹的技巧———它包括：将
视频订阅用户转化为自媒体平台用户、链接注释、链接视频订阅用户、将新闻报道更新发布到视频
频道的新闻订阅上、将新闻报道的视频设置为默认播放、让视频网站用户进行分享。［５］
（二）立法部门：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
从模式选择、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资金管理和与政府部门的积极沟通方面入手营造一个监管
制度网。美国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非常成熟，而互联网金融正在兴起，政府认为能够帮助初创企业
融资，从而提升就业，也就乐观其成给予立法支持。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业务一向是严格管制，担
心“一放就乱”，虽然业界都对互联网金融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短期内放开的可能性很小。众筹
网站恐怕还要在打法律擦边球的状态下继续生存下去。
３６第２期 黄　超：新闻众筹在中国：发展、问题与对策
由于众筹是面向公众的一种集资模式，按照国内的相关法律，非常容易被扣上非法集资的帽
子。在新闻产品发布之前的审查和发布之后舆情的监管方面都要进行政策法规上的调整规范。新
闻产品发布内容和形式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明确，涉及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不符合新闻
传播规律的内容都要坚决予以取缔，严惩通过非法形式发布新闻报道的媒体人和媒体平台。新闻
发布事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并有人进一步传播谣言的要依法管理。
（三）媒体机构：积极成为信用监管责任人
现在新闻众筹的相关网站在世界范围内运作大幅度兴起，像美国已经走向了制度化的层面，在
中国则是刚刚起步，信任缺失的网络需要传统新闻自律的影响力的扶持。
网络环境信任机制危机的出现就是虚假新闻太多，信息公开透明度低。而媒体在信息发布前
以专业的视角对媒体的审查很有必要，对适合这些新闻议题发布的专业媒体平台来说成为传播渠
道或是资助人都是对新闻产品的一种监管。专业媒体可以购买报道的发布权，在传统媒体上发布
这些研究成果，并发表新闻工作者、资深媒体人和专家们的评议，从而适时引导舆论走向。传统媒
体以其积累的公信力作保障，给这些新闻产品做信誉后盾，形成一套完整的新闻众筹传播模式。
五、结　论
　　众筹的出现带给了发展新闻事业新的可能，正如艾德丽安·拉塞尔（ＡｄｒｉｅｎｎｅＲｕｓｓｅｌ）所说，新
闻业的未来的利益分配将越来越多元，报道会越来越分散，更加有观点也更加公平，形式和内容上
更加多变，更加本土化，更加全球化也更加个人化，更多合作和更多开放式结尾。我们的时代正用
创新扩散锻造新闻业的繁荣未来。［６］３６５－３６７然而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在中国刚刚起步的新闻众筹依
然面临重重阻碍，新闻从业者、立法机构和新闻媒体都需要为其发展作出努力。这不仅是应对急速
变化的媒体环境的需要，也是促进和保护公益新闻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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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坞电影研究
华莱坞电影：传播学本土化的落地与发展
邵培仁　王冰雪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
$!%%"&
）
　　［摘　要］从１９７８年起，传播学在中国走过了３６年的岁月历程，这也是新时期电影发展的重要阶
段。伴随传播学本土化的提出与实践在摸索中前进的华莱坞电影也经历着挣扎与蜕变。特别是近年来
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业迅速崛起扭转了长期以西方电影为主导的世
界电影市场格局，同时也令各民族国家形象获得重新认知。在全球化语境下，华莱坞电影也正进入本土
实践的新阶段：经历了长期的引用、移植、复制、学习，华莱坞电影的前进需要在历史的基石上以更具包
容性而非排他性、更具创新力而非模仿力的多元发展模式，展开华莱坞电影与世界的对话。
［关键词］华莱坞电影；传播学本土化；创新扩散；多元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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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华莱坞是什么？
　　正如追问电影是什么一样，当我们提及“华莱坞”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便是：华莱坞是什么？这
既成为了我们的开篇，也构成了论述的核心命题。
华莱坞（Ｈｕａｌｙｗｏｏｄ）概念的提出，犹如一声亲切的呼唤。她的确是受到美国好莱坞
（Ｈｏｌｙｗｏｏｄ）的启迪，得到印度宝莱坞（Ｂｏｌｙｗｏｏｄ）和尼日利亚瑙莱坞（Ｎｏｌｙｗｏｏｄ）的激励，但更多的
是基于在华人电影研究中，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考量，对未来的前瞻。［１］从２０世纪初期，美国
南部的外景地到后来的电影制作中心，时至今日“好莱坞电影已经影响到地球上的每一块银幕，它
所带来的美国文化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文化。”［２］３这个早已超越了地域限定的好莱坞，不断汇聚世
界电影人的力量，借助声光色制造出一幕幕梦幻作品销往世界各地，将好莱坞打造为今日人人心目
中的美国商标。正是这样的普及率、覆盖率和渗透力使我们在听闻好莱坞的时候会有种不言自明
的知晓感，能够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幅美国图景，甚至从未到过此地，也尚未西方化的地区，在好莱
坞“魔弹”威力下，都失去了抗体。再回望我们的电影工业，从２００９年国内电影票房实现了跃升百
亿的奇迹式增长，进入“百亿时代”，到２０１３年突破票房收益２００亿大关，且进口片票房首现负增
长态势。喜人成绩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动力，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论是以地域划分的大陆电影、
香港电影、台湾电影、澳门电影还是以语言为统和的华语电影，虽然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因缺少
有序、整体的规划，本土电影创作力、口碑及影响力的弱势，海外市场的颓势使华莱坞电影的影响力
远不及好莱坞电影的造梦能力。如何增强华莱坞电影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其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
文化影响力仍是一个亟待深思和讨论的话题。
华莱坞（Ｈｕａｌｙｗｏｏｄ）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华人电影与“莱坞”的简单重合，也不是将两者硬
性拼凑；既非对华人电影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的历程总结，亦非对表象的简单描绘。华莱坞希
望能够用一种更具宏观性的思维，全景式的目光，从本土望向全球，用更广阔的包容力接纳全球
华人电影，借由新的理念和观点的启发，用更具前瞻性的目光、学理性的思维论述华莱坞电影工
业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尽可能的避免单一的从个别方向、个别角度去谈论、界定甚至论争我们的
电影工业。
华莱坞（Ｈｕａｌｙｗｏｏｄ）概念的提出，在诸多电影人和研究者的心中积淀、聚集、发酵、升华，使其
并非凭空而现的一个新名词而是经过时间推移和历史积淀，在宏观背景之下提出的一个深思熟虑
的观点。中国电影还是华语电影的争论由来已久，从不同的视角界定和解读，关注和分析都已拥有
大量的著述。“当我们用一个代表国别的词来对电影加以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即对
电影的哪一方面因素加以国别限制？语用学的相关研究指出，概念作为一种符号表征系统，与它的
所指之间保持的是一种动态的对应关系，随着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尽管还采用同一个概念，但这
一概念所指称的对象已经较之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３］３最初的“华语电影”概念是港台地区学者
希望能够从“语言共同体”的角度谈论港台电影，主要指在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区使用汉
语语言制作的电影概念，而不仅仅是将港台作为内地电影的分支，而是涵盖所有与华语地区相关的
本地、国家、地区、跨国、海外华人社会及全球电影的更为宽泛的概念。［４］１３７－１４２通过语言界定的电
影既有利又有弊：统一的语言可以作为一种符号规范电影的传播内容，却也极易因此而限制能够容
纳和传播的范围。“华语电影的范围有多广？———若定位于国族电影，该如何处理像满映、华影等
具历史争议性的课题？它若是跨国电影，或以语言界定的电影（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ｉｎｅｍａ），该怎么
对待不同层次的语言政治、认同政治、资金结构、文化表述、观众与市场的分布？”〗［５］１４随着电影业
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新的趋势与格局的成形，以两岸四地为主的华语电影概念涵盖的范围也显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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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狭窄，“世界华语电影”这样一种提法即体现了当前电影业增势的迅猛，在地理范围的不断延伸
和扩大，同时也表现出概念与市场发展之间存有的不足。正如传播学科的不断发展变化，传播概念
的不断丰富推进一样，华人电影的发展用单一的语言概念界定也不再能满足文化、产业、市场多元
要素之间的发展与建构，特别是在进入世界电影市场时，要通过电影与世界对话，以语言为主导的
概念其局限性在发展中也日益凸显，与整体电影工业的脚步亦难以步调一致，而华莱坞电影概念的
使用正是应了这个迫切之时。
华莱坞（Ｈｕａｌｙｗｏｏｄ）电影是一个新的思维、新的认识、新的见解，是重要的学术追求和长远
的发展期望。华莱坞是电影、是产业、是空间，也是符号、文化、精神和愿景。换言之，华莱坞乃
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也，即它以华人为电影生产的主体，以华语为基本的电影语
言，以华事为主要的电影题材，以华史为重要的电影资源，以华地（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
为电影的生产空间和生成环境。这种命名和界定，既可突破过去华语电影研究的语言束缚，也
可打破以往中国电影研究的地域局限，从而可以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和世界华语电影的基础
上开辟更加广阔的未来。［１］华莱坞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却希望能够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所
指；华莱坞不是一个具体的工厂，却希望能够形成一个集结华人电影产业链的整体。与世界对
话，我们需要自己的电影标志，需要自己的电影品牌，不论走到哪里，希望华莱坞能够成为一种
身份的象征，表述着历史、文化与社会，成为人们心中对于中国乃至整体华人社会的对应与想象
图景。
今天的电影业发展之趋势已不是设定在单一的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发展，放置在全球化
的语境中，不同的民族国家文化正越来越频繁的试图借由电影而进行对话。“文化上出现的全
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它也可以带来多元的发展，因为各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自己的
特征，若想掩盖或抹去这种特征，就只能导致世界文化的衰退。由此可见，全球化只有通过本土
的接受和实践才能得以实现。”［６］２－４电影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之中，这种不停歇的转动使
得华莱坞电影越来越走向成熟，并在不断的前进中满足着市场、观众新的需要。全球化信息流
动加速，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早已成为跨越国家地理边界，跨越单一民族文化，更具多元性的产
物，电影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扩充。加入 ＷＴＯ之后的电影业也是如此，百年的电影历史积淀
与全球信息流动的交叠融合促使电影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内联合、国际合作、跨界沟通、跨
地实践让华莱坞电影在走上国际市场的同时其概念也随之不断丰富。华莱坞电影这一界定，意
在找寻更符合今日华人电影业发展现状，既包括国家地理边界划分下的中国电影，又更具有延
伸性、涵盖力的观点和理念，而这并不是按照西方思维模式主导的框架进行的简单模仿与复制，
是在参照成功经验的同时以自身发展现状为基础的符合时代发展，社会潮流的电影产业化发展
趋势。
一、华莱坞电影之思
　　（一）新观点·华莱坞电影———历经沉浮与积淀的启程
长期以来，在国际电影学界的印象中，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电影一直如同好莱坞与欧洲那些所谓
“真正”电影的影子，处于边缘与被遮蔽的地位。除了本地区的专家学者会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
术研究领域外，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学者对此并不会投以太多的关注。［７］１华莱坞电影的历程相对于
好莱坞、宝莱坞等地区的电影工业来说有其独特性与复杂性。
一方面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因素的作用，华莱坞电影被划分为多区域电影格局，使得我们
长期以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台湾电影、澳门电影等地理名称作为当地电影工业的代称，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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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不单在各自发展中有着不同的模式、风格、规则与特色，在不同地区之间也形成了各自电影
历史。按照地理区域划分之下的多地区电影格局使当前的研究中对于大陆、港台地区的电影研
究多是独立进行的，统和在一起进行分析并探讨，剖析其整体互动和发展的却寥寥无几。另一
方面，在新千年之后多地区电影之间的合作往来不断增加，频繁的交流不仅使跨地合作的情况
越来越突出，改变了长期以来电影多地区生产的模式，同时也促进了对其的反思。为了寻求更
便捷、密切的合作与均衡的发展，港台电影人提出了华语电影的概念，这一概念也突显了华莱坞
电影长期发展历程中多元复杂的构成与环境特征，同时也标志着华人电影业界寻求建立共同体
意愿的诉求在不断高涨。
１８９５年电影诞生，然而仅经历了十余年的光景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中国旋即开启了华莱坞电
影的百年历程（１９０５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一家照相馆中诞生，相距电影的诞生仅十
年时间。），并在此后的百余年中慢慢扎下了根基，开花结果。在华莱坞电影的发展史上，一直有两
条线相互交织：一条是如何像西方电影学习，借鉴欧美电影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为本民族电影所
用；另一条则是如何学习中国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使电影这种新兴的外来艺术更具本民族风格和
气派的电影民族化进程。这两条线相互交织，形成了华莱坞电影史的特殊面貌。
西方电影中美国电影的戏剧性和欧洲电影的写实主义成为华莱坞电影早期历史借鉴的重要部
分。２０世纪早期，好莱坞便已展开了对华的营销，当时较为单一的商业环境中，能够走进影院的主
要都是来自美国的早期好莱坞电影，这些电影不仅对华莱坞电影的生产和后续创作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也培养了最初的好莱坞电影受众。在这种影响的引领之下，华莱坞电影建立了初步的类型片
体系，它以情节剧（言情片、家庭伦理片）、武侠－古装－神怪片为主，以喜剧片、儿童片和侦探片为
辅，风格上中西杂糅，传统与现代并置。［８］１２１－１５０直到２０世纪中后期，苏联电影的涌入才开启了中另
一条迥异于好莱坞电影的创作路径。在电影理论方面上个世纪的华莱坞电影基本是在全方位地向
西方学习，西方主要的电影理论，如爱森斯坦等前苏联大师的蒙太奇理论、法国巴赞的纪实美学理
论、２０世纪后期形形色色的现代电影理论及后现代电影理论，都曾驰骋于中国影坛。［９］１在这漫长
的时期中西欧电影、美国电影、前苏联电影在多个不同历史节点都曾深刻的影响着我们，并成为华
莱坞电影创作的模板，在实践中被不断的改造和仿制。
另一面如何运用、借鉴中国古典艺术的优秀传统，使电影这个舶来品具有民族风格、国家气派，
已成为早期华莱坞电影人的一种自觉。华莱坞电影拍摄制作的最初电影作品都是以京剧舞台演出
为主要题材和内容的纪录片，这与西方初期电影作品中多以现实生活中的人像、物象为主题有所不
同。以戏曲片为始点的华莱坞电影在民族化进程中，主要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话本、讲史、神
魔小说，特别是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侠义小说、弹词故事之类，成为电影题材的矿藏，予取予求，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１０］３３６－３３７也是在这样的丰富取材中，以传奇性为核心的通俗化和以写意性为核
心的高雅化两个中国艺术的传统基因终于在民族电影里相得益彰，震荡出民族电影的新火花。随
着中国文化对华莱坞电影的逐渐深入，使我们也创造了一批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电
影作品，如：《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马路天使》、《神女》、《一江春水向
东流》、《小城之春》、《万家灯火》、《林家铺子》、《城南旧事》、《黄土地》、《芙蓉镇》、《红高粱》、《老
井》、《开国大典》等至今仍被作为典范而流传的民族经典影片。
华莱坞电影多元性发展的思路与实践在华莱坞电影初期的发展历程中便已可看到端倪。
２０世纪后期，以地理区域划分而成的多地区电影格局在当时便已经埋下了伏笔。诞生于北京的
华莱坞电影却在早期的发展中一直活跃于上海。作为国家首都，北京的空间地标首先是皇权象
征，所谓的京城符码常显现为政治的风向标。在此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不仅诞生了第一部电
影，还有这影响力不容小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的北影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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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大陆电影生产的重镇。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数十年的电影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
的模式与特征，成为所谓社会主义电影的典型。［１１］２９０－３１３上海第一次在戏院放映了来自国外的电
影影片，打开了好莱坞以及欧洲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个电影业发达
的国家，上海则是中国电影中心，绝大多数电影公司和电影人都集中在这里。而且上海还是一
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外国人众多，现代思想也比较活跃，城中有大光明、南京、大上海等豪华影
院。”［９］１以连接了上海、香港和新加坡的邵氏电影公司为例，其发展历程不仅为华莱坞电影多地
区电影格局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成为日后这种格局的持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溯自１９
世纪初，随欧西殖民活动西力东渐，上海、香港、新加坡三大滨海城市先后冒起，成为十里洋场的
商旅之都，连带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文化；以香港、广州为中心的‘粤派’文化亦名堂大响，西
方电影技术来华之初，沪港两地便蓄养出无数声名显赫的影业人员，其影响力远及海内海外华
人小区。在华语影视工业圈中，‘邵氏’机构的故事正好贯穿了上海、香港、新加坡这三大亚洲滨
海城市，而邵氏机构的历史正是一部华语影视工业在这三大滨海城市的蜕变史。”［１２］１５２－１６８邵氏
兄弟将其电影作品演绎成了真正的跨越了地理区域的能够影响整个东南亚的重量级电影公司，
也成为华莱坞电影多元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世纪以来华莱坞电影更呈现出蓄势待发的状态和面貌，一方面面对信息、技术、资金流动
性的加剧，大陆、港台之间的合作交流更加密集，不仅在电影外景拍摄中呈现出多地趋势，在演
员、团队以及制作多方面都开始了合作以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
中以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对本土文化以及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击、开拓的研究渐趋丰富。
“随着市场化的深化和政策对电影产业的重视，电影研究的趋势也从理论转向实证，从文本移至
数据。过去以质性分析为本的华语电影研究，在这几年逐渐被量性方法取代；８０、９０年代后殖
民、后结构、后现代和全球化理论，也在后 ＷＴＯ的１０年变化当中，被政策、品牌学和营销理论的
兴起遮掩了光芒。不论中文或外文，有关华语电影的研究，非常蓬勃，不仅著作不断，论述范围
也持续扩大。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特别是美国，华语电影更被视为认识中国的有效工具。这是
因为电影自身的声音影像特色，使它成为中国研究、中文教学和中美文化交流的主要材料与媒
介。”［５］３为了适应电影工业的发展以及相应的文化环境，国内、国际的研究领域也不断对自身进
行相应的调整，以求能够更加全面的分析和掌握发展的动态。展开对华莱坞电影的研究，既是
对民族电影工业的统概，对其工业形态、市场与受众、现状及前景的分析讨论；也是逐一分析，深
入挖掘的探寻；追根溯源、总结归纳的过程；区别对比，融汇合作的尝试。为的是将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背景、甚至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电影人集聚在一起，用更具包容性的目光、集结能量为华
莱坞电影的民族化发展做有益的尝试。
（二）新契机·目光转向中的华人电影工业与世界电影格局
随着国际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西方学界对第三世界电影兴趣的日益加深，研究成果产生了一个
集束式的“爆炸”，其中，作为国际大国中国地位的不断提高，促使世界对华莱坞电影和本民族文化
的关注。２０１３年，中国大陆电影总票房为２１７．６９亿元，较上年１７０．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５１％。
其中国产片票房为１２７．６７亿元，相比２０１２年的８２．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４．３２％，有３３部国产片票房
过亿元。２０１３年，大陆新增银幕５０７７块，总量达到了１８１９５块。从艰难前行到突破百亿，短时期
内完成奇迹式增长预示着华莱坞电影工业正在博兴，在攀升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同时，华莱坞
电影也向外显示着其巨大的潜在能量。
在全球电影多极格局中，华莱坞电影融合和合作的进程在加快，整体力量开始显现。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开始，华莱坞电影先后经历了由间接融合到直接融合、由初步合作到全面合作再到深度
合作等多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华莱坞后融合时代，一种由低到高、由下到上、由简单到复杂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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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性融合、化学性融合和生物性融合的金字塔融合模型即将形成，一种融入业界期待、愿景和
学界思考、理想，具有“高级生命体”特征的最高融合境界已经晨光微现。［１３］３在民族电影产业蓬勃
发展的今天，华莱坞电影作为一种跨区域、跨资本、跨文化的独特文化景观，正日益在全球电影文化
生态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存在已有百年历史的华莱坞电影在面对全球化的发展浪潮时却并有发
挥其历史积淀的优势，其电影传播力及影响力都没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为突出的影响实现真正
的全球化传播，这一现实与我们对中国电影的预期还存有很大差距。但在不断的实践和对多地电
影格局统和发展的过程中，华莱坞电影的发展势头是有目共睹的，也正是在这样迅猛发展的电影工
业中，华莱坞迎来了全球目光的转向。２００３年《英雄》开启华莱坞电影海外新的传播模式之前，华
莱坞电影就已经在世界电影市场绽放出自己的光芒。我们熟悉的三大电影节中亦不乏华莱坞电影
作品的身影：《悲情城市》、《大红灯笼高高挂》、《爱情万岁》、《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都不能少》、
《站台》、《梦幻部落》、《小城之春》、《长恨歌》、《三峡好人》、《色戒》、《侠女》、《霸王别姬》、《菊
豆》、《活着》、《春光乍泄》、《一一》、《花样年华》、本命年》、《喜宴》、《左右》、《团圆》、《白日焰火》
等影片都成为了华莱坞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不可改动的坐标，标志着华莱坞电影不仅积极参与
世界电影的发展和建设，通过积极互动从中学习多先进的技术、运作模式、创作方法等重要的电影
生产与制作的环节；另一方面世界电影的目光也在向华莱坞汇聚，不仅在电影作品中给予一定的肯
定，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国外影片中的中国元素在不断增加，从《变形金刚》到《钢
铁侠》，从《碟中谍》到《环太平洋》拯救世界的英雄都需要华人的力量；万达、华谊等多家公司积极
与海外电影公司的合作也使得华莱坞的国际化之路更加快速。这不仅是一个信号，更意味着一种
趋势的形成，好莱坞与华莱坞的合作、互动也在这种趋势中不断加深。
华莱坞电影工业相对于好莱坞电影、宝莱坞电影具有较为集中的一个工业生产基地的模式来
说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也正是华莱坞电影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之所在。华莱坞电影不仅在国内拥有
横店影视城、上海影视乐园、中山影视城、长影世纪城、北普陀影视城、同里影视基地、象山影视城、
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焦作影视城、涿州影视城等多个大型影视基地，还有以地理区域划分遍布在全
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影制片厂，以及华谊兄弟、博纳、万达、星美、光线、小马奔腾等民营电影
公司。另一方面，还有港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电影生产制作公司、电影产业基地，多线汇聚
形成了华莱坞电影纵横交错的工业版图，使得华莱坞电影相对于欧美国家的电影工业有着更为繁
复和庞杂的构成。因此面对华莱坞电影并非仅有一个电影工业基地是不是就不能够称其为华莱坞
呢？答案不言自明。华莱坞电影具有更为复杂、延伸更为广阔的电影产业布局，这种独特性也正是
华莱坞电影自己的特色，也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去剥开复杂的各种因素和现象，探其根本的关键和
必要性之所在。
在当今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下，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在于其文化特点。独特的文化乃
民族独特性的根本体现。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理所当然地承担着弘扬民族文化，表现民族
文化精神的重任。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变革和飞速发展，相应的政治格局也更加的多变
和难于预测，伊拉克战争，乌克兰政变，克里米亚的脱离，无不因全球化的时代背景而成为朝夕
更替的塑造了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同样的，在这个强大的环境推手作用下，世界文化格局也正
迎来巨大的变动，某些经济强国试图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的后盾强力下推进“文化
一体化”，其至关重要的外在表现就是电影。以好莱坞为例，其裹挟在电影作品中的价值观、文
化习俗、历史都借助影像的声光色向世界各地传播开去，成为了重要的外交手段之一。撒切尔
夫人曾说“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
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１４］借助华莱
坞电影，我们需要做的也许就是去颠覆，去深入拓展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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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而非将其停留在一句口号。
（三）新语境·市场生存与人文心理震荡下的社会空间集聚
弗朗西斯·福山在论及社会资本时说道：“社会资本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共
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按照这一套价值观和规范，他们便得以彼此合作。
如果这个群体的成员能期待他成员的行为可靠和诚实，他们就能彼此信任对方。信任的作用像一
种润滑剂，它使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作更有效率。”［１５］１４３在面对“奇迹”或是“意外”之时，我们需要
看到的并不是单纯的就华莱坞电影票房的高低而论成败，目光应该放置在更为长远的地方，特别是
当前电影工业的发展中，急于在一两部影片获得好评，或者一段时间票房大卖就断论当前的电影工
业形势就定性是盲目的、短浅的。我们需要更冷静和批判性地分析，研究其成功的规律和运作模
式，讨论其挫败的因素和问题，才有可能将短期变为长期，为华莱坞电影产业的持续发展一步一步
奠定踏实的基础。
华莱坞电影受到当前世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在于其经济成绩，还有就是华人社会的固
有心理。从社会分层理论视角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即是一个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圈层社会，
是超越了生物层面、血缘纽带以文化血缘为基础的文化交流形态，不同的群体归属于不同的
圈层之中是更具广泛性的社会情感关联。归属感是在心理上对安全感、存在感的需求体现。
通过电影纵横交错的影像叙事再现过程营造的归属感空间是实现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认同最为便捷、直观、有效的途径，这一方面是离散群体对于反映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媒介产
品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建立与主体民族、主流文化间信息互通、语言共享、文化认同的直观
需求。
鲁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说，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
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方式。世界的多样性、民族的多样性归根结底在于文化
的多样性。每种文化都传达着本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包含着
本民族独特的历史精神和人文智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在其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知
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的复杂整体。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族文化史维持民族统一性和保存
民族独特性的精神基因。一旦一个民族失去了其文化特性，这个民族也就从根本意义上消失
了。［９］３作为象征符号，电影语言代表着所属群体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内容，
显示出广阔的可扩展交往空间，是社会交往有效的粘合剂也成为当前大众媒介寻求发展的有力突
破口。电影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共时消费空间。在这种共时性消费中，人们创造出对“想象的
共同体”的信心，与远方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人产生相互依存感与归属感，可能形成建立在价值、起
源或信仰等精神纽带之上的精神社区，产生超地域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华莱坞电影既是通过
电影媒介影像符号及叙事语言将嵌入其中的中华文化进行凝练与转化，促使民族文化借由电影媒
介实现流动，又是向基于本土文化圈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地区进行传播，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引力实现
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动。
工业化时代所带来的变革是惊人的，特别是技术手段的突飞猛进为我们带来了更新更为便捷
的交流与沟通方式，然而在获得更多便利的同时，我们的人情味也被工业化给日益消解蒸发掉了。
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集聚起来，这种集聚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对电影
创作本身而言，世界范围内人才的合作与集聚，形成了一种跨国界、跨文化、跨种族的协同合作；另
一层意思是指通过电影本身将世界上的最为广泛的普通的人人集聚在一起，通过电影阐释的内容
在人的情感、思想、意义、体验中寻找共鸣，获得共通，达成共识。正如西方的人文精神推崇的是人
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中国的人文精神更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与整
个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时行进的。社会的变迁为文化的传承、延续、创新、扩散提供了平台，文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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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亦为社会的变迁提供了理论的参考借鉴，依托与基础。华莱坞电影作为海外华人社区与国内多
地区交往的重要桥梁，不仅需要通过电影传播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也需要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以
及海外华人社区的发展变迁以及与国家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融入其中，通过电影媒介的形式与内
容呈现突出文化关联性、融合性、一体性，搭建起内外交叉、整体覆盖的电影传播网络，实现华人社
会的集聚。使立足本土、面向全球的华莱坞电影能够使受传者清晰认识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积淀
深厚的文化内涵，加强中华民族整体凝聚力、向心力，促进情感共通感的凝结。不仅有助于加强海
外华人群体对中华民族的辨识力，强化民族文化的发 掘和传承，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的多样
性延伸与保护。
（四）新理念·以创新之智打造兼收并蓄的民族电影工业
世界电影市场中，好莱坞代表的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美国加州，更是整个美国电影工业。
同样快速崛起的印度电影工业被冠以宝莱坞的称号，意味着其电影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还有尼
日利亚的瑙莱坞，也许我们并不知道非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但瑙莱坞却成为了人们认识了解
促进尼日利亚的有效途径。这些名称意味着电影工业本身快速发展的趋势以及在全球化经济
发展浪潮中，电影已成为了民族国家文化品牌建构机器的事实。作为负载民族国家跨文化传播
历史使命与重任的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的国际传播一方面可以通过其视听技术的影像展示，传
播民族文化价值理念，更为直观有效的产生感官认知，扭转从感性层面到理性层面的认知偏差、
认识误区造成的文化误解及文化交流、认同阻碍；另一方面电影作为中华文化载体为重塑文化
本土性，打破外界思维定式和对中华文化的固化认知，实现同世界多元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提
供了可能。
创新是电影的灵魂，内容是电影的命根。一部世界电影史，就是一部电影创新史。电影创
新是电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电影传播的最高境界。华莱坞试图追赶和超越好莱坞，不是要取
代它的位置以称霸电影世界，而是要与世界各国电影界共同努力不断丰富世界电影艺术，着力
建设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华莱坞电影在积极吸纳和借鉴好莱坞的先进理念、管理智慧和经
营谋略，在合理继承和革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寻华莱坞同世界接轨的共通价值、理念和
独有模型、特色，通过电影的形式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极化和世界电影的繁荣与发展，使华莱坞电
影成为与其母体的空间结构、文化传统、综合实力、文化理想相适应的世界电影舞台上闪亮的明
珠、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一极。我们现在要想借助电影传播渠道将中华文化传播出去，就需要
强大的独立创新能力作为支撑，去积极思考这种大爱、大情感的勾连，通过电影文本的大格局叙
述，创造性的传播传统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文化所蕴含的和合共生、均衡多样的发展
理念及文化传播特质。这既是尊重客观事实，也是华莱坞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具
体表现。
媒介的重构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概念，通过信息的传输实现了对现实地理空间以及虚拟
空间的跨越，弥合了地理距离产生的差异和边界。华莱坞电影的概念是在世界地理范围内对中华
民族文化、华人影像的唤醒。“其核心是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里的‘独立精神’是由此种‘独立
精神’所浸润的镜像叙述，从而深刻地体现了东方在现代文明演进上的一次；‘突围’之
旅。”［１６］１４４－１７５“最终，华莱坞不会只是一个符号、一句口号，伴随长时间的集体思考和学术论证，她
必将转化为一种集体突围和持续的集体行动。华莱坞不会仅仅停留在今天的想象和期待之中，还
必将伴随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矫健身姿和璀璨身姿和和坚定脚步，成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星
光大道和璀璨舞台，成为创造世界文化繁荣、共享人类文明和谐的全新天地和生态绿洲。对此，我
们充满信心。”［１］通过华莱坞电影传播强化中华文化，复兴东方文化，是亚洲各国在相互借鉴中取
长补短，弥合差异，借助文化血缘同源性，增信释疑，展开交流与合作，通过文化软实力辅助经济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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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促进亚洲觉醒，以实现与世界平等对话。转变思维积极寻找发展路径，打造兼收并蓄的华莱
坞电影工业，实现华莱坞电影的困境突围。
二、华莱坞电影之路
　　（一）新问题·华莱坞的机遇与挑战
如果有人问，华莱坞与好莱坞的差距在哪里？有人会说是电影工业生产基地，但我们有不止一
个这样的电影生产基地，更大规模的制作与传播基地正在建设之中；有人会说是电影技术，但技术
可以引进和研发，我们有的自主技术也已达到国际水准；有人会说是导演、演员，其实电影生产已经
国际化，资源配置可以自由流动；有人会说是电影观众，的确美国观众占总人口的６８％，中国观众
占比不到１０％，而这只能说明华莱坞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１３］目前华莱坞电影存在的突出问题，一
个是大量生产与少量进入市场（院线）之间的不平衡；一个是电影被作为批量生产的产品，忽略了
独创性（创新、创意）而重复出现，增加了资源的浪费，造成另一种审美疲劳。而这一问题中我们看
中的是商业性，忽略的是艺术性。但事实证明，两者有效兼顾才是获得市场，获得观众，获得长足发
展的关键。仿佛一种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会存在相当的复杂性，并非一两个因素就能简单描述的，特别是融
入电影作品之中的文化在影像声光色的隐蔽作用之下更使得文化交流充满了微妙的变动性。从第
一次世界大战，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开始大规模传播至今日，好莱坞不仅成为了国人家喻户晓的电影
名称，其裹挟在影像中的美国文化也被广泛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华莱坞电影研究即需
要对当前的电影市场、电影工业进行深入的分析，更需要回顾历史，从源头找寻相关性和作用力。
不仅论述好莱坞电影、欧洲电影等对民族电影工业的影像，更需要通过研究去落地，获得的有据可
行，言之有物的内容。
华莱坞电影研究意味着范式的转换，这个范式涉及到了对当前整个民族电影工业的再认识，对
于过去历史的重新认识，对于现状问题的重新考察，对于未来趋势的重新思量。近年来，随着数字
化、高新技术的发展，手机电影、移动电视、ＩＰＴＶ、智能手机等新媒体凭借传播的互动性、复合型、无
边界以及高效及时等特点，不断进行多元化融合，促进产业链发生新的变化，逐步由垂直型向复合
型转变，对电影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并从结构、内容创作、发型营销及终端放映等环节也实现全面融
合。积极探讨华莱坞电影与新媒介、新科技、新市场的互动关系，是摆在当前产学业界面前需要共
同探讨的问题。
华夏文明，人类历史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一个历史上基本独立于其他文明
的文明。近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勃兴，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农耕文明
的中国，相形见绌。中国社会处于持续的剧烈震荡之中，华夏文明经历着漫长而坎坷曲折的文
化转型，并延续至今。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珍贵的历史遗产和物质文化成为了华莱坞实现民
族化的重要遗产和不可复制的特殊电影元素。面对机遇与挑战，面对高票房与低评价，现实给
予我们的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也正是发展中的巨大阻碍。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问
题在市场中凸显，应该由业内人士去解决，学者仿佛正在纸上谈兵。是不是如此？如果学界与
业界分家，问题不但不能解决，还会浪费巨大的资源，重复的实践带来的是对涨势正旺的华莱坞
电影工业的人为阻碍。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更可能因为缺失有效的分析和指导，夸张一点
说甚至会断了发展的前景，酿成昙花一现的结局。因而，面对华莱坞电影当前的发展趋势和市
场格局，踏实展开研究，深入进行分析，以积极的形态和充足的准备去迎接华莱坞电影产业化发
展中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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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格局·华莱坞的形式与风格
在学术研究领域面对今日的华莱坞电影及其市场环境等诸多方面，在传统的艺术性唯一标准
的作用下，已难以借用单一的文学分析或文化批判为华莱坞电影研究找到合适的切入口。电影工
业一向是电影研究中比较令人却步的领域，这个领域里面，好的、完整的著作到目前为止还非常稀
少。“工业分析牵涉的研究材料、理论、方法与步骤都和一般比较熟悉的美学、导演和影片分析有
很大的差异。美学、导演和影片分析的取材简易，只要有影片，不难成文。但工业研究涉及数据、政
策等经济与政治环节，所以材料的取得和认证，都需花上更多的时间与人力。因此，宥于资源，华语
电影工业研究到目前为止，还相对贫乏。虽然近来剧烈演变的中国电影市场化，引领一波对产业的
关注，但多半的著述环绕中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属于典型国族电影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角力论，针
对市场机制与官方政策如何构建新世纪的电影产业与文化这个核心问题，不仅尚未发展出一个整
体成熟的观点，更缺乏历史的透视。”［５］３这意味着开展对华莱坞电影从内而外的整体探析不能仅
将艺术性作为唯一的研究标准，更需要将其放置在整个社会之中，将其作为传播学研究对象，从华
莱坞电影的生产、发行、放映、消费各个环节及全景环境出发来考察。对于华莱坞电影的研究上述
也有谈到，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更多的是对于影片、内容、美学、明星、导演等各方面的研究，对于电影
产业虽有所涉及，但对于整体性的分析和把握深入和广度还有待深入。电影产业具有高度的产业
延伸特性，可活络、带动起其他文化创意产业，被视为隐藏着无限商机及附加价值的旗舰产业。以
电影本身产业链来看，在垂直分工中可以扩及电影业、影片租赁业、广播级电视节目制作业等。在
产业的水平衍生方面，可以结合电影周边商品授权、旅游、休闲娱乐、大型影音卖场等事业。在创意
人才方面则是结合各个不同的创意类型如：图像、音乐、文学、表演、美术与绘画、数字软件设计等。
所以，电影产业可以带动整个影音产业发展，创意影音产品得以借由跨业整合及产业链的形成，使
其附加价值无限延伸。不仅如此，借由电影的播放，一国的文化及人文思想也将随之散播至世界各
地，如拥有古老文明的印度，迄今仍以印度人喜爱的歌舞片为主流，其电影工业不仅在发展中延续
着印度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更将其转变为宝莱坞产品贩售至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们了解印度文
化，分析印度文明。
多民族文化间交流融合的误解是阻碍文化交流的关键，电影所表达的、呈现的内容应该是能够
直击人心，对于人性的唤起，戳中人性中的柔软面，点中笑点与泪点的，从本土出发却涵盖整个人类
共性的内容。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满足不同层面，不同文化，不同身份的观众，根本原因就在于
好莱坞电影常常是为国际观众而生产的，“普遍展示”成为了其电影作品以及文化的重要引导思
路。因而故事的阐述力便成为了电影的立世之基。“电影天生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它那独特的
时空优势，那亦真亦幻的造型手段，使它在讲故事方面比无论是口传心授还是文字描述，抑或是戏
剧表演都优越得多。可以说，自从有了电影，它就是因叙事而存在的。［１７］４０国产影片与进口大片相
比最大的差距也是故事情节，不认真讲故事的电影在进入市场后很快便会尝到来自观众的“报复”。
至于如何讲故事，华莱坞电影不仅需要从好莱坞等影片中学习，更需要去做的是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
传统内涵，在民族传统的寓言典故中找寻灵感。以好莱坞电影为例其很多影片的选材就是来自古希
腊神话，《佐罗》、《罗宾汉》和《勇敢的心》一类英雄话题都类同于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从《夺宝奇
兵》、《天脉传奇》等可以找到伊阿宋寻找金羊毛的故事；突显人类的困境与叛逆的弑父主题在《哈姆
雷特》、《精神变态者》等电影中也有迹可循，中国张艺谋的许多电影如《菊豆》、《老井》、《大红灯笼高
高挂》等亦涉及于此。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主题都是转化
为华莱坞电影的独特题材，不仅能够汲取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更有助于民族电影风格、形式独一性、
标志性的打造。
电影创作除了会讲故事，有着沁入人心的好故事大纲之外，还需要电影剧本有着一流的语感，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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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电影的优美性。著名华人导演李安表示，电影的语法是美国建立的，所以这个要精通。表面的东西
要有，要能够卖座，要不然花那么多钱拍电影，没人去看，或者看了不知道在看什么，让观众憋一肚子
气，那肯定不行，不过，这个东西其实有套路，在表面的里面，你想夹什么，这个就是各显神通，真正的
东西是放在下面的，看进去的人自能够体会。华莱坞电影作为一种表达媒介，通过其影像的生产，借
助视听符号的建构与解构，以特有的形式、风格，在电影作品中将其所传达的文化、意识形态等深层意
涵传达给观众，通过电影的传播更容易使不同时空、民族、文化背景的受众产生情感与信念上的联结，
实现华人社会共同心理认同塑造过程才是更为重要的努力方向。
（三）新方式·华莱坞的策略与路径
华莱坞的基本策略是，既要把好莱坞作为一个值得敬重和学习的榜样，也要把它作为一个追赶和
超越的目标。华莱坞（Ｈｕａｌｙｗｏｏｄ）作为一面文化旗帜和一种电影符号，不仅在特定社会环境或社会
规范下能被广泛接受与认可，而且具有很强的涵盖性、统合性、包容性和辨识性，基本符合华人社会的
希望与期待。［１３］华莱坞电影研究，需要通过研究分析的深入剖析解释华莱坞电影工业的发生、演化及
现状，其进程与影响，并非选择某个方面、某类影片、某个导演，而是希望能够在产业化趋势的今天深
入到民族电影工业之中去探究在市场与人文对冲作用下的华莱坞电影是如何运作的？其市场需求与
电影创意是如何协调的？繁荣与困境的突出点与交汇处在哪里？以及通过对于工业分析的深入而去
讨论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发展与电影工业与市场资本之间的博弈？华莱坞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欧洲
电影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工业有何共同点与差异性？自身特色在哪里？社会主义特色和资本
主义特色的商业电影区别在哪？这些问题都是有待深入探讨和思考的，也是目前形形色色研究中仍
为深入涉及和展开的问题。通过层层分析辨出华莱坞电影的特征和特有元素，以助其找到能够在世
界电影市场中立身的标志性特征。并在一个新的更具整体性和包含性概念之中去重新解读华莱坞电
影，梳理其发展的历程、发展的轨迹和框架、结构与形态，以便能够克服在对华莱坞电影研究中存在的
选择性偏向。通过华莱坞电影研究也能够切换视角，从不同出着手来审视华莱坞电影工业的全景，以
提炼其特性和核心要素。
华莱坞电影研究通过全景式的目光，将研究视野扩大，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加速了电影信
息技术的发展和更替，另一方面由于华莱坞电影跨地合作的长期历史使得我们分析电影时不能再像
过去那样，清晰的界定出大陆影片、香港电影、台湾电影，资金的流动、人员的流动、电影选址的多地性
都使得一部影片越来越多的成为多地合作的产物和结果，这也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认为的合拍片的范
畴，包括大陆、港台、新马等海外华人社区这也是华莱坞电影特有的现象值得深入剖析。也是有鉴于
此，面对复杂的现状，在进行华莱坞电影研究时我们不仅需要在整体上有一个对全局的把握和观照，
还需要进一步分层细化研究，将华莱坞电影分成内层、中层、外层，逐层就起现状、问题、影响进行讨
论。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到宏观层面，从外在影响，到内在构成至深层成因。举例来说，华莱坞电
影中的语言就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在以华语界定的电影中，对于不同的方言影片该如何讨
论？如粤语片、厦语片、潮语片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影片，这又算不算我们的电影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呢？在长期的研究中由于对定义的概念性界定，这些影片被默默地忽略了，或者人为的对这些电影
作品的身份设置了模糊性和障碍，更延伸至专注于这些电影创作的电影人的身份的边缘与模糊，而华
莱坞电影的研究希望将其能够囊括近来，给这些被边缘的影片一些空间，因为这是好莱坞电影、宝莱
坞电影、欧洲电影中所不具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是我们发展自己电影工业的重要内容。他们会涉
及到对民族性、对文化、对身份、对国家以及海外华人形象及华人身份认同的问题的研究。从艺术与
商业的严格区别到找寻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当前出有规模的华莱坞电影应该积极尝试和找寻的路径
与方向。此外，正确的舆论引导和认识方法是辅助观众选择电影，实现影片与市场对应的重要环节，
而这部分不仅需要业界的积极分析，更需要学界的理论探究和深入剖析，而这也是华莱坞电影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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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和重点。
华莱坞电影要获得发展，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重构中要经过电影技术进行现代性的
转化。秉持“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均衡传播理念，打造从本土到全球的华莱坞电影国际化传播
之路，需要尊重文化差异，凝练民族文化中共通性价值，获得情感共鸣，培植文化抗体，强化民族文化
世界性表达力，突破围困之境，提升文化引力，突出民族文化国际共享性，扭转传播失衡。找寻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中可以超越时间界限，突破空间阻隔的现代性需要的文化价值内涵，通过电影的影像叙事
将文化价值与技术手段粘合在一起，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重构与提升。如中华文化中的“仁爱”思
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也是整个儒家文化圈的共同价值，亦是涵盖了人类共通情感的内容。这种隐含
在电影叙事情节中的文化价值是更易于被接受与认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电影提供精神力量，
以强化电影的精神内涵。［１８］５１－６１民族性与民族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基础，各民族文化与中华
民族整体文化之间是分支与主流的关系，其和谐共荣是对民族文化的情感认同与归属，是民族凝聚力
的形成。以此为核心展开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必须要紧握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与文化特质，以中华
民族文化的核心、精华与灵魂为引领既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发展的
重要指引。
华莱坞作为构建华人社会电影整体的集结符号，其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在集结多方力量的基础
上增强华语电影的传播实力，使得我们的电影在被本土电影观众广泛接受的基础上能够同时获得海
外电影市场以及海外观众的认可，获得国际话语表达权。历史文化背景、观众对于电影的诉求以及电
影的拍摄、制作、营销手段是华莱坞电影立足世界的重要因素。参看世界电影市场，以好莱坞为主的
美国电影更多的是通过商业运作占据市场的，而欧洲国家对电影文化内涵的强调使其艺术价值令其
他地区望尘莫及，而新晋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电影更多的是以民族文化价值作为传播目标的，面对这样
多样的电影国家传播趋势和理念，华语电影本身所追求的目标还非常不清晰，这样的迷茫性使得华语
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电影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其核心价值就是体现在
世界共享性上。我们深信，华莱坞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向心力，能够让分散、游离、漂浮的力
量再度融入和聚合，能将已经消沉的智慧和无望的边缘状态再次激活和升华，让华人社会形成强大的
归属感、凝聚力和身份认同，进而有可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产生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电影话语权。
（四）新实践·华莱坞的追求与愿景
“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容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
得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处。”我们不能建构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文明，世界必须是多种文明共存的世
界，我们的电影也同样必须在尊重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基础上以文化差异的特性，以文化的稀缺性作为
内核。华莱坞电影应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和内涵，通过对不同地区电影人才的吸纳、电影题材的改
编、电影文化的杂糅生产出具有一定民族性和地域性表征的华莱坞电影作品，把自身电影认知等同于
电影本身的文化意图，构筑蔚为壮观的华莱坞电影世界，而不仅局限于中国国家地理边界限定下的区
域电影整体，或是通过华语凝结的语言共通体，而应是超越单一地理、语言向度，更具全局性统和力的
民族电影文化共通体。
华莱坞电影的追求并非是单纯的比大小或者简单的论高低，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华莱坞电影
这一观点和理念，连接更多的地区，打破大陆、港台或者海外华人这样硬性割裂的划分，特别是
在跨地合作，跨国交流越来越频繁，实践更加多元化的当前，硬性的划分不仅不能够全面的去考
察和研究电影业的特征和问题，发展的趋势和特点，更有可能造成片面的单向的看问题，难以真
正切入问题的内核，其分析研究也难以避免其偏向或片面。当前世界电影市场以欧美国家为主
导，特别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垄断地位造成世界电影非均衡格局。世界电影生态景观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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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明显，一直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态势。“随着跨民族、跨国界信息的流动，世界上已很少有文
化可以独善其身并保持对他者文化的隔绝，文化交流、碰撞、冲突、融合的产生正在无可避免地
成为国际文化互动的景观。”［１９］２－３电影跨地实践促使跨越文化地理边界的景观再造与展现，突
破了电影受众固有思维认知中的区域感、地方感和时空界限的限制，阐释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
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重意义，通过跨地实践，电影文化突破原有的地理空间限制，实现在政治、
经济、文化等多种语义中的延伸。转移与分裂的不断出现促成了华莱坞电影的形成。全球化浪
潮引发世界范围内流动性的加剧，因而这一现实之上的华莱坞电影在以中国大陆为地理集聚核
心的同时需要将传播的视野向全球辐射，超越中国电影在国家地理边界上的限制，将全球华人
社区作为华莱坞电影跨地实践的分支，将目前多少呈现断裂的特别是与海外华人电影之间联系
不紧密的关系进行改善，巩固与全球华人之间的传播与链接，推动本民族电影从本土向外学习、
借鉴世界多元电影文化优势。
华莱坞电影并非是大陆电影的港台化或者港台电影的大陆化，也并非华莱坞电影的好莱坞化，
而是在合作不断加深，整合不断加快，融合趋势的大背景下而出现的心得趋势。“通过对电影这一
重要文化媒体的研究，透视和影响两岸三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的性质、状态及其相互关
系，从而使‘华语电影研究’不再是一种书斋里的‘死学问’，而成为当代文化政治的‘活实践’。［７］１
可以说，开展华莱坞电影研究的，其实质是通过电影影像的世界性传播而直接介入未来中华文化建
设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是华莱坞电影在未来得以持续发展的深刻社会历史动力，也是促进两岸三地
在政治上趋向统一，体制上保持多元的重要推动因素。
华莱坞电影所承载的不仅是经济收益，更是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
建设，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等重任的载体。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全球化背景相交叠的重要时期，
传播技术手段的更迭促使文化间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多渠道涌入令中华文化传播
受到“内外夹攻”的双重影响。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恶意歪曲
与建构，中华文化自身的文化定力和文化内力尚显不足，文化聚合力仍显不够，导致社会价值观
的混淆与错位，使中华文化陷入传承断裂以及被西方文化刻意异化、有意同化的危机之中。如
果抱持自满于本土市场的心态而抗拒参与其中，以个人得失衡量华莱坞电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与历史使命，不仅会引发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传播的失语与失衡，更会引发民族危机。从国际
传播层面来看，服务好本土市场只是华莱坞电影国际化的第一步，是每一位本土电影人应该做
到的和必须做好的起点而非终点。面对文化传播力欠缺的困境，中华文化迫切需要在世界范围
内找到自己的文化坐标，建构与高速发展时期相匹配的中华文化传播体系，以满足新时期中华
文化传播所被赋予的希望与使命。
我们总是习惯于想当然的认为华莱坞电影在面向全球传播时是什么样子的，想当然的好与
想当然的不好，特别是近来，因为国内票房的高歌勇进就认为华莱坞电影仿佛不存在问题，但事
实上，高票房缺不等于好口碑，特别是因为电影高票房而出现的诸如“审丑心理”、“差评实践”
等一系列具有市场特殊性的华莱坞电影现象直接表明我们还存有问题，这些问题仍需要深入的
剖析和学术思辨。
特别是当华莱坞电影工业已经对世界电影格局产生影响之时，其在全球传播中的跨国性和可
译性便也成为了我们需要去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在舍弃整体和谐和人性关爱的同时，逐利成为了
唯一的“动力”和“目标”，尽管社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目前来看对于电影评论观念的忽视影
响着当前我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之路，观众缺少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对于电影的解读与认知，缺少可
以参照的影片评判标准，不知如何辨别评价，缺少深刻的思考。制片公司不能正确预测电影市场的
走势，无法制定制片方针获得良好回报。创作者在制作方和观众两者之间无法找到合适的表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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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于基本理念的难以理清，电影工业自身的良性生态环境就无法形成，直接导致民族电影工
业在外来竞争者的优势下逐渐灭亡。”［２］８全球化的发展已将人类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面对当前世
界电影格局呈现出的西强我弱的市场格局，借助华莱坞电影传播理念的构建，发挥中华文化的凝聚
力、竞争力、创新力、传播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大众传播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融会贯通，实现不同
地区华人之间的互相借鉴、相互学习、和谐互动、融会贯通，集成强大的文化共通体。华莱坞电影作
为整合性更高、延展性更广、前瞻性更强的电影传播概念，为本土电影的国际化生存提供了全新的
视野，有助于我们从世界电影生态环境中去了解本土电影的生存发展现状，了解全球化的时代背景
下华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构建对整个华人电影的发展，对全球华人社区的链接与凝聚，以及对中华
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的重要作用，只有固守本源、向外扩散、向上生长，积极
进取，广泛交流，开拓创新，才能达到与世界电影之间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共存共荣”的国际化
发展传播道路，才能实现华莱坞电影与世界电影市场之间均衡共生性。
结语：华莱坞电影———传播学本土化的落地与发展
　　“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
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
———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能够“热”起来，取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这种文化在人类历史
发展中的贡献和现实价值；一是这个国家、民族在当前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当前华莱坞电影
对世界电影市场的影响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带来的延伸效应都显然与中国经济的腾
飞和综合国力的飙升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既是国家的崛起，也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我们虽致力于电
影的民族研究，但并非国粹主义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有待我们去开发、继承、发展，也要
对大量的糟粕彻底扬弃。我们要客观、冷静、全面地看待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既不要自高自
大，也不要妄自菲薄。
费穆在１９５０年写的《风格漫谈》中谈到：“中国电影要追求美国电影的风格是不可以的；即便
模仿任何国家的风格，也是不可以的，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处于现代，处于现代的
中国，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怎样把握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２０］３９０－３９２在发展中，脱离任何一个民族
的文化都会使中华文化基因缺失，令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走上片面化发
展之路，难以形成长期永续的向上发展趋势。因此在传播中不照搬西方，不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时刻保持中华文化特性，维护自身国情特点。在虚心吸收、消化西方传播
学知识的同时，潜心探究、搜寻中国文化宝库中关于传播原理与理念的珍藏，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特
有的传播思想和智慧，进而开辟一个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新天地，已成了两岸传播学者二十多年来
的共同责任和追求。［２１］３６－４１
尽管在电影发明初期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但是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却是经历了引进、移植、照
搬、转化、学习等长期摸索，长期实践，不断遇挫，不断成长而后历练重生的，在今天的世界电影市
场，我们虽然攀爬至第二的位置，但与已经渗入脊髓的“西方”电影相较，我们要走的道路还异常艰
辛、漫长，华莱坞电影概念的提出，也是试图在新的一个阶段中能够使我们的电影向着超越西方，突
出民族特性而努力的一个方向，也是站稳脚步，扎下根来所需要大胆迈出的一步。在电影实践中我
们也看到，单纯的照西方模式进行的电影生产已经很难满足本土受众的需求，虽然也有很多学者对
于仅满足本土票房而无法走出海外做出了担忧和论述，但这些都是我们当前华莱坞电影在传播中
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是本土化的问题，只有在“接地气”的找问题，以满足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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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但要清楚的认识
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发展模式，有各国的国情和实际，不能不管不顾中国与之的区别
而机械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纵使在面对当前社
会发展转型特殊时期中，各方文化，各种资讯的汇入会带来人们认知和日常生活的影响，但是中华
文化的植根性却不会被取代。
传播学在本土的历程是一段“运载人物、事件、文本、观念、社会环境、学术背景、研究取向、理
论来源、学科知识的多元存在、开放性、实用性、自察性、内省性等诸多涉及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立足
与发展的主要内容。［２２］１－２将华莱坞电影一路走来的历史作为方法，在不同的阶段中去找寻问题，
找寻出路，将之作为华莱坞电影前进道路的重要基石。今天的华莱坞电影不仅是两岸四地电影人
共同合作，共创辉煌的历程，也是包括世界各地华人在内共同完善而续写的篇章。对于电影的研究
在今天的本土语境已经不但是去研究电影媒介的特性，其声光色的呈现以及发展，当然这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在今天的本土语境电影已经不单单是放映影片带来娱乐效果，
由电影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和深层结构性问题的讨论更是需要我们展开深入的分析与论述的。因为
文化中具有难以割裂的延续性，因此，即使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的社会结构转型、国家发展、
制度变迁等问题，也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冲突，然而文化却始终深深植根于我
们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血脉之中，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的血脉相传之中。将华莱坞
电影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落地与发展，并将之视作一个创新扩散的过程，不断打造既能够满足观众
娱乐化需求，又能够符合电影空间审美想象的电影文本，传达深层次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内涵，在符
合人类多元文化取向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同时，实现华人电影在国际空间的传播是当前华莱坞电
影在本土化实践中突破困境的重任所在。
华莱坞电影与西方特别是好莱坞商业电影，虽然也在追求商业利益，但却有着西方电影所
不能描绘和表达的部分。如华莱坞电影所追求的意境，“意境范畴体现了华夏民族‘天人合一’
的宇宙生命哲学，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观、艺术观乃至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它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观念之最经典的美学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谈论意境就是
谈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就是谈论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观念。”［９］１虽然是美学的追求，但却放
置在商业电影之中，成为了获得市场的关键因素之一。华莱坞电影研究所进行的也真是对传播
学本土化的落地与实，从概念的提出到深入剖析，从对表象的梳理到对内涵的挖掘，无一不是为
了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属于本民族电影的基因符码，通过与西方学习交流，互动切磋中找
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这也是能够让华莱坞电影立足于世界电影舞台的支柱。在全球范
围内不同地域的华人社区以及当地居民在对中华文化的文化接触中其文化敏感性和脆弱性是
阻碍着华莱坞电影生存的困境。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不同文化在接触时不可避免会产生矛
盾和冲突，即使是在和平时代，文明社会的今天，不同文化因其历史成因及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差
异，造成了较大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接触中形成了对思想观念，社会价
值取向方面的影响，影响越大所造成的文化敏感性就越大，伴生的文化脆弱性也就更为突出。
面对文化边缘化、文化普适性问题，如何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传递使不同民族文化被接受
并促成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任。
华莱坞的想象的确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回答好关于文化想象、产业图
景、实施手段等重要问题，华莱坞电影的前路也只有一个一个脚踏实地解决好问题，其在世界范围
内的传播才能真正实现与中国经济奇迹一致的文化自信，才能向世界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形
象”。面对世界电影市场新的格局，作为中华文化电影传播的起点，构建以电影技术手段为传播载
体、以电影影像语言为叙事符号、以中华文化为创作依托、以塑造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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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际影响力为目的，集本土多地区与海外华人社区互动联结之合力的华莱坞电影，既是对于传播
学本土化趋势接地气的实践与拓展，也是成为跨越国家地理边界促使中华文化同世界多元文化进
行交流沟通，文化认知与转换、文化认同与共鸣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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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研究着眼于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中的电影传播，探寻中国电影在推广制度化政治运动
中的重要角色和功能。本研究将“社会运动”界定为政党／国家推动实现大众动员与政治参与的独特形
式，呈现了中国语境下的电影传播活动是如何得到政党／国家的鼓励与支持，成为社会运动的资源、组织
或非网络平台，筛选与确立政治议事日程，推动与调节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研究发现，影像艺术的
政治化不仅拓展了电影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而且迅速培养起参与政治运动的公众群体；把电影观众通过
电影塑造成拥护政权的政治公众，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电影传播
对于执政党最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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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媒是社会运动（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产生与发展中的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它推
动民众动员（ｍａｓ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与运动信息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和参与群体内广泛与快
速传播，使得运动规模在短时间内得以急剧扩大，为社会运动迅速赢得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地
位创造条件，从而助力运动事件在更大的范围内产生政治与社会影响。本研究的客体为社会
　
运动中的一类特殊的大众传媒———电影媒介。电影媒介以怎样的面貌历史性地渗透与融入
中国的制度化政治之中，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关键环节，对社会动员与社会运动产生整合、推
动或协调产生作用的。① 在中国语境下，本研究通过描述电影传播对社会动员（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社会运动的表现与特征、组织与策略等进行的建构与改写，跨越影像传播的信
息传递、宣传教育和文化娱乐的研究视域，呈现国家／政党（ｓｔａｔｅ／ｐａｒｔｙ）、电影传播与社会运动
三者之间独特的互动格局。
本文首先梳理与评价社会运动和大众传媒的研究文献，并结合电影媒介的传播特征和中国语
境下电影传播的媒介地位，提出电影传播在社会运动中可能扮演的特殊角色。其次，围绕“电影传
播如何被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资源”这一核心问题，论述中国电影在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议题选
择、议程设置、组织动员和调控手段的角色，呈现电影传播依托制度化政治推动社会运动事件的发
生与发展，实现政党政治到国家政治的转型和巩固。最后，总结中国语境下电影传播在国家政治进
程与社会运动事件中持续与复杂的地位和影响，提出全面地认识与理解电影传播和社会运动之间
的关系。此类研究对于把握政党／国家如何有效地运用电影传播与制度化的政治活动相互渗透具
有重要价值。
一、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电影传播的研究视角
　　（一）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研究现状与局限
自十八世纪社会运动出现，大众传媒便与其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１］１１６－１１７。这一联系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战争期间———显得格外突出②。伴随着对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关注从战时宣传
分析到后工业社会“新社会运动”（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传播媒介对社会运动的鼓动、组织与改变
愈来愈被加以强调③。尽管如此，由于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局限，社会运动中的大众传媒研究存在着
下述薄弱环节。
首先，对于社会运动的狭隘界定，使得绝大多数研究客体仍集中在所谓的“抗争性政治”
（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或制度化政治之外的社会抗议行动④。这就使得社会运动中的大众传媒角色往
往局限于反映社会运动对政权或权威的挑战与批判。然而，伴随着社会运动事件与社会运动研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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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典型的有威尔森（ＪｏｈｎＷｉｌｓｏｎ）将“社会运动”定义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旨在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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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的扩展与丰富，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社会运动更应当被视作是“动员社会资源以适应政治环境变化
的合理因素”①。诚如美国社会运动研究专家戈德斯通（ＪａｃｋＡ．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强调，社会运动不应被单
一地看作对政治权威的挑战，或者局限于制度化政治框架与政党之外的社会对抗与冲突行为。政党
或国家同样介入，甚至直接参与鼓励、推动与组织社会运动的工作；以至于“没有制度化政党的赞助，
许多社会运动机会无法存在，当然也就无法获得成功”［２］ⅪⅩ。为此，应当积极提倡对这类国家／政党
为社会集会行动创造机会的社会运动形式进行研究，以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政党－社会”关系视角
取代先前相对狭隘的非制度化政治对抗运动视角，将社会运动不只视作一种冲击国家／政党的抗争性
政治，而理解为一种国家形成的、社会性的集体参与政治方式②。在此影响下，社会运动与大众传媒研
究的取向应当重视发掘关于社会运动、大众传媒与政党组织及政治背景，政体因素等相互渗透、互动
建构的现象，以更为宽广的关系视域探究作为“更稳定的政治背景因素”之一的国家力量［３］５７、大众传
媒与作为“一种独特的大众政治手段”［１］５的制度化社会运动之间彼此建构的现象。
其次，社会运动研究更多地指向运动事件牵连大众媒介的传播实践，而较少关注大众媒介塑造
与影响社会运动的组织和策略。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２０世纪的社会运动与大
众传媒未能建立起平等关系，遑论控制媒体了”［１］１１７。换句话而言，社会运动中的大众传媒研究主
要呈现与揭示大众传媒充当社会运动的报道角色，运动事件则引领着大众传播实践，依托传播活动
扩大运动展示的新闻价值、塑造运动在传媒中的形象、影响运动的策略目标；却较少考察以大众传
媒作为组织与推进社会运动的传播要求与媒介力量。直至近几年来，传播科技对社会动员（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社会运动的组织和策略进行了全面改写，传播媒介积极渗透、参与煽动和组织社会
运动的认识才得到越来越密集的关注和肯定③。这种研究转向也相应意味着社会运动研究将更多
地关注运动事件与大众传媒力量的持续互动，考察传媒话语如何可能地为社会运动孕育或铺设制
度化政治参与的机会。
最后，涉及社会运动中大众传媒的研究文献，多集中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介或互联网络、手机
传播等新媒介，缺乏涉猎电影媒介的专向研究④。而涵盖社会运动的电影传播，如香港的社会运动
电影节，则仅强调反映社会运动的影片内容；在诠释电影传播与社会运动的交互关系的方面，存在
着视野狭隘，解释能力不足的缺点⑤。
（二）社会运动中的电影传播：传播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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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ＨｅｉｄｉＳｗａｒｔｓ，ＤｏｕｇＭｃＡｄａｍ，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ｙ所作研究。海迪·Ｊ．斯沃茨：《制定国家议事日程———美国城市政治中的基
督教小区组织》，载［美］杰克·戈德斯通 （ＪａｃｋＡ．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主编，章延杰 译：《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２００９年，第５９页；还可参见 ＤｏｕｇＭｃＡｄａ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Ｂｌａｃｋ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１９３０－１９７０，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ＳｉｄｎｅｙＴａｒｏｗ，Ｐｏｗｅｒｉ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ｉｌｙ，Ｆｒｏ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８。
这一类观点可参见杰克·Ａ．戈德斯通、张杨二人所述。杰克·戈德斯通：《序言：跨越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见
［美］杰克·Ａ．戈德斯通 （ＪａｃｋＡ．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主编，章延杰 译：《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９年，第Ⅹ
Ⅵ－ⅩⅩⅪⅩ页；张杨：《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学海》，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５６－６２页。
较为典型的研究之一是新媒介（网络和手机媒介）与社会运动，可参见ＷｉｍｖａｎｄｅＤｏｎｋ，ＢｒｉａｎＤ．Ｌｏａｄｅｒ，ＰａｕｌＧ．Ｎｉｘｏｎ，
ＤｉｅｔｅｒＲｕｃｈｔ，Ｌｉｊｕｎ，ＧｕｏＹａｎｇｂｉｎ等人论作。ＷｉｍｖａｎｄｅＤｏｎｋ，ＢｒｉａｎＤ．Ｌｏａｄｅｒ，ＰａｕｌＧ．Ｎｉｘｏｎ，＆ＤｉｅｔｅｒＲｕｃｈｔ，Ｃｙｂｅｒｐｒｏｔｅｓｔ：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ＧｕｏｂｉｎＹａｎｇ，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ＪｕｎＬｉｕ，“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ｎＡｓ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４７
（２０１３），ｐｐ．９９５－１０１８；Ｊｕｎ　Ｌｉｕ，”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ｓｃａｐ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ｉａ，Ｎｏ．１－２
（２０１４），ｐｐ．１４－３８。
多为围绕大众传媒与社会运动紧密互动的研究，如 ＫｅｎｎｅｔｈＮｅｗｔｏｎ，“ＭａｓｓＭｅｄｉａＥｆｅｃｔｓ：：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ＭｅｄｉａＭａｌａｉｓ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４（１９９９），ｐｐ．５７７－５９９；新媒介（网络和手机媒介）与社会运动，可详见如ＷｉｍｖａｎｄｅＤｏｎｋ，
ＢｒｉａｎＤ．Ｌｏａｄｅｒ，ＰａｕｌＧ．Ｎｉｘｏｎ＆ＤｉｅｔｅｒＲｕｃｈｔ，Ｃｙｂｅｒｐｒｏｔｅｓｔ：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
如《第六届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见ｈｔｐ：／／ｗｗｗ．ｓｍｒｃ８ａ．ｏｒｇ／ｓｍｆ／ｍａｉｎ．ｈｔｍ。
尽管社会运动中的大众传媒研究较少涉猎电影媒介，但社会运动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相关文献
为我们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９３年，甘逊（ＷｉｌｉａｍＧａｍｓｏｎ）与沃夫斯
菲德（ＧａｄｉＷｏｌｆｓｆｅｌｄ）描述了传媒在社会运动中的三项主要职能：第一，动员政治支持力量；第二，
推动主流话语对于社会运动的合法化认同；第三，扩展冲突运动事件的范围和影响［４］１１４－１２５。该研
究揭示了社会运动中的大众传播活动不仅将强烈地影响运动本身如何被民众理解与接受，而且对
于动员社会资源、推动运动规模的上升或下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社会运动中的大众传媒
研究一方面应当着眼于宏观层面上国家、政党／政治力量话语和传媒话语之间的互动与博弈的格
局，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传媒话语对民众认知、群体动员等形成的促进或抑制的作用。这一研究视角
放置入社会运动研究的“国家／政党 －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下，就意味着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研究
将转向考察大众传媒如何扮演衔接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桥梁角色。
与此同时，当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研究转向媒介如何衔接起国家／政党和运动的行动者，进而推
动或抑制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相较于其他大众传媒，影像传播，特别是电影传播，就显示出其独
特的魅力与优势。
首先，电影放映活动天然地为民众动员与群体组织提供了机会。与阅读报纸、观看电视、检索
互联网络乃至使用手机的相对私人性不同，影院放映的公开场域提供了社会个体集群化的物理空
间，无形之中为聚合民众群体，引发观影者共鸣，煽动参与者情绪，形成动员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提
供了客观有利的前导性场所。
其次，影像传播拥有传递具象信息内容的优势。文字的抽象表达，往往对于受众的阅读能力和
文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使得诸如报纸等媒介难以对文化程度低的受众产生影响［１］１１７。与之
相对，影像传播依托声音（听觉）与图像（视觉）的具象传达方式，不仅降低了传播内容接受的门坎，
无形之中扩大了受众的范围，而且更易于借助活动影像营造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社会动员氛围，提高
群体动员的潜力和情绪升温的可能。
再者，电影艺术的戏剧式情节模式，天然地包含着冲突格局，尤其是阶级、民族或家庭的冲突模
式，往往具有直接提供仿效的效果；而影像表达在情感上的张扬，本身便是审美的一种征服力量，成
为诱发观众强烈响应的基础。在中国语境下，作为“集体性与感性的媒介”［５］１１９，电影往往成功地
在控制与煽情方面建构起独树一帜的角色。１９３４年，一部《渔光曲》（１９３４）轰动影坛，东海渔民的
凄惨生活与悲苦命运深深感染了观众，观影的民众络绎不绝，影片在上海连映８４天之久［６］１１７－１１８。
而１９７２年９月朝鲜译制片《卖花姑娘》在中国大陆公映时，感动了无数国人，每一座电影院里哭泣
声此起彼伏［７］。有回忆称，那时候，进影院看这部电影时，不问男女老少，都要准备一块手绢；“恐
怕一块还不行，还要准备两块、三块，每个人都哭得稀里哗啦……”［８］，但最后依然是全部湿透了还
不够用。有的人一路哭着回家，有的人在电影院里哭昏过去，甚至还有的人哭得被抬上救护车，因
心脏不好而哭进了医院［９］。
最后，对于以社会运动为题材或内容的电影传播而言，影像在内容呈现与叙事表达上体现出一
种对运动进程的忠实记录。这种以镜头持续记录并再现社会运动场景的传播模式，比文字报道和
静态影像更具真实性表象，因而相应拥有更强的现场冲击力和更高的传播可信度。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表现“大众运动”的新闻电影不仅成功地形塑了大众与领袖的一体感，而且积极地促进国
民投身于街头的群众性集会［５］１７３－１７４。这些特征都为电影传播在社会动员与社会运动中发挥独特
的功能与作用提供了先决条件。
（三）中国电影与社会运动：研究视角
电影媒介不仅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中国语境下也拥有着与其他媒介大相径庭
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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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左翼进步电影运动始，电影媒介就持续地被视作一种显性的、强而有力的教育民众，鼓舞士
气，动员百姓的武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场合得到强调与贯彻。如无产阶级电影评论家王尘无在
介绍列宁的电影指示时，确凿地引入“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并突出“电影必须
经党之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启蒙及其煽动的有力武器的主张”［６］９８。田汉在《南国月刊》中同
样指出，“电影和一切艺术一样，……是工农大众的最有力的教育者、鼓动者、组织者”，“我们得用
这种最直接、最有普遍性的工具，使中华民族都了然于我们解放的正道”；“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要靠
有组织的群众的力量，有教育的群众的力量”，“电影呢，却正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良好工具，所
以我们应该很坚决而鲜明的使用它”［１０］１１９。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电影界左翼人士敏锐地提出“国防电影”的创作口号，旨在发起电影界“一
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会”［１１］。“国防电影”的呼吁不仅鼓动起文艺界
的抗日创作热情，而且推动着抗敌民众动员的广泛传播与深入人心。这其间，如代表作《狼山喋血
记》（１９３６），就直接将抗敌斗争作为创作题材，以一个简单的打狼故事寓意彼时政治事件和政治趋
势，并蕴涵着国人团结抗争、打退侵略者的社会动员号召［６］１３９。而明星影片公司则连续推出《生死
同心》（１９３６）、《压岁钱》（１９３７）、《十字街头》（１９３７）和《马路天使》（１９３７）四部以抗战斗争与御侮
救亡作为社会背景的电影，以轰动的公映反响唤起国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抗敌图存的热
情［６］１４５－１６３。抗战期间，无论是在上海“孤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国统区的电影
工作者，都纷纷投入抗战影片、抗战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从不同侧面发挥了电影强大的宣传动员
功能。《青年进行曲》（１９３７）及其主题曲成为激励青年们参加抗战的战歌；新闻片《抗战特辑》、大
型纪录像片《中国风云》、《西北在线》（１９３８）、《华北是我们的》（１９３８）等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
捷等中华儿女的浩然抗战实录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雪溅宝山城》（１９３８）、《风雪太行山》
（１９３８）等故事片更是展现了抗日战士的民族气节与牺牲精神［６］１５６，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９。１９３８年，“中华全国界
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它旗帜鲜明地发表宣言，“我们要使每一部影片成为抗战底有利的武器，
使它深入到军队、工厂和农村中去，作为训练民众的基本的工具”［６］１６５。由此，爱国救亡电影的传
播遂源源不断地汇入伟大抗日战争的宣传与动员洪流中。正因为此，毛泽东将争取抗战胜利的
“文化的动员”摆在与战争政治目的的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全国人民的动员等并列的
重要位置，特别强调了“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把
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１２］４４９。不仅如此，自延安时期始，中国共产党便将电影创作在
内的文艺工作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以文艺批评检查政治思想，经整风运动整顿思想和组
织［１３］１２。于是，电影既被视作动员与组织工农大众的武器，推进抗战建国和阶级斗争的开展；还直
接列入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作为衡量政治态度、觉悟和立场的认识与实践标准。这种对电影媒介
的认识，使得影像传播跨越了大众娱乐与商业盈利的功能，更超越了民族资产阶级影人提倡的教化
与教育的角色，直接成为鼓动民众进行社会抗争、投身政治参与的媒介手段，在政党政治体系中得
到格外重视。这种政治认识的发展与延续，也使得党在国家政权建立之后，不仅持续着对电影传播
的关注，而且积极促进与推动电影在新的政权体制与国家语境下的发展。建国前夕，针对即将诞生
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布指示，明确肯定“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
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
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１４］４０１。由此，左翼电影的成功经验被复制到新中国的电影发
展中，电影迅速变身为对国民大众进行革命政治普及教育、特别是新中国建设动员的主要载体，其
在形象地传递意识形态的抽象内容方面远远领先于同时期的报刊、杂志以及广播与电视等大众传
媒［１５］２４－２５。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电影事业早在建国前夕便积极持续地投入到国家和平建设的宣
传与动员之中，故事影片《桥》（１９４９）、《回到自己队伍来》（１９４９）、《光芒万丈》（１９４９）、《无形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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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１９４９）等表现了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初，社会各界为建设新中国奋战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一系
列影片极大程度地鼓舞起了全国民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
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为了推进电影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中的同步迈进，建国初期我国对电影
管理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报纸等新闻传媒。基于对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传播功能的认识，
今日被许多人简单视为娱乐性消费或商业的电影业不仅在１９５２年底前就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
造，而且相比起短暂的“军管时期”对新闻稿的预审，对电影的审查一直存在，从故事梗概延伸到各
个制作环节①。此背景之下，政治公权力对电影传播不断渗透，并反复宣示其强大的影响力。电影
传播则在一系列的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中日趋引人注目，其功能与影响还远远跨越影像传播的范
畴，成为政党／国家制度化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社会运动”界定为政党／国家推动实现的大众动员与政治参与的独特形
式，探寻中国语境下的电影传播活动，是如何得到政党／国家的鼓励与支持，成为社会运动的资源、
组织或非网络平台，筛选与确立政治议事日程，推动与调节社会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为了集中呈现
上述问题的表现形态，本研究主要围绕建国后的中国电影进行论述，并较多聚焦于“文化大革命”
（以下简称“文革”）前后及“文革”期间的电影传播事件。本研究呈现并揭示的，并非政党或国家
同非制度社会运动的对抗性运动关系，而是前者如何鼓励、甚至推动社会运动的兴起［１６］ＸＸＸⅥ。如
勒德斯（ＪｏｓｅｐｈＥ．Ｌｕｄｅｒｓ）等学者指出的，政党或国家对于社会运动采取容忍甚至鼓励的态度，以
此影响与推动社会运动形成认可国家的政治议题，这既是政治动力学的重要问题，又相对处于一种
被学界忽略的状态。因此，通过探究一类特殊的社会运动驱动力的电影传播，本文所聚焦的正是戈
德斯通强调的“……国家实际上可能会欢迎社会运动并寻求社会运动的支持，或者寻求将社会运
动融合到政党政治之中”［１６］ＸＸＸⅥ。具体而言，中国电影与社会运动之间存在一种什么关系？我们
应从哪些方面来考察中国电影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与功能？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运动如何围绕
着电影传播展开，政党／国家如何规划、组织和协调电影传播以创造政治机会，动员社会资源，形成
公共议题与制造公众舆论？电影传播如何制度化地渗透、影响与规范大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行为和
结构，进而建构公众政治身份［１７］６２－６８？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将为在中国的政治图景下全面与准
确地解读国家／政党、大众传媒和社会运动之间关系提供答案。
二、电影传播与社会运动：跨越影像的传播角色变换
　　（一）电影传播与政治议程的制定
政治议题的选择和政治议程的制定为社会运动的策划、组织与动员创造政治机遇和动员土
壤［１８］５７－６１。有别于西方社会中电影传播的商业话语模式，中国电影在建国后的大众传媒体系及文
艺诸门类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执政党赋予其格外的重视。这使得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电
影传播不仅成为诱发政治议题的动因，而且被作为推进政治议程的内容。
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电影传播在发动全中国人民满怀热情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中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它从选择政治议题到制定政治议程，实现了推动新政权建设的政党政治向和平建
设的国家政治的渗透与转化。１９４９年东北电影厂完成的故事片《光芒万丈》，描写了解放后老工人
周明英在党的领导下，团结群众，积极工作，成功修复被潜伏的特务破坏的发电机的故事。《光芒
万丈》公映后不仅得到国内外观众的热烈好评，还直接动员起了工业战线的建设热情。据报道，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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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李斯颐研究发现，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除了电影业，只有新闻业和私立高校（高等教育业），详见李斯颐：《也谈建
国初期私营传媒消亡的原因》，《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山发电厂一位工人连看了４次影片。而片中主人公跳到锅炉里处理故障的情形，更是感动了很多
任务人。许多人看完影片后纷纷表示，要把主人公无私奉献于祖国建设事业的忘我精神贯彻到实
际工作中［６］３１３－３１５。
电影传播成为与政策议题和政治议程密切相关的宣传动员工具并非偶然。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民群众普遍的知识文化水平比较低，全社会的大众传媒体系尚未健全，各类传媒中电影的传播影
响则名列前茅［１５］２４。在这一国情背景下，利用特定主题的电影作品来设置政治议题（如和平建设、
抗美援朝），或者运用已经获得广泛社会关注的电影作品推动政治议程的开展（如土地改革），不仅
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大抽象的政治议题的知晓度，而且有利于以具体的影像情节最大限度地动员起
整个国家的人力资源，营造全国性的运动风潮。１９４９年，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一部苏联译制影
片《普通一兵》（１９４９）不仅在青年观众中取得激烈的反响，更是受到广大前线指战员的热烈欢迎。
一时间举国动员，掀起了学习革命影片的主人公英雄马特洛索夫的热潮［６］３１４。有报道称，抗美援
朝战争中，黄继光正是受到这部影片的启发和鼓舞，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射孔，成为了
中国的马特洛索夫［１９］３１３－３１５。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
农村地区广泛展开。为配合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１９５０年，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
片厂前身）将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电影《白毛女》公映时受欢迎的程度令人咋舌：在全国２０家
电影院首映第一天观影人数即达４７万多人；国内首轮观众更是高达６００余万人［２０］３２。《白毛女》
的传播影响积极推动了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
在社会运动事件孕育和发起阶段，如何挑选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的政治议题内容，对于成功
地发动运动的参与者和行动者、赢得广泛的运动资源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与之相反，缺乏大规模民
众认知基础支持的政治议题往往易于将社会运动引向失败。同样，在确立政治议题之后，如何推进
政治议程的具体化，将社会运动有步骤有组织地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内展开，是任何制度化社会运动
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中国语境下，这一问题随着电影传播的展开迎刃而解。无论是《桥》、
《光芒万丈》这类表现工人阶级无私奉献的影片，或是《白毛女》这一反映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残
酷剥削的影片，又或是《普通一兵》这样描述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的影片，都成为了政治议题与政治
议程的推手，它们不仅能够将和平建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抽象的政治议题建构成为具象的影
像内容，营造大众性的政治运动机遇，而且能借助电影的影响将政治运动的风潮推向全国。
以电影传播推动国家政治议题的普及和政治议程的贯彻与实施，既是建国后逐渐展开的全国
性政治动员的一种模式，又因其衔接起政党 －国家、电影传播和社会运动三者而显得格外引人注
目。在这一系列由政党政治推动的全国性社会运动中，抽象的政治文化依托电影媒介，借助影像传
播通俗化、普及化以及社会化的优势，在很短时间内不仅成功确立了众所周知的政治议题，形成了
急风暴雨般形成浩大声势，保障了举国上下的运动动员，而且成功地推进了从知识分子到工农民众
在政治运动间自觉地“习得其政治取向和行动模式”［２１］７３。自此，政治运动所强调的政党机关的号
召和规定、周密的组织保证、具象的动员内容等开始成为惯例。电影通过塑造英雄人物和悲壮的献
身事迹来树立典范和榜样，通过灌输一套共有的权威话语形式形成共识，从而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掌
控观众，进而实现意志的服从与行动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包含电影工作者在内的艺术界通过此
类政治运动事件，深刻地习得如何符合政党政治要求的在文艺实践中贯彻一种政治从属功能，与主
流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保持一致，真正践行“文艺工作为工农民服务”的政治纲领。换句话说，通过
对电影传播的议程建构，执政党不仅成功地建立起为新政权服务的电影创作、生产与评价体系，而
且完成了对电影创作者的规训，将电影传播整合融入了政党－国家政治的操控范畴。从此，电影传
播同其他文艺宣传工作一道，追随着政党－国家政治的轨道同步迈进，并在此后的政治动员与社会
运动中扮演起更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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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传播与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
如果说《桥》、《白毛女》和《光芒万丈》等是以电影传播的议事日程推动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
那么此后，依托“公映批判”的政治运动形式和红头文件的行政指令效应，电影传播不仅扮演着政
治议事日程的风向标，而且直接参与了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间中国社会“……经历的政治运动和批判，都是从电影开始的”［２２］３６。
而这样一种将电影传播活动直接建构为政治参与和政治批判运动的做法，在“文革”期间甚至成为
了一类制度化政治的突出形态。
所谓“公映批判”，通俗地说，就是由单位或街道负责组织起各自成员，以观看批判电影的形式
参与政治批判运动。这一过程中，影片内容与电影创作群体往往成为批判对象，电影放映活动则充
当起批判运动的组织者和现场情绪的煽动者。如《逆风千里》（１９６４）被列入 “大毒草”、“反革命”
的首批“反动影片”之列后，上映时在其片头上特意加上了上千字的“前言”，其大标题即是：“反革
命影片《逆风千里》”，并辅以画外音充满火药味地大声朗读［２３］。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公映
批判”成为了一块“试金石”：是否参与观看影片、以及如何观看影片等本身已经成为评价政治态
度、衡量政治忠诚、参与政治批判的一个核心内容。因此，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加观影活动，并在活
动过程中进行踊跃的政治表态，都成为了电影传播活动中表现政治忠诚与批判觉悟的标杆尺度。
也正因为此，有回忆描述，“那时单位组织看‘毒草’电影《红日》《怒潮》，演至中途突然画面定格，
发出一个非常刺耳的尖叫，此人大声疾呼，振振有词，叫嚷这儿有毒那儿有毒。真是中国电影的悲
哀”［１７］６３。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自《武训传》始，“公映批判”的做法伴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
艺整风运动扩大至许多部影片，如《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早春二月》等，并在“文革”期间被
推向极致，成为制度化的批判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公映批判”的公开性和煽动性等特征，将批判电影的放映活动塑造成为重要的政治
参与运动；另一方面，“文革”期间由行政权力推动的、史无前例的全国电影“禁映”奇观，强化了将
电影传播塑造成为“一个重大的媒介事件来严肃认真地对待”［１７］６２。“禁映之下的传播”［１７］６２－６４，
或者说电影的非正常传播，便成为制度化的政治批判运动的特殊组织与动员工具。在这一政治批
判运动形态强制性地干涉与渗透入日常生活的历史背景下，看电影不仅仅是看电影，而成为响应国
家政治批判号召的要求，以及服从政党－国家推进的社会批判制度的一种表态。而一旦电影传播
成为政党－国家着力鼓动的政治参与形态，“看了电影有利于批判”［２４］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认识，
被组织观影的民众“不得不参加，也不敢随意迟到早退，而且只能以反对的立场、批判的态度去观
赏影片”［１７］６３。无怪乎，有回忆将观看“公映批判”电影的过程形容作“虔诚正襟危坐，苦捱两小
时”［２４］。不仅如此，观看电影的过程中还要夹杂着批斗、煽动起批判，把影片主创人员揪来批斗一
番成为习以为常之事［２４］。在这种流程下，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教育、强化甚至惩戒都成为实实
在在的具象内容，“影片的公映批判创造性地把电影院营造成一个形成公共议题、制造公众舆论的
场所”［１７］６３。而在这个极端的历史语境下，这种形成公共议题、制造公众舆论的公映批判传播，完
全超越了影像传播的情感影响方式，以观点的预设和映前或映后紧随的批判话语来强化传播者的
观点，电影传播也完全沦落为政治动员的附属和傀儡。
鉴于“文革”期间政党－国家对于以电影放映形式实现的政治批判运动的肯定和热衷态度，以
行政指令的红头文件形式组织起的电影传播更是充当起动员与组织国家各部门和社会各界民众参
与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手段。这种红头文件指令下的电影放映，既包含前述以“公映批
判”形式放映的影片，也包含以“内部参考”等名义在单位小部分群体中组织观影的影片。例如，
１９６４年，时任中共中央要职的康生公开点名批判《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
妹》等影片是大毒草。８月２９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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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作出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
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的指示。毛泽东在
该通知的报告上批示：“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
能还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２３］。随后，全国上下迅速遵循此项红头文件的指
示精神与要求，如火如荼地开展组织电影放映与批判学习的政治运动，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也相继发
表大加批判这些电影作品的文章。有人粗略统计，《舞台姐妹》电影的导演谢晋因这部“大毒草”而
遭受的大批判多达２００多次，该影片也应红头文件的要求，在全国５７座城市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
之用［１７］。而这种依靠行政指令推进以电影传播为组织方式与批判形态的社会运动模式，在“文
革”期间屡试不爽，凭借行政力量的高压与电影传播的组织优势，在推进批判影片的广泛传播的同
时，不断在各地掀起政治批判的高潮，将民众成功地融入到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之中。
建国后至“文革”结束的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批判运动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图景。电
影放映传播则因其广泛的受众群体、公开的批判场域和强大的组织能力，被建构成为具有代表性的
大众政治参与形态，受到政党－国家的严格控制与积极操纵，并每每运用于社会批判运动的动员与
组织。在这种政治氛围下，观看电影远离了休闲娱乐的范畴，充当起接踵而来的社会运动的动员与
组织角色，并成为政党－国家的行政力量鼓励、推动与塑造的一种特定的、制度化的公众性集体参
政模式。
当然，电影参与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并不仅仅表现在公映批判活动中。政党 －国家同时通过
正面的影像宣传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由其发动的各种社会运动。纵观新中国政权建立后的历次政治
运动，土地改革中有反映农村斗争的《白毛女》（１９５０）；合作化运动中有反映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
华北农村变化的故事片《槐树庄》（１９６３）①；大跃进中有反映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全国劳动模范黄宝
妹事迹的《黄宝妹》（１９５８），彩色纪录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１９６５）②；人民公社运动中有纪录片
《毛主席视察人民公社》（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１９６２）；“文革”时期“打倒走资派”运动
中则有被称为第一部“写走资派”的影片《春苗》（１９７５），表现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影
片《决裂》（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以及《千秋业》等反“走资
派”主题的电影③。通过电影组织起来的动员活动在农村地区更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吉林省
和龙县通过放映《突破乌江》（１９６１）提高了农民参加劳动的积极性［２５］５１。在《婚姻法》颁布之后，
影片《儿女亲事》（１９５０）、《刘巧儿》（１９５６）、《李二嫂改嫁》（１９５７）等推动了婚恋自由和妇女解放运
动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普及［２５］５０－５１。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电影传播的这种角色被广泛地复制、
频繁地运用，并时刻紧密地贯彻政党政治的意志，积极投身到组织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的政治宣传战
役之中，发挥了其他任何媒介所无法完成的使命与功能。
（三）电影传播与社会运动的调节
伴随着“文革”浩劫的结束，大众传媒的普及，电影直接充当政治议程的设立者与社会运动的
组织者的身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割断了同社会运动，或者说公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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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细论述可见朱安平：《是是非非〈槐树庄〉》，《大众电影》，２００７年第１８期。
详细论述可见《北京农业的大跃进（彩色纪录片解说调）》，《电影艺术》，１９６５年第６期；马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颂
歌———纪录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观后》，《前线》，１９６５年第２１期，第１０－１２页，第１７页；钱众：《把总路线的红旗举得更高———
记一渡河人看影片〈北京农业的大跃进〉》，《前线》，１９６５年第２１期，第１３－１４页；《使足劲，赶上去———延庆白河堡大队干部和
社员看了〈北京农业的大跃进〉后》，《前线》，１９６５年第２１期，第１５－１７页。
如将对“赤脚医生”的歌颂与跟“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被称为第一部“写走资派”的影片《春苗》
（１９７５）；表现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影片《决裂》（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的《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以及《千
秋业》等反“走资派”主题的电影。在《欢腾的小凉河》中，邓小平的名字甚至被直接地提到和批评。
政治参与活动的联系。１９８５年，中央将文化部的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视部，并将广播电视部
改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１９９６年，中央又进一步将分属宣传、文化等部门的各地方电影制片厂划
归广播电视部门统一领导。这些举措一方面利于统筹影视生产规划，优化影视资源分配，另一方面
则可以视作保持与强化电影生产发行与政治宣传工作的直接挂钩①。同时，也正是出于对电影传
播中意识形态属性把握的考虑，直至今天，所有在中国摄制的影片都必须在上映之前将剧本和剪辑
完成样片送交监管机构审批②。而在系列机构调整与改革举措实施之后依然可见的是，作为大众
传媒之一的电影媒介在历次宣传战线工作与政治学习运动中持续地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电影传播主要配合重要的政党－国家政治议程设置，成为思想政治学习活
动的一个特色性环节，以影像传播的特殊影响力与社会感召力塑造丰富多样的政治参与方式，吸引
民众参与到政治学习与生活中，调节并保持政治活动的热情。例如，２０００年８月江泽民掀起反腐
倡廉的风潮，组织观看“反腐倡廉”力作《生死抉择》电影的活动在短时间内席卷全国，该片在国内
的票房收入也迅速超过同期所有进口的“美国大片”［２６］。共青团中央在《关于认真组织广大团干
部和团员青年观看影片〈生死抉择〉的通知（中青发［２０００］２０号）》中，将观看《生死抉择》电影和
组织专题讨论作为“团干部开展‘三讲’教育③和加强团员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④。
２００５年始，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下简称“保先”活动），组织各党
政团体观看包括《蒋筑英》（１９９３）、《张思德》（２００４）、《郑培民》（２００４）、《生死牛玉儒》（２００５）等一
系列影片则成为“保先”活动的重要内容。由此，电影放映与观看成为学习与贯彻中央决议与政
策、响应与参与政治学习号召的重要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影像传播并不是思想政治活动的孤立环
节，它往往同开辟影片专栏讨论、举办观后感征文等形式相配合，借助电影放映活动扩大社会公众
参与政治学习与讨论的覆盖面，推动深入持久的、多元化的思想教育运动在各社会群体中的开展与
渗透。这种将政治学习运动与影像观看活动挂钩，或者将观影活动确立为政治学习运动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部分的做法，也使得新时期的电影传播不仅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形式，而且还承担起协调
与丰富组织生活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内涵，并有机地融入作为整体的大众传媒的宣传风潮，在中国社
会中不断地掀起政治学习与政治参与的热情。
三、电影传播、社会运动与制度化政治：中国语境的视角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路径中，电影传播在政治动员与社会运动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
立足于案例事件的历史情景，本研究描述并诠释了电影传播如何作为政治议程设置的工具，如何充
当民众集体动员的手段，以及如何成为整合并协调政治活动展开的平台，进而呈现电影传播受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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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出台的文件：《关于各地方电影制片厂统一划属广电部门的通知（广发办
字［１９９６］３３号）》，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２日。
针对电影片目的制度性审查可以追溯至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３年，政务院和电影局制订并陆续颁布的三个文件——— 《中央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故事影片电影剧本审查暂行
办法（草案）》、《关于各种影片送局审查次数的规定》（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５日电影局颁布）为中国电影审查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另可
参见张行：《中国渐成好莱坞大片厂》，《侨园》，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６３页。
“三讲”教育是指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的部署，从１９９８年到１９９９
年集中一段时间，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用整风精神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
风教育。
参见共青团中央出台的文件：《关于认真组织广大团干部和团员青年观看影片〈生死抉择〉的通知（中青发［２０００］２０
号）》，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０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办公室：〈关于组织团员青年观看影片《生死抉择》的通知（京团办发［２０００］第６号）〉，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１日。
党制度与国家政治的操控和调度，与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交互渗透，彼此建构的形态。上述案例虽
然各自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含义，并有着大相径庭的政治场景变换的特征，但共同揭示
了中国语境下电影传播与社会运动之间持续而又复杂的关联。
首先，电影传播对社会运动的渗透、推动与组织经历了从自发发起到自觉运用的过程。目前可
查的、最早的关于中国电影与社会运动的个案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９年洪深在辱华影片《不怕死》放映
间登台揭露该片侮辱中国人民的内容，号召观众不要看，并当场引领着数百观众离场并向影院交涉
退票［２７］６５－６６。之后洪深撰文要求国民党政府禁映该片，并将拷贝当众销毁；华人报纸也动员起来，
拒登放映方“大光明影戏院”的电影广告。这一系列围绕电影《不怕死》的社会抵制运动，不仅推动
影像传播从孤立的影院放映升级为全社会范围内反抗辱华影片的大众运动，而且将二十世纪二三
十年代抵制辱华影片的放映运动进一步扩展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６］８４。尽管如
此，此类由电影传播所引发的社会运动仍停留于零星的、偶发的、指向特定影片内容的自发行为。
然而，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日渐渗透入文艺工作，进步的左翼影人和中国
共产党开始系统地运用影像放映传播鼓动民众情绪，激发观众的爱国热忱［６］１８６。电影也随之成为
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中“工农大众的最有力的教育者、鼓动者、组织者”［１０］１１９。建国后，执政
党更是屡屡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包含批判运动和政治学习）中有效地利用电影传播的特征与影响，
推进政治运动的发展。而自觉运用电影传播，实践对社会运动的推动、渗透与组织，也反过来深刻
地影响了电影传播在国家政权体系与政党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影响。它既体现了党及其领导的文
艺工作者对于电影媒介的特征与认识的逐步深化，又彰显出中国语境下文艺工作的意识形态特征
对于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传媒制度的深刻影响。
其次，电影传播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与操控，集中反映了政党政治向国家政治的渗透、融入、干涉
与强化。这一过程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建国后意识形态力量对电影传播强而有力的介入。为响应马
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念号召，电影同其他文艺形式一起，组成“党的文艺工作”，也
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也成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服从
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２８］５２，７０。然而，这种表现形态的整合和融入并未彻底地完
成文艺工作对于政党政治的依附和服从。为了更好完成对文艺工作者的规训，使文艺工作更彻底
地服务并服从于政治动员的需要，执政党陆续推动了以融合电影传播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最为典
型的，是针对电影《武训传》开展的社会批判与政治运动，恰恰可以看作是由政党政治发动的，将特
定的传播媒介与阵营团体吸纳并巩固于国家政治范畴的社会运动。为此，有学者曾评价，“《武训
传》已经不再是电影。它从电影艺术的范畴中脱出来了。现在提起它，人们想起的不是电影，而是
运动”［２９］。从整个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政党政治通过选择性地过滤电影作为文艺作品的特征与
功能，直接把它同文艺工作者的表现上升至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治的层面，强调其所反映出来的政治
色彩与阶级逻辑，将艺术创造上的问题定性到了政治问题［３０］１０８。这些举措使得电影不仅仅成为政
治运动的批判标靶，而且还演化成为政党－国家以明显而直接的方式动员民众，收编文艺工作的政
治技巧。这种政治技巧一方面极大地加强了电影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与功用，使得政党政
治、电影传播和国家机器由于社会运动而交互渗透，通过跨越影像的政治批判运动建构广大观影受
众的革命意识形态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基于影片放映的社会化、大众化影响，最大限度地将电影传
播从艺术创作轨道剥离，有效地整合到国家政治图景之中。
第三、电影传播对社会运动的渗透、鼓动、组织与调节，包含组织观影、内容放映、影片评析等多
元环节，并依托政治制度与传媒体系得以实现。例如有学者指出，“文革”期间，“四人帮”利用电影
作为操纵与实现其手中所掌控的文化权力的主要工具，“通过公开的电影批评和不公开的内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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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去获得合法性的基础”①。具体而言，一方面，影片的放映传播往往由政党 －国家政治体制推动
开展，以红头文件等行政指令的方式进行推广，这既树立起电影传播的特定政治地位，又保障了影
像传播为媒介的政治活动的社会影响，无形之中也相应提升了影片的票房与社会知名度。另一方
面，观影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一系列运动事件的结束，后续对影片内容的分析与评价、开展相关座谈
与研讨、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在内的整套大众传媒体系的介入与配合等，持续地促进政治学习与社
会运动的全面铺开和影响深化。因此，电影传播积极介入社会运动的进程，除了影片本身在题材、
情节冲突、人物形象甚至经典话语形式等方面参与社会动员之外，也将影像放映场所、影片座谈活
动、报刊杂志等媒体的影评活动纳入蕴含社会动员潜力的媒介事件之中。
电影传播在一系列运动事件中既处于核心的媒介事件位置，又带动政治体制与传媒体制复合
式集体联动。影片放映所建构起的是社会动员的相对隐性的公共领域，而利用场所和大众传媒影
评则是更为显性的、张扬的公共领域［１７］６６。这种对于电影这一特殊政治动员工具的操控演化为极
致，甚至出现了在十年浩劫期间电影制片的停滞，同类影片产品的反复放映传播，并将电影放映活
动密切结合起组织批判、政治学习、游行动员等社会运动形式，在全国受众群体中产生热烈反响。
在这一过程中，电影传播直接成为特殊的一类社会运动形态，产生、加剧并巩固了广大民众的革命
意识形态与政治批判素养。
最后，中国语境下对于电影传播与社会运动的认识和运用，呼吁着理性化的发展转变。新政权
建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是以各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掌握的手段，依托没完没
了的社会运动构成此间中国人特殊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影传播与政党—
国家的社会动员与政治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它在参与社会动员方面体现出非同一般的作用。
而当各类文艺作品“泛意识化”或“泛政治化”色彩伴随十年浩劫的结束而逐渐褪去，电影逐渐恢复
其文艺传播载体的身份与功能。一方面，我们无法否认，也不能忽视电影传播通过社会运动的意识
形态建构对于“社会国家化”［３１］１７１进程的有力推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某些特殊的
极端情况下，当政治力量对于电影传播实施过度的渗透与操控，电影完全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公权力所发起的社会运动遮蔽了电影传播的功能，电影的传播角色随之被单一的意识形态工具角
色所占据。换句话而言，当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动员经由影像传播的具像内容表达得以完成，电影
媒介充当起革命性意识形态主体性建构的不自觉工具。而这种过分浓厚的政治意味，不仅伤害了
电影传播自身所立足的艺术色彩与传播功能，而且削弱了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可能发挥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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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坞功夫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力：
影像美学、明星与迷群
方玲玲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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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华莱坞电影的生产与好莱坞、宝莱坞的集群式生产模式不同，它是以特定的语言和民族
性为文化根基，在身份认同、性别表现等方面体现出鲜明族群特征的影像表达方式。功夫电影（Ｋｕｎｇｆｕ
Ｍｏｖｉｅ）作为华莱坞类型电影中的经典样式，它将中国功夫为主要的视觉语言，并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价
值观念，通过电影剪辑手段进行跨文化传播，有效地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本文从功夫电影的影
像美学、明星生产和功夫迷群文化三个方面对其文化特质和类型优势进行了分析阐释，以此强调华莱坞
电影在多元化的世界电影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的文化视角。
［关键词］华莱坞；功夫电影；跨文化传播；明星；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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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世界电影格局中的华莱坞
　　基于共有的文字、书写经验与文化源流，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电影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形成
　
了结构复杂、关系紧密的网络，建构了一个在电影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创作“共同体”，既保有文化
差别，又分享文化资源，在世界电影格局中占据了特定的时空版图，我们将其称作“华莱坞电影”。
学者邵培仁指出，“华莱坞”作为一面旗帜和一种电影符号，具有很强的涵盖性、统合性、包容性和
辨识性，基本符合华人的希望与期待［１］１。
长期以来，“好莱坞”作为世界电影生产和出口中心，将领先地位建立在美国经济和英语语
言的强势之上。但全球化的进程为多元文化产品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于是印度的“宝莱坞”、尼
日利亚的“瑙莱坞”以集群模式或机械复制式地生产并出口大量影片，从产量看大大超过了美
国。与这三者不同的是，“华莱坞”并非一个集群式电影产业的概念，而是以华语作为语言基础，
以民族性为文化根基，同时在身份认同、性别表现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群体特征的涵盖电影创作、
电影生产和电影研究在内的宽泛概念，代表一种既保留本土特色，又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影像表
达方式。
对于电影生产而言，强大的电影市场是其生命力的支撑。美国和印度就是因为拥有热爱看
电影的国内观众，才获得了刺激电影业发展的动力。欧洲虽然是电影的起源地，且有良好的艺术
根基和电影批评的传统，但受到制作成本和创作思路的影响，欧洲电影更倾向于小众和精英式
的消费，无法获得好莱坞式的商业上的成功。好莱坞的优势主要体现为它的娱乐性和视觉冲击
力，以及在特定电影类型和亚类型中的程式化表现。经过了经典好莱坞和新好莱坞时期的阶段
性发展［２］４３９－４６４，电影的商业性更加突出，制作内容和制作形式呈现出多元的文化特征以适应电
影市场的全球化。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一向拒绝投资难以获得商业成功的项目，努力迎合全球观
众的心态，以达到更丰厚的收益［３］８６－８７。
宝莱坞在沿袭传统的印度歌舞风格化基础上，题材选择上借鉴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拓宽国
际市场。瑙莱坞则以极短的生产周期和可观的年产量抢占了非洲的电影市场。虽然近年来华莱
坞电影增加了制作成本，在资本投入和发行方面极力走商业路线，目前在电影生产的规模和数
量上仍无法企及前三者，但它最为宝贵的资源在于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丰富的表现形式。
在全球化的电影工业格局中，华莱坞电影需要既保留传统，又要适应多种文化语境，才能拓展国
际电影市场空间。于是，一种恰当的电影主题与影像表现便集中体现在一个特定的华莱坞电影
类型上，这就是功夫电影（Ｋｕｎｇｆｕｆｉｌｍ）。功夫电影是华莱坞电影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吸收了
传统戏曲、日本和好莱坞电影的表现元素，功夫电影所催生的影像美学、功夫明星以及功夫迷
群，跨越了时间、空间及语言的障碍，形成了独特的影像景观和跨文化传播力。
一、华莱坞功夫电影的影像表现与文化阐释
　　 型电影源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划分。大卫·波德维尔认为“它们不容易定义，但容易辨
认”［２］４１。功夫电影是一种类型电影，而且是来自有着悠久武术传统的中国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基
于电影表现手法和影像技巧而产生的类别。它符合电影制作者与观众凭直觉进行的粗略分类：
即以武功与动作为主要的视觉表现方式，加上特定的剪辑技巧以完成影片的叙事①。
“功夫”这个词，是粤语对“武术”的一种称谓，主要是指以拳脚为主的武技，功夫电影就是
表现拳脚功夫为主的影片［４］２４７。常与“功夫电影”混用的是“武侠电影”。这两种电影类型具有血
缘上的接近性而水乳交融。一直以来电影研究者也未能清晰地说明两者的差别和界限。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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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类型电影通常都遵循约定俗成的内容和叙事方式的规则划分，同时认可模糊性。关于功夫电影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的
表述，但这并不影响电影业者与观众对它的含义相对统一的看法。
以“功夫电影”或“武侠电影”为对象的研究中，也往往指涉不明①。本文的“功夫电影”无意对这
两种电影类型进行概念的界定，但有意说明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指以真实的武功技巧和拳脚动
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电影类型。在国际电影市场的竞争中，功夫电影有其独特的优势，那就是以
动作和肢体语言的激烈、夸张表现作为电影的核心，并体现出强弱对比、输赢较量、正邪对立等
戏剧冲突，这样的价值观在多种文化的空间中都能获得普遍的认同和理解。同时它又适当表现
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观念和道德意识，并将其用一种世俗化的形态表现出来，很大程度减少
了跨文化语境中传播和接受所可能遇到的障碍。在国际电影市场，好莱坞用普世价值创下票房
奇迹，华莱坞的功夫电影则以让人叹为观止的功夫技巧和东方文化的神秘感作为争取市场的砝
码，同时也为西方的电影创作提供了灵感来源。
（一）镜头中的功夫力量与节奏铺陈
去除了语言传播可能带来的误读或曲解，主要借助身体作为表达符号，这是功夫电影在东
西方国家都能够引起受众观影兴趣的原因之一。而且在其发展历史上，功夫电影一直都体现了
开放理念，从经典好莱坞时期的卓别林、范朋克等大师的视觉动感节奏中捕捉灵感，并以前苏联
库里肖夫的蒙太奇剪辑观念作为指导［４］２４５，加上新好莱坞电影中的恢弘场面、华丽包装等，功夫
电影融合更多国际化的元素，吸引不同文化背景观众。
镜头的切换和紧凑的剪辑形成了连贯而流畅的视觉感知，是功夫电影的吸引力所在。在画
面流转中铺陈拳脚动作的轻重缓急，与观众的心理情绪相互作用，形成紧张的节奏，并以此推进
剧情的发展。李小龙的电影《猛龙过江》（１９７２），影片结尾处与对手对决的高潮部分，从李小龙
的特写镜头到最后击败对手的定格画面，历时５分４５秒，１１回合，８６个镜头。这对于以武打招式
为表现对象的功夫电影来说，称不上快速的镜头切换，但形成了在特定时代的一种特定的表现
风格，即注重画面的写实性和动作的完整性。而且功夫动作的一招一式都能充分展现。《少林
寺》（１９８２）中的经典对打镜头，共计１分１８秒，３个回合，用了３４个镜头，平均１个镜头２．３秒。
画面表现的重点仍然是武打招式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在《水浒传之英雄本色》（１９９３）中，最后的
决斗场面一共１分９秒，７６个镜头，平均每个镜头不到１秒。这个部分使用了快切式的剪辑，真实
性不再是重点，激烈的视觉冲击才是导演的意图［６］２３５－２３６②。以这几部电影为代表，从这些镜头节
奏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功夫电影的美学风格，以及观众不断变化的审美趣味。这种演
进，在保留功夫电影既有的动作特质之外，吸收了好莱坞电影追求强烈视觉刺激的影像剪辑原
则，真实的打斗场面与后期特效形成的更具冲击力的镜头效果，更加吻合受众的观影心理。
功夫电影将语言作为辅助手段，以功夫技巧为核心，展现经过了电影的叙事逻辑梳理后的
暴力。电影使用仿真式的表现，让暴力元素以一种真实与梦幻结合式的影像呈现，对身体和动作
进行了全方位地的刻画，在一些高潮部分，运用慢动作镜头来拉长肢体运动的时间，使观众能够
充分体验人物之间武打招式的细节，或者使用长镜头能还原打斗过程的流畅与真实，如胡金铨
的《独臂刀》（１９７１）中的长镜头充分展现了复杂的动作设计与人物之间的对决场景。在王家卫
的《一代宗师》（２０１３）则运用了建构式蒙太奇手法，以局部的镜头剪辑拼接，并用高速摄影的方
式，将肢体动作与环境变化连贯编排，但并不出现全景镜头，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和在脑海中
补足完整画面的可能性。这些多样的影像呈现方式让功夫电影从视觉画面和节奏上极具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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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蹇河沿的《中国电影观念史》（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一书中，对“武侠电影”与“功夫电影”做了电影情境和时
间背景的划分，将“以武侠人物为主角的影片，背景设定在古代”的影片划为武侠电影，“以展示功夫为主，背景设定在清末明
初，也不乏现代都市”的影片界定为功夫电影。但这种分类标准仍然偏于简单和模糊。无法清楚地说明影片角色与时代背景的
关系。
对于几部电影镜头与时间的统计，参考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性，无论是追求即兴的自然主义风格或者极端的场面美感，功夫电影用其独特的画面语言满足
了观众排遣压力的心理需求。
（二）华莱坞式的暴力艺术
在电影创作中，暴力是一种叙事手段。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和好莱坞导演对于暴力的迷恋
进行了视觉化的表达，如《穿心剑》（黑泽明，１９６２）、《天生杀人狂》（奥利弗·斯通，１９９４）、《杀死
比尔》（昆汀·塔伦蒂诺２００２）、和《纽约黑帮》（马丁·斯科塞斯２００２）等作品中，用了大量极具
冲击力的血腥、残酷和夸张的画面形式挑战观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极限。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在华莱坞的功夫电影与日本的武士电影、好莱坞的动作电影、黑帮电影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的
关系，但从叙事逻辑、美学趣味和镜头语言上来看区别不可谓不大。华莱坞功夫电影虽然也以暴
力元素为基本表现内容，但对暴力的处理和情绪的把控上呈现的是与日本、好莱坞不同的风格。
功夫电影中的影像吸引力在于它是如何展现冲突和矛盾的酝酿、滋生直到爆发的过程。暴
力是解决这种冲突和矛盾的手段，往往是用暴力抵抗暴力，也是功夫电影使用的一种叙事语言。
它将暴力作为一种引人入胜的形式，借助功夫本身精准的动感、规范的招式以及对身体适当的
收放控制来呈现力量的美感。不仅如此，功夫电影还借鉴京剧、杂技的动作元素，使打斗场面更
加风格化和富有节奏感。每一次停顿、“亮相”往往都伴以更激烈更快速的进攻或下一招式的伺
机而动。如李小龙、李连杰等人的电影，武打动作可以快如闪电，也可以柔软舒缓，而不是硬碰硬
式的肢体冲撞，着重表现肢体的正面接触与肌肉力量的过程。暴力在功夫电影中更加艺术化，具
有攻击性的动作往往不是连续使用的，而是虚实结合，短暂的停顿、眼神凝视与紧张的对攻相映
衬，形成了一种平衡感。加上慢镜头和静止动作的使用，更显得张弛有度。在华莱坞式的功夫美
学原则之下，暴力呈现出来的不仅是激烈的冲突，也是经过了有形化处理的心理和力量对比变
化过程。
华莱坞功夫电影的技击动作通常具有表演性质。基于不同的叙事策略，功夫会以一种风格
化、程式化甚至舞蹈化的暴力形式来消解暴力。与好莱坞电影中的血肉横飞不同，功夫电影讲求
章法与门派，注重在有限空间中展现拳脚技艺的无限张力。比如《卧虎藏龙》（２０００）中李慕白与
玉娇龙在竹林中的较量，将肢体的力量与竹的柔韧性揉合在一起，弱化了对决状态下的暴力，强
化了强韧而含蓄的意念，也呈现了阳刚与阴柔，进攻与闪避之间的力量转换。此外，功夫电影擅
于将环境与人物的动作变化结合，以渲染功夫的艺术性和美感。《少林寺》（１９８２）中的觉远在四
季变换的山林中苦练武功，春花烂漫、秋叶缤纷、飞雪漫天贯穿于人物武艺精进的过程，让这一
组画面成为功夫电影史上的经典。《一代宗师》（２０１３）中的叶问与宫二的金楼比试，用了明暗交
替的影像，在虚实之中将武功招式做了艺术化和诗意的提炼，更加显现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三）高情境文化中的英雄主义
功夫电影所昭示的是一个以暴制暴，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世界和人生哲学。虽然有奸人当
道、倚强凌弱，但按照电影的叙事逻辑，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以一当十，为民除害。从情节设置来
看，功夫电影往往以正邪较量与角力来讲述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的主题，并由一个主要人物来完
成拯救众人的使命。例如《猛龙过江》（１９７２）中的唐龙、《方世玉》（１９９３）中的方世玉、《醉
拳》（１９７８）中的黄飞鸿、《少林寺》（１９８２）中的觉远等人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都是以过人的拳
脚功夫，打败了邪恶的力量。功夫电影中的角色设置往往包括正面和反面的人物，代表两种不同
的品性与价值观，角色之间的冲突也就反映了价值观的冲突。在这种较量与对比中，正面人物以
反叛的姿态出现，用暴力抵抗暴力，将种种英雄形象借助盖世武功定格下来。
除了能像与好莱坞电影一样表现激烈的动作变换和虚实相生的影像表达所带来的观影快
感，华莱坞功夫电影迷人之处还在于它对传统东方文化的表现。华莱坞功夫电影中的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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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方高情境文化密不可分，建立在一种群体的共享经验之上［７］９０。功夫电影的叙事逻辑与动作
表现就处在一种高情境文化中。功夫的起源与自然、佛教、道教关系密切，而且分为不同的门派，
秉承各自的武学要义，因此要领会功夫的精髓，需要经年累月的修炼和体悟。虽然华莱坞式的功
夫英雄，虽然也往往是以“个人”气质和行动来获取世人的称赞，但他们恪守的是不同的道德观
念和行为方式。功夫电影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深谙功夫之道的高人，却大隐隐于市，或者游走“江
湖”，其行为逻辑和性格逻辑遵循“天”、“仁”、“孝”等伦理常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意”
是世人的最高行为准则：“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
罚。”（《墨子·见天上》）所以，功夫电影中的英雄用暴力挑战邪恶势力，是为了“替天行道”，顺
应“天意”，具有神圣的意义。但他们通常不轻易使用暴力与他人发生冲突，而是以隐忍甚至一再
退让的态度来面对冲突，直到迫不得已才出手，关键时刻克敌制胜。如《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
黄飞鸿，《叶问》系列电影中的叶问，奉行的是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表现出以礼待人、克己忍
让、行侠仗义的精神品格。
如果将好莱坞电影中驾驭激烈格斗场面的英雄人物比作“火”的话，那么华莱坞功夫电影中
的英雄则好比“水”，他们的气质与秉性形成于一个完整的功夫体系。在中国的文化中，水是至善
之物，“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道德经》），这正是功夫英雄的境界，像水一样具有灵活性和
柔韧性，能存在于任何不利的环境，变化自如，不易捕捉。功夫电影里的英雄懂得收放与得失，以
不争为人生态度，以坚韧的性格和过人的阅历辨别是非善恶，进行生死抉择，实现人生的终极
意义。
二、功夫电影中的“星文化”：明星的生产与消费
　　功夫电影的制胜法宝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华功夫之外，还有功夫明星。电影明星的出现源
自于美国好莱坞的工业化生产，由此而建立的明星制自１９１５年起便是美国电影工业的支柱［７］１５９。
与好莱坞一样，华莱坞电影中的明星也是市场的保证。在功夫电影中，所有正邪的较量，对武学的阐
释，东方文化的呈现，以及观众心理情绪的投射，都会指向一个最为核心的符号，那就是电影中的明
星。他们在特定的情境下被生产出来，又被置于市场之中让大众消费。明星的力量不仅支撑了票房，
还赋予了电影更鲜明的个人特色，被众人追捧。
（一）功夫明星的气质流变
在功夫电影中，一些本身具有深厚的武学修养的人成为电影中的演员，由于带有明显的东方文
化的特质，体现了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例如谨慎、内敛和理想主义，他们赢得了广泛的
观众支持，进而成为功夫明星。在不同时期的电影美学原则指导下，功夫明星制造了各种不同的观
影体验和视觉想象。气质、功夫门派、时代背景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差异，使功夫明星拥有各自坚定的
观众群。
在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的功夫明星以王羽、姜大卫、狄龙等为代表，男性气质中的豪气血性表
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在电影中充分展现了阳刚之美和暴力之美，但多有悲情英雄的意味。这一时期
的明星其个人风格主要由角色本身来体现，如姜大卫的放荡不羁、狄龙的正直狭义，都是与电影中
的人物性格密切相关的。他们擅长塑造执着于自己的人生信仰，满怀抱负却注定孤独的角色，而且
在一番激烈的打斗中，尚在青春壮丽的年华就死去。虽然这些明星本身也是练武之人，但早期的功
夫片主要通过武术动作设计来预先编排好打斗的格局，动作较量是程式化的，演员的性格和特质主
要服从于角色的需要，所以观众对功夫明星的喜爱主要源自于对电影人物的移情作用。由于电影题
材和时代背景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功夫明星显现的是阳刚、古典和侠气，极大满足了人们对“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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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和对救世英雄的情感投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最为耀眼的一颗功夫明星无疑是李小龙。在他身上集聚的是具有爆发性的力
量、夸张的肢体动作和执拗的性格。他高深的功夫造诣和风格化的表演，使其受到大量影迷尤其是
西方观众的膜拜，而在其艺术高峰期生命戛然而止，又增加了神秘的色彩。李小龙是一个带有东方
民族性和西方文化背景交织的复杂符号。他的《猛龙过江》等电影直观地表现出海外华人移民的生
存困境以及中国人坚韧而倔强的性格，并且让华人羸弱而缺乏对抗性的形象得以改观，塑造了一种
混杂了西方元素的华人男性气质。李小龙身处一个跨文化语境，他饰演的角色总难免带有民族主义
和反殖民主义的性质，进而成为在西方文化中标志性的东方象征。一些研究还探讨了李小龙作为他
者文化的身体符号而引发的酷儿性审美［８］９４－１０４，这也是他作为功夫明星为大众提供视觉消费的一
个方面。
成龙的功夫电影生涯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长期保持着高产的状态。自从《醉
拳》（１９７６）开启了喜剧功夫电影的模式，成龙的个人风格也随之定格下来。如果说前期的功夫明星
所饰演的角色还保持着和普通民众的距离，成龙则以幽默、诙谐和朴素的气质打造了一个平民英雄
形象，将暴力和冲突用巧妙的动作设计成功化解，并将紧张惊险和愉悦轻松杂糅在一起，有效地控
制了电影的节奏，并成为一种极为鲜明的成龙的个人印记。成龙被认为是一个“以自我战胜角色的
电影作者”［６］１００，而且他将功夫电影从正统严肃的表演风格中解放出来，更加适应国际化的观众口
味，更符合娱乐化、商业化的市场需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代表人物是李连杰。作为一个习武之人，他的身上有一种含蓄内敛，甚至有些
木讷的气质。从《少林寺》开始，他的这种气质就伴随着后来的《黄飞鸿》、《方世玉》、《霍元甲》等电
影。他扮演的角色多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为民除害和伸张正义的民族英雄和狭义之士，对西
方人而言，李连杰所具有的率真质朴、隐忍果决、儒雅谦让的品性，是东方文化的表征，而他在电影
中常有羞涩和拘谨也成为其标志性的符号，为其赢得了市场。
作为一种类型电影，演员风格化的表现是必然的。功夫明星的气质变化与电影创作的题材、时
代背景及市场等因素有关。从狄龙、姜大卫时期的侠气豪情到李小龙的硬朗张扬、成龙的灵巧诙谐、
李连杰的内敛含蓄，可以看出功夫电影的发展方向。但无论这种变化引起怎样的反响，可以肯定的
一点，功夫明星都塑造的是英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保护众人，尽管可能需要经过漫长的决斗，但最
终会克敌制胜，始终代表正义和道德。
（二）功夫电影中的明星生产
中国功夫博大精深，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传记式功夫电影甚至是系列电影的主角而被
演绎、被消费，如黄飞鸿、方世玉、霍元甲、叶问等，他们的武学思想、性格特质、传奇经历以及时
代背景是极佳的表现对象，作为真实存在的功夫人物附加了各种人生故事之后，在功夫明星成
龙、李连杰等人的出色身体技艺支撑下被加工为电影产品，并与这些功夫明星一起成为银幕
经典。
电影技术表现力有限的年代，功夫明星主要依靠真实的技击技术和武学功力来获得票房。于是
截拳道、少林武功、咏春拳等传统武术的完整打法和动作的连贯性成为功夫明星的主要表演内容，
但同时也注重塑造明星形象的标志性动作，如李小龙的“李三脚”及从空手道借用来的叫喊声，极
大地提高了打斗的戏剧性［４］３。这种极具个人印记的朴素硬朗的打斗和风格化的表演，为之后李小
龙的模仿者和影迷提供了可参考的符号，并进行了大量的复制和生产。成龙的喜剧式功夫动作贯穿
了他的大部分作品，而标志性的片尾花絮剪辑显示了拍摄过程的艰难，并且产生一种间离效果，暗
示了功夫电影是如何在演员挑战身体极限的基础上才生产出来的视觉奇观，将明星的制造过程进
行了再次消费。李连杰更是在中国类型电影发展过程中催生的明星。１９８２年的《少林寺》公映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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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神话之后，接连演出了《少林小子》（１９８３）、《南北少林》（１９８４）等系列少林题材的电影，通过
媒介的复制生产，被成功地制造成一个功夫明星。在之后的好莱坞发展期间中，李连杰通常被塑造
成沉默，身着黑衣带有神秘感的武功高人，符合西方人对东方人和中国功夫的想象，成为继李小龙
之后的功夫偶像。
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电影工业善于制造明星来获得稳定的票房。在有功夫明星支撑的华
莱坞功夫电影黄金期，电影对演员的武艺和动作技能的仰赖占有很大比重。换言之，功夫明星自身
的拳脚技艺加上简单的蒙太奇，就可能完成电影的大部分制作。所以，这一时期的功夫电影往往是
按照功夫明星的特质来设计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明星对电影具有一种较强的掌控力，着重体现个人
风格和个人实力。但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复杂的剪辑技巧和电脑特效能够有效地弥补演员个体的
动作缺陷和不足，而且在功夫电影这种类型电影中，即便是毫无武学功底的演员，只要通过一定强
度的技艺训练，再加上电影特效，就能担当一部电影的功夫主角。例如《卧虎藏龙》里的周润发、《功
夫》（２００４）中的周星驰、《一代宗师》里的梁朝伟等。在新的媒体技术保证下，功夫电影逐渐脱离了
对功夫明星的技能依赖和真实的身体体验，而转向了流行文化对市场的倚重。对一些已经获得市场
认可的明星进行事先的武打动作编排和武学包装，功夫招式本身已经不再是主要内容，而成为导演
风格与叙事技巧杂糅之作，并有意避开严格意义上的功夫表现，将画面和镜头做抽象和意境式的演
绎，或者转而对功夫中的文化、思想等的阐释，以及明星个人的演技发挥。就像有研究者对《一代宗
师》的分析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复仇这一主题所自然而具有的愤怒元素，也被“梁朝伟那深邃浅笑、
安然自若的凝视以及无奈隐忍的目光取代”［１０］１２３。
从功夫电影中的明星生产来看，不同时期对明星的身体技艺要求不同。但功夫电影始终是作为
类型电影的一种，对肢体动作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所以无论是依靠李小龙式的真实武学功底为支
撑的朴素影像，还是大众化的明星经过特效处理后的视觉奇观，都有具体指向的故事原型和时代背
景。功夫电影通过风格化的程式和明星的表演，实现了对不同时代的中国文化、社会和信仰的担忧、
焦虑和坚持，这也是功夫电影能够通过明星的肢体打斗表达的深刻内涵，也是其拥有广泛观众的原
因之一。
（三）明星的身体消费与性别想象
功夫电影能够引起东西方文化的共鸣，还在于它突出体现了父权制下的男性身体的力量感与
中心地位。波德里亚将“身体”描述为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消费品。同时他
还指出，身体并非一个明摆着的事实，而是一种文化事实［１１］１４０。功夫电影中的“身体”就是这样一
种文化消费品，它是一个重要符号，是展现所有动作技艺、武功绝学以及东方文化的载体，也是功夫
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对象。电影中的明星们通过身体的灵活变化和力量的对比来掌控局面，从而实现
对武学要义和叙事主题的阐释。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的身体就处在中心的位置，是所有影像语言的
共同指向。
功夫电影对身体的消费是通过对大众式暴力的滋生和消解来完成的。按照约翰·费斯克的
观点，在影视作品中呈现的暴力是经过严密组织的，符合阳刚、年青、魅力等特质的角色往往是
正面人物。而且，暴力作为阳刚气质的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从中人们生产出抵制臣服
的反抗意义［１２］１６２。由明星饰演的功夫主角们大多具有以上的体质特征。功夫电影中的叙事是基
于社会冲突、压迫与反压迫的，所以暴力作为反抗的手段，与身体特质相互作用，在对矛盾的认
知中更加显现出角色对身体的投入。功夫明星或者电影明星作为偶像，实现的是观众对某种身
体气质的情感投射。
从经典的功夫电影代表作中，不难发现这种身体呈现的男性化特质。狄龙、李小龙、李连杰等功
夫明星，通过角色的斗争冲突，不遗余力地展示其男性阳刚之美。在张彻导演的《报仇》（１９７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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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龙展现了健壮的身体线条与硬朗的作风。对男性身体的直接展现成为导演张彻的电影美学的一
部分，“电影里几乎所有的英雄，在决斗时都会光着膀子，肌肉绽出，尽显男性的豪勇与力
量［１３］５５－５６。李小龙对于功夫武艺的强调不仅在于显示男性的身体力量，还在于他需要对抗来自西
方白人男性阳刚气质的挑战。他必须用快如闪电的拳脚和绝对的胜利来消解处在受压制地位的华
人群体的文化焦虑。所以，李小龙从不会放过充分展示自己健美身体和凌厉眼神的机会。电影中的
特写镜头将他的阳刚与力量定格，并成为李小龙电影的标志。“衣服脱到腰间，强壮而充满愤怒力
量的肌肉，时刻准备出击的形象在书、ＤＶＤ封面和影迷网站上”［９］９４－１０４供人们消费。此外李小龙也
毫不掩饰对自我的迷恋，将自己塑造为独一无二的个体，将武功神化［６］６９。当然，对功夫电影中的身
体消费并不限于对暴力的直观显现。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身体暴力可能被
弱化或者隐藏，而代之以幽默、含蓄的身体语言，如成龙、李连杰、梁朝伟等在电影中的表现。长衫、
礼帽遮蔽了身体，而用动作、眼神和特效画面来完成对身体力量的刻画。
功夫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领域，这也是符合东方文化事实的。功夫电影以力量和男性身体特征
的表现为主要手段，体现了父权制社会中的身体原则与性别文化。所以功夫电影中的女性必定处于
从属地位。功夫明星与女性之间存在必然的距离，极端的情况下全片只有男性演员，如《少林五
祖》（１９７４）。大多数功夫电影中，男性保持与女性有限的身体接触，女性角色可有可无，或者只是陪
衬。而女性功夫明星（如杨紫琼等）在电影中需要隐藏美貌、柔弱等符合传统定义的东方女性特质，
而以寡言少语、朴素、干练、硬朗的形象出现，可以视为通过身体对男性中心的反叛，但只能居于非
主流的状态。电影是大众文化的一种形式，为了迎合普遍的文化趣味，功夫电影里的女主角会由符
合大众审美标准的女性偶像来饰演，是否身怀绝技并不重要，她们的存在是为了而且往往会添加爱
情的因素来增加看点。
三、功夫迷：华莱坞电影中的亚文化迷群
　　功夫电影中的武技和东方文化元素能够得到广泛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功夫迷对电影
的积极消费。作为一种亚文化群，与其他的“迷”相同的是，功夫迷对电影文本的投入也是主动的、
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１２］１７３－１７４，他们通过对功夫电影中的技艺、主题和明星等的消费与生产来
表现自己对功夫电影的迷恋，以情感投入、模仿来实现自我认同，从而促成了这种华莱坞类型电影
在全球的传播，并且塑造了壮观的电影文化景象。
（一）期待与满足：对现实缺憾和东方文化的幻想式消费
１９８２年的《少林寺》书写了中国内地的票房奇迹。以一毛钱的票价创下１亿元的总票房［１４］。
李连杰在《少林寺》中饰演的武僧觉远，虽身在世外，仍身负除暴安良的道义责任。对于功夫迷
而言，在观看功夫电影时的快感来源之一就在于能够获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心理诉求。
功夫电影的视角是平民化的、世俗化的，从其设置的背景和主题来看，往往是在旧有的社会秩序
和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构建正义和公平的社会神话，一位身怀绝技，敢于挑战恶势力的救世英
雄总会应运而生，如李小龙在《唐山大兄》（１９７１）中饰演的工厂工人、《猛龙过江》里饰演的华
人民间高手、成龙、李连杰等人先后在《黄飞鸿》、《方世玉》、《叶问》系列电影中饰演的俗世英雄
等等。功夫电影建构了一种民间意象和朴素的影像表达方式，使那些令人眩目的武功技艺，通过
影像的剪辑和加工，将暴力元素美化和神化，超出了常人的能力所及。这也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
对功夫技艺的向往与迷恋。而且功夫电影与大量依靠电脑合成的奇幻电影不同，它偏重于肢体
运动的程式化，有固定的套路和拳法、脚法，能够让观众看到通过肢体的比划、格斗而体现出来
的力量对比，这种几近真实的方式塑造的个人英雄更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功夫电影也由此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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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人们的精神依赖与情感期待。
除了构建正义与邪恶两极对立的亚文化社会类型和神话式的英雄意象所具有的普适性能引发
东西方功夫迷的认同之外，对于处在异文化情境中的西方功夫迷来说，功夫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则是
他们沉迷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功夫电影进入美国市场之前，美国人已经对中国菜、中国宗教
及武术的兴趣越来越大，所以《天下第一拳》（１９７２）及李小龙、成龙等人的功夫电影进入美国，创造
了客观的票房收入。同样在欧洲亦是曾出现每周放映功夫电影的盛况［４］１０３。名山古刹、沙漠客栈、
亭台楼阁、喧闹集市等带有显著中国特征的景致，在电影中成为具有观赏价值的文化符号。“擂台
比武”、“舞狮”、“舞龙”等场景所具有的观赏性和娱乐性的中国民俗也往往作为故事背景出现，丰
富了电影的视觉效果并成为经典桥段。在功夫电影的线性叙事脉络中，令人眩目的武打招式穿插其
中，再加上独特的节奏感、意念的具象化等等，使功夫电影表现出与西方动作片不同的风格。波德维
尔就引述过当时功夫电影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其他电影望尘莫及……其所提供的乐趣，是其他欠
缺想象力、夸张作大的超级英雄片所没有的”［４］１１０①。此外，在功夫电影中出现的男性形象有别于以
往西方电影中女性化的亚裔角色，对于西方影迷来说，也成为一种有突破性的看点。东方文化的含
蓄婉约与尚武暴力结合，增加了功夫电影的神秘感，进而引发了功夫迷的狂热追捧。
（二）情感投入：对功夫与明星的迷恋式消费
理查德·戴尔在系统研究电影明星制的著作《明星》（１９７９）中引述了安德鲁·都铎的观点，认
为影迷与明星之间的关系就是情感喜好。观众对特定主人公放任的“爱慕”，是在明星、叙事和观众
个体特征三重影响下得到的，是一种标准的“介入感”［１５］２７。在华莱坞功夫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有不
少的影迷因迷恋电影展现的中国功夫而成为如狄龙、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功夫明星的忠实拥趸，
也有人因为银幕上这些功夫明星表现出来的绝世武功而对中国功夫产生浓烈的兴趣。
在华莱坞的功夫电影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功夫迷现象就是“李小龙迷”这个群体。由于李小龙
的跨文化身份，他的影迷遍布海内外。对李小龙的迷恋，并不仅仅因为他在电影中所向无敌的华人
形象，更因为他融合中国功夫中的咏春拳与跆拳道、西洋拳击等而创立的截拳道，通过电影的风格
化编排而显现出来的强劲快速又灵活多变的技巧，从而掀起了“功夫热”［１６］２７２。所以，李小龙的功
夫迷情感投射的对象既包括李小龙本人，还涉及中国功夫及中国文化的震撼力。“龙迷俱乐部”②是
一个以怀念李小龙为主题的网络论坛，在此聚集了大量李小龙的狂热迷，在国内颇有影响力。从俱
乐部的英文名“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ｄ”可以看出，他们将李小龙作为“神”一样地崇拜。在论坛的各个版块
中，他们亲切地称李小龙为“龙哥”，并整理了内容丰富的与李小龙及其电影有关的照片、视频、书
籍、音乐等，还有专门的“截拳道”版块。在这个网上俱乐部里，各位同好充分地讨论和李小龙、功夫
相关话题，涉及李小龙的新闻、电影与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还有可用虚拟货币兑换的书籍、功夫技
法等物品。李小龙迷们不仅分享各种信息，还原创文章表达对李小龙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国功夫、中
国文化的喜爱和敬仰之情。其中有网名为“蜗居女”的网友发表了一篇《为了忘却的纪念：重新定义
李小龙（纪念李小龙逝世４０周年）》的文章［１７］，从时代背景、华人生存困境、中国武术文化、民族认
同诉求、偶像气质与中国符号等方面对李小龙的成就和在华人世界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其中提出了
“他的出现是历史必然吗？”、“他的成功可以复制吗？”以及“他的影响力还会继续存在吗？”等三个
问题，文章都一一回答：在因李小龙深厚的武学修为和中国哲学素养，加上适逢特殊的时代和特定
的文化环境，因此他的出现是不可复制的历史必然，由此可见对偶像的推崇之意溢于言表。对于这
４０１ 中 国 传 媒 报 告 第１３卷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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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ｎｊａｓ一书对功夫电影的评价。
网址为ｈ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ｄ．ｃｏｍ／ｆｏｒｕｍ．ｐｈｐ
些迷而言，李小龙的地位不可替代，他的功夫也无人能超越。而另一个由李小龙胞弟李振辉主持建
立的“李小龙会”（ＢｒｕｃｅＬｅｅＣｌｕｂ）①，则是在线上分享资料、线下开展活动，表达对李小龙作为中国
功夫明星和华人象征的爱戴和怀念。与前者相比，这是一个较为单纯地进行“龙迷”情感交流的空
间和平台。
事实上，功夫明星和功夫电影无论是在国际国内电影市场和功夫迷的评价中，并非都获得一致
的肯定。但对于各自所崇拜的功夫偶像来说，他们的魔力会经由电影放大而掩盖其不完美。功夫明
星再加上功夫元素所具有的中国符号，功夫电影努力地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质和类型优势，并对其
他国家的电影创作产生影响。
（三）模仿与生产：功夫迷的创造式消费
功夫电影中主角的英雄主义和武林绝学往往引来模仿者甚众，楷模的效应更加突出。例如《少
林寺》在创造票房神话的同时，催生了一大批功夫迷，纷纷前往少林寺学艺，希望练就李连杰一样
的高强本领。“少林寺”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功夫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不仅功夫迷趋之若鹜，之后的功
夫电影也将其作为创作的叙事背景和片名，来吸引更多的影迷，如《少林小子》（１９８４）、《南北少
林》（１９８６）等。而李小龙带给功夫电影和海外市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他神秘辞世之后更是引
发了功夫迷对他的动作、着装等的模仿与复制。在功夫电影兴盛的７０年代，相关的电影杂志和书籍
大量涌现。如１９８５年出版的《武术电影：从李小龙到忍者》［１８］，是一本影迷指南，包括了丰富的历史
背景资料和图片，为功夫迷们提供了重要参考。即便是在现在，还有不少的影视作品将李小龙作为
了重要参照甚至是直接模仿对象，例如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功夫》等电影。
作为一种重要的华莱坞类型电影，功夫电影在国际电影格局中的影像不仅体现在引发了众多
功夫迷的情感投入和简单模仿，更为积极的消费是充分利用功夫元素，并将其作为创意资源进行再
生产和再加工而制作出新的电影文本或其他产品。好莱坞的《功夫熊猫》（２００８）导演之一约翰·斯
蒂文森就是一个功夫迷，他先后花了十年的时间酝酿《功夫熊猫》的细节元素，并充分利用了好莱
坞的专业团队，最后形成这部以中国符号为表现的典型的好莱坞式作品。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典型
的中国功夫元素：武林大会、欢庆锣鼓、Ｓｈｉｆｕ，ＭａｓｔｅｒＷｕｇｕｉ等，而且中国功夫文化中的师尊徒卑传
统也体现无遗。连片头的梦工厂标志都置换成了头戴斗笠的功夫猴子形象。制作人也直言，这部电
影是“向中国文化和香港功夫片致敬”之作［１９］。好莱坞导演、功夫迷昆汀·塔伦蒂诺在《杀死比
尔》（２００３，２００４）系列电影中用李小龙在《死亡游戏》（１９７８）中的经典着装作为一个鲜明的符号来
构建他的暴力美学，打斗场面也具有中国功夫的风格。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中的武术设计
灵感来自李连杰的《黄飞鸿》中的功夫招式，导演自身也是功夫影迷［２０］。《功夫之王》（２００８）则讲
述了一个美国少年功夫迷向中国的功夫大师学艺的故事，其中穿插了中国神话和武学，以及西方式
的幽默等元素。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中国功夫与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培养了跨越民族和
文化边界的迷群，具有不可忽视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结　语
　　虽然吸收了其他国家电影工业的元素，华莱坞电影的发展模式仍然与好莱坞、宝莱坞、瑙莱坞
不同。在激烈的国际电影市场竞争中，好莱坞一直呈现出来的是美国制造、全球采购的世界主义产
品［３］１９。而华莱坞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深远与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以及它“正面传播中国的文化观与
价值观”［２１］１０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资源是电影创意与制作的内在驱动力，正是有各自特质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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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小龙会”的线上网址为ｗｗｗ．ｂｒｕｃｅｌｅｅｃｌｕｂ．ｃｏｍ，分别有英文、中文和日文三个版本。
此存在差异的文化的存在，才能在电影的生产和消费双方之间产生对彼此的需求。功夫电影作为华
莱坞类型电影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将中华传统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了文化资本，并用动作与力量
的变化作为叙事线索，构建起独特的影像美学，培育了功夫明星和功夫迷群，通过全球化的传播方
式获得了国际市场，将原本小众的电影亚类型演变为大众化的电影消费对象。
电影是一种混合了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创意产品，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传递着民族与身份的认
同方式。之所以要强调“华莱坞”的概念，是为了在多元化的电影产品中凸显中国文化的特征和文
化视角。功夫电影将功夫作为典型的中国符号，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不仅在光影技巧之下形成了炫
目的影像，而且融合了历史背景、文化观念与武学要义，加强了族群的民族认同感和对文化身份的
认知。功夫电影的动作语言和英雄主义具有普适性，其文化特质又具有特殊性，极适合跨文化的语
境，并在全球趋于同质的电影生产中保持自身的特点与优势。随着功夫电影传播的不仅是影像，还
有包括汉语语言、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
功夫电影发展的历程与华莱坞电影的整体发展历程相似，都是在西方强势的电影市场中从边
缘的位置逐渐向主流市场渗透。但由于成本投入和产业基础等方面的原因，华莱坞功夫电影文化身
份和商业价值的认可经历了艰难的过程。中国功夫的内涵与中国文化中的“心性”、“仁义”等观念
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否能够真正理解？功夫电影中纯粹的东方气质和拳脚实战是否能够抵御好莱坞
的高科技特效？这些问题在华莱坞电影和功夫电影的跨国发展中无法回避。所以，保持文化特质和
类型优势，同时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资本，并将商业主义和文化创造力紧密结合，增强跨文化接受力，
是华莱坞电影需要长期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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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１３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ｈｔｐ：／／ｗｗｗ．ｃｈｎｍｅｄｉａ．ｃｏｍ／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基金支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网络语言风潮的表达机制、传播影响与应对策略研究》（编号：２０１２Ｍ５１０５０１）
［作者简介］廖卫民（１９７１－），男，博士，浙江平阳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传播理论、网络传播、影视艺术、文化产业等方向的学术研究。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ｏ＿ｗｅｉｍｉ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宝莱坞对华莱坞的启示：
媒介生态位的理论模型与实测分析
廖卫民
（中国传媒大学 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6
）
　　［摘　要］在媒介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下，基于生态位宽度的实测分析可以发现，以宝莱坞为代表
的印度电影业，形成了以孟买为首的多个生产中心各就各位、各领风骚的发展态势；印度电影在语言维度
上具有鲜明的生态多样性，在类型维度上则具有极致的单一性，即呈现出生态位上的集中重叠特征，其原
因在于印度政府、电影制作方和观众都倾注于“社会片”类型电影的资源开掘之中，对外形成了强化印度
电影作为整体与外界的区隔，对内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种群和相关产业的共生繁荣，最终营造出了宝莱坞
电影的生态丛林景观。对于印度电影的数据解剖和定性讨论，让我们感受到印度电影在生态位上的多样性
和单一性的复杂关系和矛盾统一，同时也让我们窥探到印度电影生态位定位的秘密所在，让我们看清印度
电影业在其本土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生态位策略，从而对华莱坞电影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宝莱坞；华莱坞；印度电影；生态位；生态位宽度；媒介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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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举办的“国际传播视野中的华莱坞电影”学术研
讨会上，五十余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主题，各抒己见，切磋学术。邵培仁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说：
“华莱坞（Ｈｕａｌｙｗｏｏｄ）概念的提出，犹如一声亲切的呼唤。她的确是受到美国好莱坞（Ｈｏｌｙｗｏｏｄ）
的启迪，得到印度宝莱坞（Ｂｏｌｙｗｏｏｄ）和尼日利亚瑙莱坞（Ｎｏｌｙｗｏｏｄ）的激励，但更多的是基于在
华人电影研究中，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考量，对未来的前瞻。”［１］１洪浚浩教授在《打造华莱坞，
我们能向好莱坞和宝莱坞学些什么？》的主题演讲中总结道：“通过认真了解和分析好莱坞、宝莱坞
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从中找出一些可供中国电影发展的借鉴之处，正是实现打造华莱坞梦想的第一
步。”［２］９笔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受此启发，想进一步深入研究印度电影的发展模式，尤其是深入
思考宝莱坞电影对于华莱坞的启示。
印度电影大多都是与丰富多彩的印度音乐及歌舞相因相生，相辅而成，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以宝
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印度电影已然形成了一种阡陌纵横、枝繁叶茂、鸟语花香的生态丛林景观。宝莱坞
蔚然大观之气象，实际源发于其内在的电影媒介生态的良性发展与系统协调。本文在媒介生态学的理
论研究视野之下，将运用生态位的相关理论模型和实证测算方法，对印度电影进行一种理论审视和实
测分析，则会对中国电影或者说华莱坞电影提供一种基于数据的系统剖析及学术镜鉴。
二、媒介生态学视野下的生态位概念及相关理论模型
　　在国内传播学或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中，生态位这一生态学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恐怕是被引用
论证最多的一个理论工具。生态位概念应用于媒介生态学或信息传播研究领域当中，多指媒介或媒
介组织之间的竞争中如何确立相互关系，例如，“广播、电视中的报纸摘要，报纸中的广播、电视节
目，就常吸引受众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使媒介的营养生态位呈现出多维、交叉的态势。”［３］２６再
如，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人的信息生态位宽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４］４。邵
培仁（２００１）在《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中将“传播生态位规律”放在第一位加以介绍分
析，可见对之重视程度，在其运用中还涉及到了营养生态位（ＴｒｏｐｈｉｃＮｉｃｈｅ）、功能生态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ｉｃｈｅ），同时在采取媒介策略时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媒介的数量应严格控制，
“媒介的生态定位宜采泛化生态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ｉｃｈｅ），即生态位要比较宽泛、广阔、模糊，使之
有较多的资源取向和较广的发展时空”，第二种情况是：媒介的数量适当放宽，“媒介生态才能采用
特化生态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ｉｃｈｅ），即生态位可以比较窄小、清晰、明确，因为不同媒介可在各个特
定的领域或层面拥有富裕的资源取向和足够的发展时空。”［３］２６在这两种情况中，前者适合在资源
紧缺之时采纳，后者适合在资源富有之时采纳。这一研究，可谓切中了生态位研究的关键，对于本文
研究有一种提纲挈领的助力。
为了更好地透彻分析印度电影尤其是宝莱坞电影业的生态特点及内在机制，有必要先对生态
位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内涵进行一番细致梳理。
（一）生态学中生态位及相关的概念阐释
张光明、谢寿昌（１９９７）曾对“生态位”（ｎｉｃｈｅ）的概念演变进行过系统梳理和文献综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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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在本质问题、主体问题和尺度问题三个方面的比较论证后，认为如下定义表述可基本阐明生态
位概念：“一定生态环境里的某种生物在其入侵、定居、繁衍、发展以至衰退、消亡历程的每个时段
上的全部生态学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地位，称为该物种在该生态环境中的生态位。”［５］４９并且对其
概念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物种的生态位具有特有性、层次性、区域性、时效性、可调性、相对稳定
性和定量可测性。”［５］４９这个定义和解释足以表明“生态位”的基本内涵，但笔者认为该文梳理的早
期生态学家各自不同的定义依然有其适于理论解释现象的应用价值，因此，还是加以列表（如表１
所示）整理。
表１：电视媒体的可及性设计模型
序 提出者及时间 定义模式 定义的主要内容
１ Ｇｒｉｎｅｌ（１９１７，１９２４，１９２８）
空间生态位
（ｓｐａｔｉａｌｎｉｃｈｅ）
恰好被一个种或一个亚种所占据的最后分布
单位（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
２
动物生态学家
ＣｈａｒｌｅｓＥｌｔｏｎ（１９２７）
营养生态位（ｔｒｏｐｈｉｃｎｉｃｈｅ）或
功能生态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ｉｃｈｅ）
一个动物的生态位表明它在生物环境中的
地位及其与食物和天敌的关系。
３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１９５７）
多维超体积生态位以及
在此基础上的基础生态位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ｎｉｃｈｅ）和现实
生态位（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ｎｉｃｈｅ）
生物在环境中受着多个而不是二个或三个资源
因子的供应和限制，每个因子对该物种都有一
定的适合度阈值，在所有这些阈值所限定的区
域内，任何一点所构成的环境资源组合状态上，
该物种均可以生存繁衍，所有这些状态组合点
共同构成了该物种在该环境中的多维超体积
生态位（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ｈｙｐ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ｎｉｃｈｅ）。
尽管不断有研究者给生态位下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回过头看，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比较精炼的定
义还是Ｇｒｉｎｎｅｌ，Ｅｌｔｏｎ和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三人给出的，被后人分别称之为：空间生态位、功能生态位和多
维超体积生态位。在理解生态位概念的时候，其实还特别需要理解究竟是谁的生态位，即生态位的
主体。在生态学理论中，通常而言，生态位都是在种群生态学中加以引入的。种群的概念，既可从抽
象上加以理解应用，也可从具体上去理解应用。在普通生态学中，一般认为种群是物种在自然界中
存在的基本单位，又是生物群落的基本组成单位，从进化论观点看，种群还是一个物种演化单位。
（二）生态学中生态位的测度与生态位宽度
在上述概念定义中，无论怎么看都还是比较抽象的，对于不大熟悉生态学的人来说，看完之后，
还可能是不明就里。在生态学中，还有一些科学的度量方法，能从数据上准确的界定清楚一个物种
究竟占据了多大的资源，从而具有了怎样的地位。另据一篇文章综述，在生态学中有这样的一些生
态位测度（ｎｉｃｈｅｍｅｔｒｉｃｓ）：生态位宽度（ｎｉｃｈｅｂｒｅａｄｔｈ）、生态位重叠（ｎｉｃｈｅｏｖｅｒｌａｐ）、生态位体积
（ｎｉｃｈｅｖｏｌｕｍｅ）及生态位维数（ｎｉｃ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等，其中生态位宽度和生态位重叠是描述一个物
种与其他物种生态位间关系的重要数量指标，目前生态学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两个指标的
估算与分析上［６］１０１。
生态位宽度，其实又称为生态位广度（ｎｉｃｈｅｗｉｄｔｈ）、生态位大小（ｎｉｃｈｅｓｉｚｅ），已有许多学者给
生态位宽度下定义，据杨效文、马继盛（１９９２）的文献综述，例如 Ｓｌｏｂｏｄｋｉｎ、Ｌｅｖｉｎｓ、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三人
所给的定义是：在生态位空间中，沿着某一具体路线通过生态位的“一段距离”。Ｈｕｒｌｂｅｒｔ则将其定
义为物种利用或趋于利用所有可利用资源状态而减少种内个体相遇的程度。Ｋｏｈｎ认为，生态位宽
度是生态专化性的倒数［７］４４。生态学家在文献中至少给出了１０种生态位宽度的计算公式，其中最
早且较常用的计算生态位宽度的是Ｌｅｖｉｎｓ（１９６８）［８］９８提出的计算公式，分别是：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Ｂｉ＝Ｙｉ２／∑
ｊ
Ｎｉｊ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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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Ｂ＇ｉ＝－∑
ｊ
ＰｉｊｌｏｇＰｉｊ……………………（２）
在公式（１）和（２）中，Ｂｉ和Ｂ＇ｉ是物种ｉ的生态位宽度的两种不同测度数值，Ｎｉｊ是物种ｉ利用资
源ｊ的个体数，Ｙｉ是物种ｉ的总数，Ｐｉｊ＝Ｎｉｊ／Ｙｉ此即物种ｉ中利用资源ｊ的比例。
对于公式（１），如果将分母分子同时除以Ｙｉ２，则该公式变为：
Ｂｉ＝１／∑
ｊ
Ｐｉｊ２
由于物种ｉ中利用资源的比例加总之和一定为１００％，即∑
ｊ
Ｐｉｊ＝１；因此，上一公式的意义就
是物种利用资源比例的平方和的倒数，也可以被看成是利用资源比例的加权平均（即以此比例为
权值）的倒数。据此，可以推断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最大数值为资源的种数，即占尽全部资源，最小值为１，
即仅占用一种资源，因为如果一种资源也不占，则此物种必然无法生存而遭致灭绝。
（三）资源利用的竞争关系与生态位重叠
生态位重叠，实际是与生态位和生态位宽度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主要涉及物种在生态系统
中利用资源时具有重叠的关系。据王刚、赵松岭、张鹏云、陈庆诚（１９８４）的研究，“研究生态位理论
的许多生态学家把两个种对一定资源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ａｔｅ，即ｎ维生态因子空间中的一点或一很小的
体积）的共同利用程度作为生态位重叠（Ａｂｒａｍｓ，１９８０；Ｃｏｌｗｅｌ，１９７１）。Ｈｕｒｌｂｅｒｔ（１９７８）定义生态位
重叠为两个种在同一资源位上的相遇频率；Ｐｉｅｌｏｕ（１９７２）提出了资源位上平均生态位重叠的概念，
并视之为资源位上种的多样性”［９］１２０，这篇论文“定义生态位重叠是两个种在其与生态因子联系上
的相似性。由此，生态位重叠的计测便是种间相似性的计测”［９］１２０。
生态位重叠实际上是描述物种间具备共同利用某一资源的重叠程度。一般人容易认为物种竞
争与生态位重叠紧密关联，实际上，生态位重叠仅仅是资源利用上的物种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生
态位重叠并不一定导致竞争，竞争是在资源供应不足且生态位重叠条件下形成的。对于生态位重叠
与竞争之间的关系，不同生态学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两者无关，有人认为两者密切相关，对
这一点，杨效文、马继盛（１９９２）认为不能用重叠估计竞争的原因有：“１）当所考虑的资源没有稀少
到限制消费者时，即使完全的重叠也不会导致竞争。２）竞争强度取决于消费者密度与资源密度之
间的比例。如所有的资源在数量上平分，竞争一般会更激烈，但重叠不改变。３）重叠是否引起竞争，
要比较实际生态位重叠和基础生态位重叠值，如果无差异或为零，说明均无竞争。”［７］４８
事实上，已有生态学家在对“生态位维数”进行解释过程中回答清楚了生态位重叠与竞争之间
的关系问题：“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生态位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维生态位基础之上的，每个物种在其
生态位空间内就只有两个相邻物种，沿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态位维，各对物种最终的生态位重叠
通常会适当减弱，因此，生态位各维之间经常会发生互补。随着维数的增加，生态位可以在一个维上
重叠或完全重叠而在另一个维上却完全分离或相互邻接。维数的增加使每个物种的生态位空间都
具有更多的相邻竞争者，因而大大地分散了竞争。”［６］１０５据这几位生态学家的研究，“生物群落中两
种生物不可能占有相同的生态位，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排斥原理。可见，生态位概念与竞争排斥原理
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地来讲，种内竞争促使两物种的生态位接近，种间竞争又促使两竞争
物种生态位分开，这是两个相反的进化方向”。［６］１０５对于生态位重叠也存在多种方法进行数值测
算，比较常用的方法有Ｓｃｈｏｅｎｅｒ公式（又称相似百分率指数法）、Ｐｉａｎｋａ公式和 Ｌｅｖｉｎｓ公式等，限
于篇幅及数学公式的复杂度，在此就不再详述。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概念能够非常清晰地呈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种群之间与
环境的内在关系，同时解释物种之间竞争共生的内在机制，生态位的多种测度也有助于科学定量分析
生态系统内的作用关系。这些理论概念及其数理模型都可以借鉴到对电影业的考察分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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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生态学视野下对印度电影生态位的多维考察与实测分析
　　借助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概念，在媒介生态学的视野之下来考察印度电影，很容易发现印度电影媒
介生态的生态位特征，以下就从生态位的若干具体维度、宽度及其与环境关系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印度电影品类（种群）的总体概况
印度中央政府信息与广播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下属的印度电影审查委
员会（ＣｅｎｔｒａｌＢｏａｒｄｏｆＦｉｌｍ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ＢＦＣ）负责审查电影、电视节目、电视广告，所有在印度上
映的电影都需要经过这个委员会审查通过。因此，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年度报告，在数据上具有权
威性和可靠性，经过审查认证的电影数量与结构分布都会以各种统计表格清晰呈现出来。２０１４年，其
官方网站披露的最新报告还是２０１１年的年度报告，“在２０１１年期间，审查委员会已发出总计１３５２６项
许可证证书。其中，３５４８项为赛璐珞电影（Ｃｅｌｕｌｏｉｄｆｉｌｍｓ），９６３７项为录像（Ｖｉｄｅｏｆｉｌｍ）许可证证书；在
赛璐珞电影中有１２５５项为印度故事片，２４４项为外国故事片，１７７１项为印度短片，２７２项为外国短片，
还有４项为印度长片和２项外国长片。”［１０］１０５这一统计数据表明了印度电影的年度产量规模，比照该
网站披露的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规模变化不大。印度电影生产的总体规模十分庞大，其中标志性的数据是
故事片的产量，在此报告中还回溯了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历年的故事片生产状况。由于之前的统计数据中还
包含了同一部电影因为不同语言的配音，而进行的重复统计，该报告还给出了去除重复计算的实际电
影产量，综合这两组数据，可列表制图如下（图１）。
图１　 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年度故事片产量（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对于标志性的故事片产量，在此报告中分别列出了按照语言（生产地）、类型和电影分级的统
计数据，这些数据基本上从多重维度呈现了印度电影品类的结构分布，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来看，
这些基本类别的划分，呈现了印度电影在语言、生产地、题材、电影分级四个维度上的分布状况，除
此之外，其实还可在时长（从短片到长片）、传播介质（从电影院放映到家庭录像）、电影内容元素等
多维度进行呈现。为了研究方便，先从最容易清晰界定的语言维度开始进行说明。
（二）基于语言维度对印度电影生产中心生态位宽度的测算及分析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有关印度的国家概况，印度有人口１２．１亿（２０１１年人口调查数据），
居世界第２位，印度有１０个大民族和几十个小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人口占４６．３％，泰卢固族８．６％，
孟加拉族７．７％，马拉地族７．６％，泰米尔族７．４％，古吉拉特族４．６％，坎拿达族３．９％，马拉雅拉姆族
３．９％，奥里雅族３．８％，旁遮普族２．３％［１１］。《印度宪法》第３４３条规定“联邦官方语言为使用天城体
字母的印地语”［１２］，同时，《印度宪法》在第八附则（ＥｉｇｈｔｈＳｃｈｅｄｕｌｅ）确立了２２种同等地位的官方语
言，实际上表明在印度实行的是多官方语言主义。此外，英语依然广泛使用于法律和政府机关，并且在
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印度的语言主要分属于两大语系：印欧语系的印度 －雅利安语支（使用人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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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人口的７０％）和达罗毗荼语系（使用人口约占总人口的２２％），此外还有部分语言属于汉藏语系
的藏缅语族和南亚语系扪达语族，以及其他一些孤立语言。除了印地语之外，印度 －雅利安语支主要
有：马拉地语、乌尔都语、古吉拉特语、奥里亚语、旁遮普语、阿萨姆语、克什米尔语、信德语、尼泊尔语、
梵文等；达罗毗荼语系主要有：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卡纳达语、孔卡尼语等。事实上，印
度有２９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超过一百万，有１２２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超过一万人。在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
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有按照语言和生产地分类进行统计的印度故事片的统计表（如表２所示），亦即原
报告中的附表（Ａｎｎｅｘｕｒｅ
!
ＩＶ），需要说明的是在此表格内的语言一栏总共列出了２４种语言，年产量
在１００部以上的主要有六种语言的电影，分别是印地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卡纳达语、马拉地语和孟
加拉语，这六种语言的电影已经占了２０１１年故事片的７５．７％。另外，从电影生产地区（均为城市）而
言，主要分布在孟买、加尔各答、钦奈、班加罗尔、特里凡得琅、海得拉巴、德里、克塔克、古瓦哈蒂等９座
城市，在该表格中分别用英文缩写表示为：ＭＵＭ－Ｍｕｍｂａｉ，ＫＯＬ－Ｋｏｌｋａｔａ，ＣＨＥ－Ｃｈｅｎｎａｉ，ＢＡＮ－
Ｂａｎｇａｌｏｒｅ，ＴＨＩ－Ｔｈｉｒｕｖａｎａｎｔｈａｐｕｒａｍ，ＨＹＤ－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ＤＥＬ－Ｄｅｌｈｉ，ＣＵＴ－Ｃｕｔａｃｋ，ＧＵＷ
!
Ｇｕｗａｈａｔｉ。
表２：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度故事片产量按照语言（及生产地）的统计表
Ｓｒ．Ｎ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ｕｍ Ｋｏｌ Ｃｈｅ Ｂａｎ Ｔｈｉ Ｈｙｄ Ｄｅｌ Ｃｕｔ Ｇｕｗ ＴＯＴＡＬ
１ Ｈｉｎｄｉ １６６ ２ ７ ２ － ２８ － － １ ２０６
２ Ｍａｒａｔｈｉ １０７ － － － － － － － － １０７
３ Ｔｅｌｕｇｕ １２ － ４４ ８ １０ １１８ － － － １９２
４ Ｔａｍｉｌ １４ １ １５０ ７ ３ １０ － － － １８５
５ Ｋａｎｎａｄａ － － １ １３７ － － － － － １３８
６ Ｂｅｎｇａｌｉ ９ １１０ － － － － － ３ － １２２
７ Ｍａｌａｙａｌａｍ ３ － － ２ ８４ ６ － － － ９５
８ Ｂｈｏｊｐｕｒｉ ６８ ３ － － － － ２ １ － ７４
９ Ｇｕｊａｒａｔｉ ５９ － － － － － － － － ５９
１０ Ｏｒｉｙａ － １ － － － － － ３７ － ３８
１１ Ｐｕｎｊａｂｉ ８ － － － － － － － － ８
１２ Ａｓｓａｍｅｓｅ １ － － － － － － － ６ ７
１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５ － － － － １ － － － ６
１４ Ｒａｊａｓｔｈａｎｉ ５ － － － － － － － － ５
１５ Ｈａｒｙａｎｖｉ ２ － － － － － １ － － ３
１６ Ｄａｋｈａｎｉ ２ － － － － － － － － ２
１７ Ｍａｌａｖｉ １ － － － － － － － － １
１８ Ｂｙａｒｉ － － － １ － － － － － １
１９ Ｔｕｌｕ － － － １ － － － － － １
２０ Ｓｕｒｙａｐｕｒｉ － １ － － － － － － － １
２１ Ｋｏｎｋａｎｉ － － － １ － － － － － １
２２ Ｕｒｄｕ － － － － － １ － － － １
２３ Ｍａｎｉｐｕｒｉ － － － － － － － － １ １
２４ Ｄｏｇｒｉ － － － － － － １ － － １
ＴＯＴＡＬ ４６２ １１８ ２０２ １５９ ９７ １６４ ４ ４１ ８ １２５５
通过该表格的两个维度的呈现，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若干个形成规模的印度电影生产中心，以
２０１１的统计数据来看，印地语电影的生产中心为孟买（１６６部），泰卢固语电影的生产中心为海得拉
巴（１１８部）、泰米尔语电影的生产中心为钦奈（１５０部）、卡纳达语电影的生产中心为班加罗尔（１３７
３１１第２期 廖卫民：宝莱坞对华莱坞的启示：媒介生态位的理论模型与实测分析
部）、马拉地语电影的生产中心还是孟买（１０７部）、孟加拉语电影的生产中心是加尔各答（１１０部）；
除此之外，规模稍小的还有马拉雅拉姆语电影的生产中心是特里凡得琅（８４部），奥里亚语电影的
生产中心是克塔克（３７部），阿萨姆语电影的生产中心是古瓦哈蒂（仅６部），其余还有一些语言主
要是以孟买为主要生产中心。事实上，笔者再比照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情况大致相同，故事片生产中心
的按数量排序前四位的依次为：孟买、钦奈、海得拉巴、班加罗尔，这四座城市构成了印度故事片生
产中心的第一集团。
参照前文所述生态位宽度的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计算公式（１），假如视各个电影生产中心为生态学研
究中的物种，视语言为资源，则九个城市在语言这一资源所占的生态位经过统计测算，其数值分别
为：４．４８，１．１５，１．６７，１．３４，１．３１，１．８１，２．６７，１．２２，１．６８。这些数值表明，孟买在电影语言维度
上占据了较多的资源，大约有４．４８的生态位宽度，即可以理解为有四种以上的语言资源为其所占；
而德里则占据了２．６７个数值的位宽，但考虑到其总体生产的数量较少，可以解释为其赖以生存或
发展所需占据的语言资源主要有两种以上，其余的各个生产中心主要都是以一种语言为主，略微兼
顾生产其他语言的电影。如果对于上述表格的所有生产中心的数值加总后，进行生态位宽度的测
算，得出的生态位宽度为８．８２，这一数值的解释为印度故事片在主要语言资源上有８－９种，这与实
际目测后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生态学家的理论分析，在物种ｉ利用每个资源的个体数都相等的情况
下，上述公式（１）和公式（２）均达到其最大值，“这说明当物种对所有资源状态不加区别地利用时，
才有较宽的生态位。上述公式虽然计算简单，生物学意义明确，但是忽略了种群对环境资源的利用
能力或对生态因子的适应能力的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对生态位的影响，故不能将这两个公式完全看
作是对种群生态位宽度的定量分析”［６］１０１。这一局限性在对印度电影生产地的生态位宽度的测算
中也呈现出来，例如德里的生产能力不足，却有较高的生态位宽，因此，需结合其总的电影产量加以
联系，进行综合评估和解释。
（三）基于语言维度对印度电影生产中心生态位重叠的测算及数值分析
对于不同电影生产地在语言维度上的生态位，还可以进行生态位重叠的测算，笔者采取了最为
简单的Ｓｃｈｏｅｎｅｒ公式（又称相似百分率指数法），即在上述物种ｉ和ｋ利用同一资源ｊ的比例之差，
取绝对值，然后，按照资源序列全部进行累加，再平均一半，所得的数值，即为两物种不相重叠的百
分率，最后用１（即１００％）扣除上述不相重叠的百分率，即为相似百分率。经过测算，可以获得上述
九座城市之间的两两相应的生态位重叠数值（用小数表示，如表３所示，由于生态位重叠的数值与
两者之间相互测算的顺序无关，这就意味着该表的右上部分和左下部分是对称的，因此，仅列出右
上部分）。
表３：基于语言维度对印度电影生产中心的生态位重叠测算数值表
Ｍｕｍ Ｋｏｌ Ｃｈｅ Ｂａｎ Ｔｈｉ Ｈｙｄ Ｄｅｌ Ｃｕｔ Ｇｕｗ
Ｍｕｍ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３ ０．２４ ０．１５ ０．０４４ ０．１３
Ｋｏｌ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１１ ０．０１７
Ｃｈｅ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３１ ０ ０ ０．０３５
Ｂａｎ ０．０９４ ０．１２ ０ ０ ０．０１３
Ｔｈｉ ０．１７ ０ ０ ０
Ｈｙｄ ０ ０ ０．１３
Ｄｅｌ ０．０２４ ０
Ｃｕｔ ０
Ｇｕ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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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３可以看出，在语言维度上，各电影生产中心之间的生态位重叠数值都不高，最大的数值
是海得拉巴与钦奈的生态位重叠系数为０．３１，其次是海得拉巴与孟买的生态位重叠系数为０．２４，
再次是海得拉巴与特里凡得琅的生态位重叠系数为０．１７。除此三者之外，其余都不超过０．１５，在总
计３６对关系中，生态位重叠系数为０的，还有１１对，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完全不重叠。这些数据表明，
印度电影的生产中心，在语言维度上没有形成任何生态学意义上的种群竞争关系；除了德里的生产
规模微小、其实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电影生产中心之外，另８座城市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定位与
发展方向，基本形成了各就各位、各领风骚的错位发展的态势。
（四）基于电影类型维度对印度电影生产中心生态位宽度的测算及相应分析
从统计数据看，印度电影创作制作的主要资源都几乎倾注在一种主流类型的影片，即印度电影
审查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年度报告中所称的社会片（Ｓｏｃｉａｌ）这一类型的电影，总共占据８０．９５６％。除此
之外，还有３１种类型被统计到，有犯罪片、喜剧片、动作片、惊悚片、宗教片、恐怖片、儿童片、奇幻
片、动作 ／惊悚片、虚构片、历史片、社会 ／喜剧片、谋杀诡异片、科幻片、传记片、犯罪 ／惊悚片、神话
片、政治片、犯罪 ／社会片、社会 ／神话片，然而，这其余所有的电影加总之后的数量还不够２０％（参
见表４，亦即原报告的Ａｎｎｅｘｕｒｅ
!
Ｖ）。
表４：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度故事片产量按照类型片的统计表
Ｓｒ．Ｎ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ｍ Ｋｏｌ Ｃｈｅ Ｂａｎ Ｔｈｉ Ｈｙｄ Ｄｅｌ Ｃｕｔ Ｇｕｗ ＴＯＴＡＬ
１ Ｓｏｃｉａｌ ３７３ １０３ １７１ ９６ ８１ １４０ ４ ４０ ８ １０１６
２ Ｃｒｉｍｅ ５ １ １１ １７ ８ ４ － － － ４６
３ Ｃｏｍｅｄｙ ２３ ７ － ７ １ ３ － － － ４１
４ Ａｃｔｉｏｎ １４ － １７ ２ － － － － － ３３
５ Ｈｏｒｒｏｒ １１ １ ２ ４ １ ４ － － － ２３
６ Ｔｈｒｉｌｅｒ １１ ４ － － － １ － － － １６
７ Ｄｅｖｏｔｉｏｎａｌ ６ － － ６ － １ － － － １３
８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Ｆｉｌｍ １０ － － － － － － － － １０
９ Ｆａｎｔａｓｙ １ － － ４ １ １ － － － ７
１０ Ｏｔｈｅｒｓ － １ － ３ － １ － － － ５
１１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ｉｌｅｒ １ － － ２ ２ － － － － ５
１２ Ｆｉｃｔｉｏｎ － － － － － ５ － － － ５
１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１ － １ － ２ － － － － ４
１４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ｍｅｄｙ － － － ４ － － － － － ４
１５ ＭｕｒｄｅｒＭｙｓｔｅｒｙ － － － ３ － － － － － ３
１６ Ｓｃｉ．Ｆｉｃｔｉｏｎ ３ － － － － － － － － ３
１７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１ － － １ － － － － ２
１８ Ｃｒｉｍｅ／Ｔｈｒｉｌｅｒ ２ － － － － － － － － ２
１９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１ － － － － １ － － － ２
２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 － － － ２ － － － ２
２１ Ｃｒｉｍｅ／Ｓｏｃｉａｌ － － － ２ － － － － － ２
２２ Ｓｏｃｉａｌ／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 － － － － － １ － １
２３ Ｓｐｏｏｆ／Ｓａｔｉｒｅ － － － １ － － － － － １
２４ 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 － － － １ － － － － － １
２５ Ｃｒｉｍｅ／Ａｃｔｉｏｎ － － － １ － － － － － １
２６ Ｖｅｎｇｅａｎｃｅ － － － １ － － － － － １
２７ 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 － － １ － － －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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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Ｈｏｒｒｏｒ／Ｓｏｃｉａｌ － － － １ － － － － － １
２９ 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 － － － １ － － － － － １
３０ Ｓｕｓｐｅｎｓｅ／Ｔｈｒｉｌｅｒ － － － １ － － － － － １
３１ Ｍｙｓｔｅｒｙ － － － １ － － － － － １
３２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Ｆｉｃｔｉｏｎ － － － － － １ － － － １
ＴＯＴＡＬ ４６２ １１８ ２０２ １５９ ９７ １６４ ４ ４１ ８ １２５５
同样，按照前文所述生态位宽度的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计算公式，假如视各个电影生产中心为生态学
研究中的物种，视电影类型为资源，则九个城市在电影类型这一资源所占的生态位经过统计测算，
其数值分别为：１．５２，１．３，１．３８，２．６１，１．４２，１．３７，１，１．０５，１。这组数据就很说明问题了，即在
这九个电影生产地之中，除了班加罗尔的生态位超过了２之外，其余８个地方在电影类型所占的生
态位几乎都小于２，且多数是在１．５以下，从这一点看，印度电影类型的单一化可谓是到了一种极致
的情况：８０％以上的电影类型都归属于“Ｓｏｃｉａｌ”这个类型，有两个城市也只生产这唯一的类型，最
低比例的班加罗尔生产这一类型的比例也占据了６０．４％。
尽管数据说明一切，然而对于电影类型，其实我们的直观感受也往往是深刻的。印度电影几乎
是千篇一律的，同一种叙事方式，同一种风格，同一种观影体验。对此，人民日报记者曾在报道中描
绘了印度人对宝莱坞电影的情有独钟［１３］：
一部标准的宝莱坞影片必须要有五到六段华丽歌舞，片长至少３小时，且是 大团圆结局。
当然，如果再加上一些摆酷的惊险场面，那就更好了。这种标签化的宝莱坞娱乐片也被称为
“马萨拉”电影。“马萨拉”是印地语中“混合香料”之意，“马萨拉”电影就是将爱情、动作、歌
舞、喜剧元素和大团圆结局糅合在一起。
可见，印度故事片的市场执着于某一种特别的审美情趣和观影文化，恐怕在于印度观众的独特
偏爱与百看不厌。此外，是否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
对于印度电影的类型问题的困惑不解，其实不仅是外界难以一下子看清，对印度本土的学者、
专家也是难以说清。印度电影研究者玛达瓦·普拉萨德认为：“对印度电影的评论者来说，类型问题
极其棘手。有些评论家通过将印度电影类型简单分成神话片和社会片来规避这个麻烦。另一些人注
意到好莱坞意义上通用的类型区分在孟买电影中并不明显———尽管在片场早期时代，类似的类型
区分很流行。”［１４］８０玛达瓦指出此问题的背景在于英迪拉·甘地（ＩｎｄｉｒａＧｒａｎｄｈｉ）政府支持印度新
电影运动，主要表现在至少两个方面：一是１９６９年电影融资集团（简称ＦＦＣ）为电影业提供贷款支
持；二是电影学会（Ｆｉｌ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作为政府电影政策基础的重要机构之一，提供了电影制作技术和
表演方面的培训，许多新电影的核心电影人都曾在电影学会接受训练［１４］６７－７２。因此，“社会片”身份
扩张的时候，早期的类型区分逐渐遭到破坏，同时“社会片”自身也回避一个精准的定义，“它也仅
是作为大部分拒绝被更精准区分的电影给自己贴上的一个标签而已。”［１４］８０在其看来，“社会片的
统治地位证明了现代化中的印度国家所独有的某种意识形态必要性。”并且他认为“这一意识形态
的功能是被现代化国家政治力量的性质强加上的。一系列的能指美学（音乐、精心设计的打斗、平
行的叙事轨迹等）和所指美学（或现实主义，它需要连续性剪辑、连贯的轨道和服从叙事功能的音
乐）相结合的综合模式，可以有效防止社会片的分化或裂解。”［１４］８１
（五）印度电影审查分级对语言维度上生态位宽度的影响分析及测算
印度电影实行分级制度，一共有四级，原先只有Ｕ和Ａ两种级别，１９８３年后引入ＵＡ和Ｓ。Ｕ级
（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表示无限制，老少皆宜，影片可以包含喜剧性的暴力动作和轻微
的脏话；ＵＡ级（Ｕ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ｂｕｔｗｉｔｈａｗｏｒｄｏｆｃａｕ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ｂｅｌｏｗ１２ｙｅａｒｓ），适宜所有人群，影片可能包括少量、轻微的涉及性、暴力、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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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建议１２岁以下儿童在家长陪伴下观看；Ａ级（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ｔｏａｄｕｌｔｓ），属于成人级，１８岁以下
禁止观看；Ｓ级（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ｔｏ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ｓ），属于限制级，仅限特殊人群观看。印度电
影审查委员会还对电影内容进行审查，并对对他们认为不适宜放映的内容加以剪除（在表５，亦即
原报告的Ａｎｎｅｘｕｒｅ
!
ＶＩ中，特别用号表示，或标注为“Ｃｕｔｓ”）。在当年上映的１２５５部影片中，有
４６．７７％为Ｕ级，有３３．７８％为ＵＡ级，剩下的１９．４４％为Ａ级，没有Ｓ级影片。
表５：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度故事片产量按照语言与审查类型分类的统计表
Ｓｒ．
Ｎ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 Ｕ ＵＡ ＵＡ Ａ Ａ
Ｔｏｔａｌ
Ｃｌｅａｒ Ｃｕｔｓ
Ｇｒａｎｄ
１ Ｈｉｎｄｉ ５４ ４ ７５ １０ ５１ １２ １８０ ２６ ２０６
２ Ｍａｒａｔｈｉ ７７ ２ １９ ６ ２ １ ９８ ９ １０７
３ Ｔｅｌｕｇｕ ３７ ３５ ２４ ５３ １８ ２５ ７９ １１３ １９２
４ Ｔａｍｉｌ ３１ ６４ ６ ３７ １５ ３２ ５２ １３３ １８５
５ Ｋａｎｎａｄａ ３９ ２７ １４ ４１ ５ １２ ５８ ８０ １３８
６ Ｂｅｎｇａｌｉ ５９ ５ ２７ １４ １４ ３ １００ ２２ １２２
７ Ｍａｌａｙａｌａｍ ５９ １８ ６ ９ ３ － ６８ ２７ ９５
８ Ｂｈｏｊｐｕｒｉ ８ － １９ ３ ３２ １２ ５９ １５ ７４
９ Ｇｕｊａｒａｔｉ ３６ １ １８ ３ １ － ５５ ４ ５９
１０ Ｏｒｉｙａ ９ ２ ２０ ７ － － ２９ ９ ３８
１１ Ｐｕｎｊａｂｉ ３ － ５ － － － ８ － ８
１２ Ａｓｓａｍｅｓｅ ５ － １ １ － － ６ １ ７
１３ Ｅｎｇｌｉｓｈ － － ２ － ３ １ ５ １ ６
１４ Ｒａｊａｓｔｈａｎｉ ４ － １ － － － ５ － ５
１５ Ｈａｒｙａｎｖｉ － １ １ － １ － ２ １ ３
１６ Ｄａｋｈａｎｉ － － １ － － １ １ １ ２
１７ Ｍａｌａｖｉ － － １ － － － １ － １
１８ Ｂｙａｒｉ １ － － － － － １ － １
１９ Ｔｕｌｕ － １ － － － － － １ １
２０ Ｓｕｒｙａｐｕｒｉ １ － － － － － １ － １
２１ Ｋｏｎｋａｎｉ １ － － － － － １ － １
２２ Ｕｒｄｕ － １ － － － － － １ １
２３ Ｍａｎｉｐｕｒｉ １ － － － － － １ － １
２４ Ｄｏｇｒｉ １ － － － － － １ － １
ＴＯＴＡＬ ４２６ １６１ ２４０ １８４ １４５ ９９ ８１１ ４４４ １２５５
同样参照前文所述生态位宽度计算公式（１），假如视不同的电影审查级别为生态学研究中的
物种，视语言为资源，那么，经过统计测算，Ｕ级（未剪）影片在语言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为８．５８；
ＵＡ级（未剪）影片则为６．６４；Ａ级（未剪）影片则为４．７６。这些数值表明，Ｕ级影片在语言维度上的
生态位宽度要大约比ＵＡ级影片多２种语言，大约比Ａ级影片多４种语言。经过审查而剪片（表格中
打了 号的栏目内为剪片的数量）在语言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分别为 Ｕ（剪）为 ４．０３，
ＵＡ（剪）为５．３４，Ａ（剪）为４．６８，其实这组生态位数据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可与电影分级
之后未剪片作比较，其数值都要低。考虑到Ｕ级（未剪）影片在语言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数值８．５８
已经非常接近上述测算所有９个城市生产的故事片加总的生态位宽度８．８２，这表明电影审查之后
的电影分级，对于印度电影总体产出在语言维度上的生态位宽度几乎没有产生影响，即电影分级过
程一般不会对总体的电影生态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恐怕只是在技术层面增加了观众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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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作了某种必要的指导，向观众提示了规范的内容标签。
四、媒介生态学视野下对印度电影生态位的定性讨论
　　在对印度电影主要是故事片生产的若干维度上的生态位实测分析之后，恐怕对于印度电影的
生产中心、语言和电影类型之间的关系会有更加科学理性的认识。以上的测算，只能算是较为粗浅
的数量关系量度，还需要结合印度电影的发展历史、内容、风格、艺术特质等进行评述与讨论。
（一）印度电影生态位的维度还具有更丰富的内容
印度电影的２０１１年度的全部产出，集中呈现在表６（亦即原报告的Ａｎｎｅｘｕｒｅ
!
ＩＩＩ，笔者有所修
改），在上一节的多项测算分析的内容，其实在整个印度电影工业中还只是一个部分，即赛璐璐故事片
的部分，也就是在电影传播介质维度这一个维度上全部属于赛璐璐的那部分，对应于表６中的第一行。
因此，在对印度电影生态位的维度上还可以对外进行扩充、延展到其他的传播介质、不同的时长、不同
的放映市场等维度。更进一步设想，如果有更多更丰富的数据，还可以探讨分析电影生产中诸如资金
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环境资源、景观资源和社会服务资源里的多种维度，还能深入到电影艺术
创作和生产环节当中的演艺、编剧、摄影、音乐、舞美、灯光、效果等进行更多的测算分析。
表６：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２０１１年度各项电影类别的审查分级统计数据汇总表
类别 印度电影审查分级统计数据
赛
璐
璐
电
影
︵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ｏ
ｉ
ｄ
︶
赛璐璐电影 Ｕ ＵＡ Ａ 小计
印度故事片 ５８７ ４２４ ２４４ １２５５
外国故事片 ３９ １１０ ９５ ２４４
印度短片 １５２０ １９４ ５７ １７７１
外国短片 １２４ １２５ ２３ ２７２
印度长片及其他 ４ ０ ０ ４
外国长片及其他 １ ０ １ ２
赛璐璐电影总计 ２２７５ ８５３ ４２０ ３５４８
录
像
电
影
︵Ｖ
ｉ
ｄ
ｅ
ｏ
︶
录像电影 Ｕ ＵＡ Ａ 小计
印度故事片 ４９９ ３２５ ３８ ８６２
外国故事片 ７１５ ９６４ ７９ １７５８
印度短片 ４８２２ １１３７ ２４０ ６１９９
外国短片 ３０７ １９３ ２４ ５２４
印度长片及其他 ２３８ ２２ ４ ２６４
外国长片及其他 ２２ ５ ３ ３０
录像电影总计 ６６０３ ２６４６ ３８８ ９６３７
数
字
电
影
︵Ｄ
ｉ
ｇ
ｉ
ｔ
ａ
ｌ
Ｆ
ｉ
ｌ
ｍ
︶
数字电影 Ｕ ＵＡ Ａ 小计
印度故事片 ２０ １６ ９ ４５
外国故事片 ７ ８ ９ ２４
印度短片 １８１ ５７ ４ ２４２
外国短片 １７ ９ ３ ２９
印度长片及其他 ０ １ ０ １
外国长片及其他 ０ ０ ０ ０
数字电影总计 ２２５ ９１ ２５ ３４１
所有电影总计 ９１０３ ３５９０ ８３３ １３５２６
在此基础上，假如再进一步拓展，印度电影生态位还可以在其衍生产品进行文化生态的维度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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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涉及电影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延伸到海外市场，甚至因为某些地方的政治人物也能从电影明
星转型，从而延伸到印度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印度电影在其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电影伉俪、电影世
家等有趣现象，或许可以看成是生态位从社会资源延伸至ＤＮＡ层面的一种结果，那就更丰富了印
度电影生态位分析的内容，这些维度可留待未来进行研究。
（二）在语言维度上印度电影生态位多样性的深刻启示一）失败的合作：一次历史误解的澄清
在前述分析中，让人印象深刻是印度电影在语言维度上的丰富性、多样性，通过生态位的实测
分析，我们窥见了印度电影在语言维度分布结构上的鲜明特征。正如一位法国研究者所言，印度无
疑是世界上惟一将其文化和语言的独特性融入电影工业发展的国家，每一种语言都有它专属的
“方言”作品［１５］１４５，在他的评述中有一段描述，可见因为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使得不同地方观众限
于其所熟悉的小环境而不知其他语言电影的信息，哪怕是已成为国际性电影艺术大腕的作品。
２００７年，从票房收入看来，最成功的印度电影是《斯瓦基：老板》（Ｓｉｖａｊｉ，ｔｈｅＢｏｓｓ），导演是
尚卡尔（Ｓｈａｎｋａｒ），并由最耀眼的泰米尔明星加盟；然而，北方人却不怎么认识这位演员，出于
语言和电影文化差异的原因，影片很少跨邦放映。北方人无视南方的电影，南方人也将北方影
片拒之门外，有时候排挤的态度还非常激烈。讲印地语的观众不懂孟加拉语，其中大部分人不
认识萨蒂亚吉特·雷伊，他是印度电影的革新者，给在当时仍藉藉无名的印度电影史添加了国
际性的荣誉。［１５］１４５
萨蒂亚吉特·雷伊（ＳａｔｙａｊｉｔＲａｙ，１９２１—１９９２，印度新电影运动创始人，其影片具有强烈民族风
格，在国内国际多次获奖，１９８９年获法国荣誉勋章，１９９２年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就是一位扎根在
孟加拉传统遗产，并且只创作孟加拉语电影的著名导演，他的《大地之歌》（１９５５）、《大河之
歌》（１９５６）和《大树之歌》（１９５９）等作品成为艺术的典范，有研究者评价其作品代表了印度电影
“第一个十年的文化创造性”［１６］４３－６３。可见，在单一语言中的艺术创作，即便是方言，也能产生伟大
的作品。萨蒂亚吉特·雷伊坚守“方言”传统的艺术创造，对中国电影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语言众多的环境下，坚守方言的另一面，将给跨语言的电影译制翻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参
看图１中两条曲线之间所形成的空隙即为语言译制翻拍片的空间）。印度不但在其内部进行不同语
言的电影译制翻拍，还对外翻拍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的电影。印度电影中的不同语言的大量译制
翻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形成资源的复合利用，从而可以创造出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印度电影在
语言维度的丰富性，也与其在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电影发展生态位
上的多样性，由此可以发现在印度电影界内部出现了大量跨界（语言、文化、地区）的明星、演员、艺
术工作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印度电影独具特色的生态景观。
总之，从生态位意义上看，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坚守，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特化生态位”［３］２６
的策略或生存方式，其原因在于印度电影资源要素的丰厚性（在萨蒂亚吉特·雷伊的早期创作中，
恐怕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财政扶助，在其长期创造中还受益于从加尔各答位
中心的孟加拉“文艺复兴”到其家族所属梵社的自由主义价值，一直到泰戈尔所代表的印度文学和
艺术传统［１６］４３－６３）；而在印度电影生产者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大量译制翻拍则是一种“泛化生态
位”［３］２６的策略或生存方式，其原因在于印度电影生产者对于资源的更充分利用和跨界发展。
（三）在类型维度上印度电影生态位独特的单一性实则具有丰富的内涵
在前述分析中，另一项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印度电影在类型上的单一性，通过生态位的实测分
析，其鲜明特征一目了然，在某种程度上印度电影类型呈现的是一种垄断式的“社会片”独大的格
局。有学者认为这种印度电影类型的一致性，从某种文化意义上看即印度电影的宝莱坞化，从政治
层面意味着印度主流电影承载了凝重的“国族文化价值”，在印度学者和影评人看来，印度已经拥
有了所谓“全印电影”（ＡｌＩｎｄｉａｆｉｌｍ）的电影工业：“它同时从本地流行的电影戏剧类型以及好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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坞的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利用全部要素搭配出一个拿到哪里都管用的娱乐公式，区域和语言间的界
限便可消除”［１７］１６３。从传播学中仪式的理论视角看，具有印度艺术风格的电影在电影院公共空间的
展映，使得国民能够超越种姓、民族、文化、地区的界限，共享同一种精神内容，因此，这种语境下的
电影类型生态位单一性，在某种意义看，肩负了全印国族认同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这种宝莱坞式
的电影类型已然成为一种国族认同的文化工具和传播媒介。从这个角度上，就很能理解印度电影在
类型生态位上的单一性其实无损于其可能包纳内容的丰富度。
再比照上一节分析的语言多样性，就不难理解歌舞元素在印度电影中盛行其道的传播功能和
意义。以歌舞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语言多样性造成了传播上的区隔，毕竟歌舞
元素较之语言，更容易使得观众解读、欣赏，这就如同视觉比之文字更易于理解一样。因此，浸淫在
印度电影中各式各样的歌舞元素，从传播学意义上，具有共同的认知价值和仪式分享价值。歌声如
述，胜过万语千言。一位印度学者自我评价和引述印度电影人的所谓“电影的歌剧形式”的那些信
条，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切：“我们的民族天性热爱旋律。我们所有的感情是以我们独特的乐 ／文
组合方式表达的……同时，我们是一个史诗的民族。我们喜爱无序的蔓延……我们喜欢听着同样
的神话和传说一次又一次的重述。”［１８］２４８
在此，回应笔者在引言部分提及的印度音乐奥斯卡（ＧＩＭＡ，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ｄｉａｎＭｕｓｉｃＡｃａｄｅｍｙ）颁
奖礼上的异彩纷呈，在总计２４项音乐奖项中有１１项完全是电影音乐奖项（ＦｉｌｍＭｕｓｉｃＡｗａｒｄｓ），从
电影音乐创作的最佳歌曲、歌词、男女演手、唱片、音乐指导、技术等各个方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印
度电影单一类型独大的另一侧面就是在其内部及周边衍生出了大量的亚生态种群。由此，当印度电
影在走向好莱坞的时候，其电影音乐获得的国际成就也当之无愧地不同凡响，比如，印度音乐界的
Ａ．Ｒ．拉曼（Ａ．Ｒ．Ｒａｈｍａｎ）的杰出成就和国际影响，２００９年他曾凭借《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第
８１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ｏｎｇ），当然在２０１２年的第三届印度音乐奥斯卡颁奖礼上也
成为多项奖项的获得者。可见，印度电影类型的单一性，发展出了其独特的电影音乐、电影歌舞等电
影美学上的独特性和丰富内容，成为印度观众喜爱的形式。
（四）印度电影生态位的多样性与单一性的辩证统一及其启示意义
综合上述分析，印度电影尤其是宝莱坞电影，在电影类型维度上具有的单一性，恰恰表明在此
维度上，政府、社会、电影制作方和观众，都倾注在某一种共同的资源之中，因此，这一资源可被充分
发掘、迅速壮大，形成气候，从而吸纳了其他资源。因此，在单一品类数量上的极度开掘，是强化印度
电影作为整体与国际市场或外界进行区隔、竞争的一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可能会形成维度
之内的更细维度的分化区分，对外可能会形成种群发展的优势。对于印度电影类型的数据解剖和辩
证分析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窥探到印度电影生态位定位的秘密所在。
五、结　语
　　根据人民日报记者在２０１３年印度电影百年之际的综合报道，“目前印度拥有近１００家电影制
片厂、１．３万家电影院、５００多家电影杂志以及３０多万电影从业人员。有业内人士估计，在未来５年，
印度电影业规模将从２０亿美元增至３６亿美元。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印度电影依然维持７％
到１０％的年增长率。”［１３］可见，印度电影发展的活力无限，并且近年来显示出本土文化融入全球
化的进取心，印度生产的电影或打上宝莱坞文化印记、具有印度元素的电影不断赢得国际声誉，例
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三傻大闹宝莱坞》等电影。具体而言，正如该报道所披露的，“为加快国
际化步伐，许多印地语电影不仅开始采用英文片名，英文对白也明显增多。印度电影公司还通过与
好莱坞制作公司和演员合作，不断拓宽宝莱坞电影的新领域。近年来，印度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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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电影市场。２０１３年，印度特效公司普拉娜收购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美国特效公司
Ｒ＆Ｈ，显示出印度电影产业进军世界的雄心。”［１３］从媒介生态位的视角看，印度电影国际化发展趋
势显示出其不断拓展生态位维度，从而赢取更大更广阔的市场资源、文化资源和生存发展空间的态
势，在此过程中，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应能从生态位理论视角进行更为精密细致的研究分析，限于篇
幅，只能留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从总体看，从１９１３年一路走来的印度电影，特别是宝莱坞电影既呈现出不同种群在生态位维
数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呈现出在某一维度上的相对单一性；在同一维度上，既呈现出生态
位宽度上的丰裕特征，又呈现出在某一维度上的集中重叠特征；因此，在其内部必然会出现竞争和
合作的矛盾统一，并在宏观上呈现出印度电影文化在其全球化和本土化上的文化融合共存的特点。
在这个过程中，印度电影生态所呈现的诸多特点和媒介生态位策略，值得中国电影，特别是形成具
有特色和强大文化影响的华莱坞电影文化及产业参考借鉴。中国电影人应从本土文化资源和国际
比较视野中，努力寻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略和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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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全球化的媒介志：宏微观结合的
全球化研究新典范
——— 特希·兰塔能 《媒介与全球化》阅读札记
戴颖洁
　　“全球化”已不是个新词。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全球化为中心发展出了众多视角，也产生
诸多争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特希·兰塔能教授认为，无论是早期的美国国际传播研究和跨文化传
播研究，还是欧洲的媒介与文化研究，亦或是现在的全球化研究，都缺乏对媒介和传播作用的应有
关照。媒介与全球化就好比电脑和屏幕，虽然关系广为人知，但却并不总是可见。这种理论缺陷或是
出于大多数全球化学者与媒介学者鲜有互动，或是出于大多数媒介专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媒
介经济、政治、权力等问题，而将媒介和传播的作用简化为不证自明的技术功效。对此，兰塔能深感
担忧。她在《媒介与全球化》一书中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越来
越多地超越时空束缚而媒介化的过程，从而将媒介和传播的作用提上议程，促使“全球媒介志”这
一涵盖全球认知和体验的新方法论的诞生。
关于“全球媒介志”的论说在该力作中得到系统阐释。媒介志从民族志衍生而来。作为质化的
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提供了微观生活的一种洞察，或者说是观察社会的一扇窗户。不同于传统民
族志以日常非媒介化经历为研究对象，媒介化的民族志重视媒介消费日常语境和社会情境的重要
性，更多关涉媒介化的体验、感受和实践，拓宽了媒介研究的视野。正如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洪美
恩（ｌｅｎＡｎｇ）所言，媒介化的民族志方法有助于勾勒出媒介受众纷繁复杂的日常体验与实践的现
实图景，进而打破量化研究中被抽象化、去差异化的受众形象。［１］７４－８１当然，对媒介化的民族志也不
乏批判之说，争议多半聚焦于其在实际操作中的简单化趋势以及资料取证的单调性。对此，世界著
名人类学家马库斯（Ｍａｒｃｕｓ）提议，我们应发展一种民族志，既瓦解宏观和微观的差异，也更集中研
究多个地方而非单个地方。［２］１２－２１英国媒介研究者戴维·莫利（ＤａｖｉｄＭｏｉｅｔｙ）也建议用“交叉验证
法”来实现不同来源的研究资料间的相互佐证。［１］兰塔能在阿帕杜莱（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景观理论和索
科（Ｓａｕｋｋｏ）多场域民族志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全球媒介志”可视为对以上建议的改良和采纳。作
为一种类似贝克（Ｂｅｃｋ）“传记的全球化”的方法论尝试，［３］１６“全球媒介志”克服以往民族志无历
史和遮蔽个体的缺憾，兼顾微观层面的个人媒介使用和宏观层面的跨越时空的全球化进程。通过研
究来自不同地方的三个家庭的四代人从罗伯逊的全球化起步时期开始的一百年间（１８９０－２００３）
的生活经历，他们如何通过媒介和传播彼此联系或分离，展示媒介在全球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性
角色，既互相比较，又相互印证。完整媒介志呈现了全球化、个人以及媒介经历相互作用的动态化的
多维立方体。
　
此书共七个章节，既有作者对学界理论的精致爬梳，也有对三个家庭媒介志生活的娓娓道来。
在第一章交代完全书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方法后，从第二章开始，作者就以罗伯茨顿（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的
全球化阶段划分和勒尔（Ｌｕｌ）的媒介和传播时期划分为基础，将三个家庭四代人的个人生活史置
入全球化进程和媒介及传播发展历程这一宏观语境中，从三个视角（全球化、媒介、个人），七大景
观（族群、经济、媒介、观念、科技、时间、语言）以及时空变换、媒介使用的同质化、异质化分析，媒介
和传播对个人及家庭全球化态度的影响等多个维度，从共性和个性中去透视媒介推动全球化发展
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传播作用。作为研究对象的三个家庭分别来自以色列、中国和芬兰（作者家
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因同所大学而彼此联系。之所以选择家庭而非国家或个人作为研究起点，
一方面源于在全球化的视域下国家边界日益模糊，另一方面也源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公共
和私人的交界处。以家庭而非个人作为出发点，能搭起宏观和微观的桥梁。传统既在这里被打破，又
在这里延续。
通过三个家庭媒介志的梳理，兰塔能为我们呈现了全球化理论的新视域。正如贝克（Ｂｅｃｋ）将
全球化视为非线性的辩证过程一样，［４］７３全球化呈现不均衡的发展历程。三个家庭的所有世代都接
触过大多数媒介，但是阶级差异、财富状况、教育背景、城乡生活方式等因素，使得处于同一时期的
不同国家的家庭接触媒介的时间、程度和广度都呈现出较大差异。尽管不同家庭受全球化进程的影
响有先后，但正如沃斯特（Ｗａｔｅｒｓ）所言，全球化的影响在日益增强，并且近来经历一个突然加速的
过程。［３］３２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带来了时空的根本性转变和全新的视野。三个家庭中的较早一
代都鲜有媒介接触经历，地域限制了认同的地方性。借助媒介和传播，越来越多的个人与群体认识
到了世界上遥远“他者”的存在，加入到迁徙的现实之中（或者是陷入迁徙的幻觉之中）。媒介和传
播通过不停告知人们现在世界上正发生的事情来加速生活空间的节奏，使得社会关系越来越不受
地点或物理位置的束缚。对此，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地点的虚幻，雷尔夫也以“无地方性”来回
应地方归属感的丧失。对此，作者持有异议。她认为媒介和传播非但没有带来无地方性，还使得与内
部和外部联系更加频繁和紧密。地点和空间并成一个混合体，世界也因时空压缩而变得愈来愈触手
可及。
关于全球化的影响究竟是同质化还是异质化，学界莫衷一是。媒介帝国主义论者强调媒介的中
心作用和由此带来的文化同质化，而文化多元论者则认为全球化是个杂糅、拼接的过程，呈现出文
化的裂化和多样性。对此，作者认为应视具体情境而论。她通过对三个家庭的媒介志分析得出，全球
化的后果既非同质化也非异质化，而是两者皆有，或同时发生，或相继为序。兰塔能认为不能将全球
化简单化为消融国族主义的力量，她借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指出，传播和媒介建构并维系了国
族空间的集体记忆，使身处各地、不同意识形态人的国族主义想象认同成为可能，且在国族主义经
历转变期时，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化非但没有带来国族认同的消融，
还引起了国族主义的升温。至于全球化是否会带来去领土化或本土化等异质性结果，她也指出，即
便是被视为同质化的英语，在世界各地的广泛运用中也得到了异质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本
土化和重新领土化的过程，即便浸淫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许多人还是会执着于原先传统和固有选
择，合并不同的日历一起使用，并挑选希望包含的成分融入他们的生活，或是将两种生活完全分离。
作者以自己为例，表述了由此带来的两难处境：从乐观角度看，她认为自己非常荣幸地能够接触不
同的国家、文化和语言；但从悲观角度看，她却感到自己并不属于任何地方，落于不同国家的夹缝
中。吉登斯（Ｇｉｄｄｅｎｓ）在论述全球化对个人影响时也提到了联合与分裂的类似困境，从而造成个人
无所适从的状态。［５］４８－５２这种尴尬处境也引申出作者对于世界主义以及世界主义者的感悟。贝克和
斯巴克斯都曾有过关于世界主义的理想，但作者认为不可能存在绝对的，纯粹的世界主义者。虽然
传播和媒介促进了全球互联性的强化，传播的根茎也打开了世界主义认同的大门，但世界主义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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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义都是非常情绪化的概念，都会随着政治危机或恐怖袭击而幻灭。因此个体不会变成彻底的世
界主义者，世界主义也不是个恒定的东西。另外，相较于国族主义，世界主义虽是个很新的概念，却
已然在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媒介为正在发展的世界主义者的意识提供了全球性原
料，但最后结果如何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原料。
兰塔能的“全球媒介志”解答了特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如何通过
自己的媒介活动推动全球化，以及这些活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何影响，从而弥补了目前全球化研
究中对于媒介和传播作用的应有关照。同时，“全球媒介志”的提出也充分满足了布拉沃伊
（Ｂｕｒａｗｏｙ）由观察者到参与者延伸，超越时空的观察延伸，由微观到宏观动力延伸以及理论延伸这
四个为全球民族志规划的研究方向。［３］２９另外，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人生，还有助于我们
反思跨越时空的他人的人生。这种自我反思精神也是英国媒介研究者戴维·莫利认为研究者应具
备的品质。最后，从全书来看，兰塔能一直保持着谦逊的态度。既没有过于强调全球化研究中传播和
媒介的重要性，也不主张将全球化的媒介志作为一种唯一的方法论来看待，并且对作为媒介志研究
的三个样本可能带来的局限性争议进行了说明和回应。她并不认为这三个家庭能完全代表世界上
正在发生的事，但也不认为它完全没有代表性。她的目的只是提供一个开放式的研究全球化的框
架，而非预言全球化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点燃一烛胜于诅咒黑暗的道理；亦或用特雷
莎嬷嬷（ＭｏｔｈｅｒＴｅｒｅｓａ）的话说，我们每次喂世界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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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使人类更安全
——— 评何镇飚著《媒介安全论：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王　润
　　传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理解传播学最本源的话题之一。在不同的学者眼里，传播有着不
同的内涵。媒介技术学派眼中的传播是技术化的；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播是日常生活化的；传播政
治经济学派认为传播是经济和权力的象征；芝加哥学派把传播视作建构起来的社会共同体；哥伦比
亚学派关注的是传播认知心理和传播效果。
而我手里的这本由何镇飚教授所著的《媒介安全论：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研究》一书中，传
播是可以带来安全的。“传播使人类更安全”是该书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在２０１４年３月发生的昆
明恐怖袭击和马航飞机失联事件后媒体报道所引发的争议，进一步说明了传播与安全、媒介与伦理
之间关系的问题越来越显示出高度的关联。尽管《媒介安全论》出版于２０１１年，但无疑，本书在当
下的新闻实践中回应了现实媒体和公众的困扰，为新闻学界和业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一、非传统安全与传播学理论突围
　　提到“安全”，恐怕是中文领域当中不太解释得清的一词，当然，如果用其相对立的词（不安全）
来认识安全，相信可以大致厘清“安全”的本义，即一种能得到保障、没有外部威胁的健全状态。有
意思的是，“安全”这个词的解释，往往要从危险、威胁、恐怖与恐慌之类的对应词中找到解释。也就
是说，要说明是安全，就得从其对立面危险、威胁与恐慌谈起。
《媒介安全论》这部书，当然也建立在安全话语与恐慌话语的对立而统一的视角中。这表明媒
介安全功能的达成，是人类对传播媒体发展的愿望和共同期盼，但这项功能的达成是有条件的。无
论是社会技术的发展，还是人文的进步，没有可以任凭自身就可以产生自觉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
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积极的意识对物质具有积极的作用，而消极的意识对物质则
具有消极的作用。只有积极地推动媒介的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媒介的作用，实现对人类的福祉。
《媒介安全论》在传播学学科领域首次提出“媒介安全”的概念，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
学中已有的安全研究扩展到传播学研究。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媒介安
全研究人类传播领域如何更好地促进社会系统的安全运行，从而开拓了传统传播学研究的边界。同
时，欣喜的是作者对媒介安全的认识，在媒介研究的基础上逐步上升到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当今
对安全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原来狭隘的军事、国防的传统安全观，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安全、信息安全
等非传统安全在现代安全中的重要性。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传播工具，在文化和社会事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
　
此，媒介安全作为文化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体现。作者正是从
媒介安全在当代国际反恐战争、国家安全、健康安全等现实问题出发，探讨媒介如何在报道与塑造
新闻事件中发挥促进安全的作用；以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地震的报道、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的新
闻报道为案例反思媒体在报道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国际化的视野，跨越学科的视角，审视媒介所引
发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回归到传播学学科，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以现实的问题意识作为研究
的出发点的传播学研究，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的理论，更大意义上将学术的探讨转化为对实际问题的
解决，不失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
二、时代命题与传媒实践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时代赋予了社会什么？德
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需要“系统地处理现代化
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可以说，风险的存在是与自然和传统的退去密切地联系在一
起的。这个时代为传播学带来什么？
《媒介安全论》的一大创新在于提出了传播媒介的又一大社会功能———安全功能。“我们当下所遇
到的危机，正是大众传播安全功能的‘前提条件’”，媒介安全论的提出，正是顺应了新时代的发展。在作
者看来，传播的四大传统社会功能已经不能满足对原来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在危机时代又衍生出了新的
功能。作者提出“以四大功能为基础功能的现代功能———安全，是基于严谨的学术论断与推理而形成的，
是将大众传播隐性功能显性化的过程”，并在传统的社会功能———监视环境、协调社会、文化传递和娱乐
功能中探寻所隐含的安全观念。这是传播学对拉斯韦尔“三功能”和赖特“娱乐功能”的再认识，在危机
时代丰富了传播社会功能的理论内涵。该书提出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体现在危机设置成为媒介议程的一
部分、对知情权的保障、一致性特征、团结特征以及审查特征等。既然媒介安全已经作为一项独立的传播
社会功能提出，在今后的媒介传播过程中需要特别引起足够的注意。媒介安全具有三个层次，依次为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与群体安全。作者以媒介安全功能作为现代社会传播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分析媒介在当
代社会在各种危机事件中的安全作用。无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反恐战争威胁报道，还是涉及公共安全的
自然生态灾害与文化安全的报道，以及特殊群体中媒体的报道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介的安全
功能属性。２００９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大众传媒在积极应对危机，实现媒介安全都起到了重
要作用。媒体在应对现代社会危机方面发挥了必要的作用，以渡过社会危机，促进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同
时，大众传媒运行的好坏决定了媒介安全功能的执行，需要通过社会机制的保障、新闻民主法治的不断完
善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自律行为，从而达成媒介安全功能的发挥。
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作者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中美两国的媒介安全现状进行对比研究，来认
识我国目前实现媒介安全的解决之道。媒介功能的发挥离不开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生
态环境，我国具有的媒介生态状况也势必影响大众传媒运行的状况。调查发现，我国的媒介安全不足
在于媒介失语，而美国的媒介安全更需要防范媒介恐慌。这项研究的发现，为我国媒介安全功能的发
挥和社会的进步提出了发展方向：我国应更进一步加强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在报道过程中要
给予大众传媒最大限度的合法权益，保护大众传媒新闻自由的权利。该书为今后传媒政策的制订和出
台，提供了理论的学理分析；紧扣社会热点话题的同时，在分析过程中又不失理论的光芒。
三、后现代思考与新闻专业主义
　　如果说“风险”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并用风险理论来探讨传播是一种新的视角，那么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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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理解为“后现代”社会，用后现代理论去解释当下的传播状况，则更是一种完美的结合。《媒
介安全论》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提到后现代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首推当属福柯，在庞杂的后现代
理论体系中，福柯的重要性自然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语言学对福柯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他对“话语”
的理解上，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联系的具
体言语方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福柯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语言学对“话语”的理解上，而是在福
柯一生深邃的著作中寻找到“从话语观到安全观的发展轨迹”。作者发现，福柯预言了“媒介安全”
的诞生，也是挖掘隐藏在福柯著作中的传播学研究议题。
当然，可以说福柯对“安全话语”的研究是初步的，真正把安全作为一种话语研究的，是哥本哈根
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和韦弗尔。他们分别提出了“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和“作为安全的话语”，
专门把“安全作为话语”来研究，为非传统安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理论建树。媒介安全中，大众传媒是
安全领域中的功能主体，发挥安全的作用并影响社会和公众。从“安全话语”建构的角度，通过大众传
媒对事件的报道可以对现实予以“建构”，并产生安全或不安全的影响。媒介可以具有安全的功能，但
社会恐慌部分也是媒介制造的，而媒介之所以能够制造恐慌，正是由于媒介安全功能的失灵和失控。
可见，媒介只有恰到好处地报道新闻事件，既不夸大也不缩小现实中存在的威胁，才能建立起“媒
介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平衡，反映客观世界的真实图景，发挥媒介的安全功能。作者创造性地构造
出了媒介安全的模型，导入“媒介安全系数”的概念，认为当大众传媒所构建的威胁大于现实中存在
的威胁是一种“媒介恐慌”现象，而当大众传媒所构建的威胁小于现实中存在的威胁则是一种“媒介
失语”现象。唯独现实中的风险如实转换为媒介中的风险，既不夸大也不隐瞒才能实现媒介安全，达到
一种动态的平衡效果。尽管这里有一丝“乌托邦”的味道，但无论是追求新闻专业主义，还是新闻工作
者的专业理想，新闻人永恒的追求还是客观、真实、平衡的报道，尽可能地接近真相，“所有人都明白公
众希望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事实。”
四、传播使社会更美好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比作“逻各斯的动物”，在传播学里，人类同样离不开传播和交流，人类成了
“传播的动物”。传播，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所用？传播究竟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所处世界的
总体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但地区的战乱和纷争却时有发生，传播的作用则是建立起社会和谐的秩
序，乃至世界的安宁与稳定。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多样化，消除冲突的方式是
建立对话，增进彼此的沟通与理解，发挥传播的巨大作用：传播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媒介化社会，
人类的传播离不开大众传媒这个中介；让大众传媒更好地发挥媒介安全的功能，同样能促进社会的
秩序，建构社会的共同体。
《媒介安全论》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相信传播能为人类所用：传播具有安全的功能，将我们对媒
介安全的认识，联系到大众传媒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上升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群体安全之中。在
２０１４年３月发生的昆明恐怖袭击和马航飞机失联事件中媒体的表现，更加说明了“媒介安全”研究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相信这一具有国际性前瞻性与国内新闻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将在后续的研究中深
入挖掘，发挥重要的社会意义。当然，这需要传播技术、社会制度和新闻工作者多方的共同努力。
相信传播会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充分发挥媒介安全功能，创造和谐安宁的
社会环境。长远地看，“大众传媒必将使人类生活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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